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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语言服务 助力现代化强国

——访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屈哨兵教授
1

孙佳莹（Sun Jiaying）2，王海兰（Wang Hailan）3

摘要：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批准于

2020年成立，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广东省教育厅和广州大学三方共建并依

托广州大学建设。成立以来，中心始终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使

命，围绕语言服务与语言生活、语言规划、语言经济等主题开展高质量研究，取得系列

成果。本文就中心的学术使命、品牌成果、团队建设和未来发展等问题采访了中心主任

屈哨兵教授。屈教授指出，自 2020年成立以来，中心建成了“四室两部”的组织架

构，形成了以科学研究、社会资政、学科建设、数字平台和学术交流为一体的综合发展

模式，助力推进国家语言服务能力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治理现代化进程。在皮书研

制方面，中心打造了《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三个系列，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学术价值的语

言生活皮书品牌，服务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优化和社会语言服务实践。同时，中心通过承

建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参与推动粤语语料库与大模型评测重点实验室建设，探索语

言服务的数字化转化和应用路径。依托广州大学多学科优势，中心注重科研成果转化与

人才培养融合发展，构建“有组织科研”机制，推动语言服务研究“咨政、促学、惠

民”并进，成为国家语言服务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语

言支撑与智力支持。

关键词：屈哨兵；语言生活；语言服务；语言规划；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

服务中心

1 屈哨兵，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广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科研机构国家语言服务与粤

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广州大学）主任，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广州大学）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曾任广州大学副校长、广州市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广州大学党委书记、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及华侨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战略研究》编委。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语言服务、

汉语传播、传统文化传承等研究。主编出版国内首部语言服务研究专著《语言服务引论》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主持完成的“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高校互联网+中华经典教育模式

的构建与实践”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出版《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研究》《广告语言跟踪研究》《广

告语言谱系研究》《语言服务引论》等多部专著，主编等多部语言生活皮书，发表论文 100余篇。
2 孙佳莹（Sun Jiaying），广州大学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育博士研究生、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师，研究

方向：国际中文教育。电邮：864779854@qq.com。
3王海兰（Wang Hailan）（通讯作者），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

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语言服务、语言经济和语言传播。电邮：hlwang091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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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Enhancing Language Services to Empower the Modernization of Our Na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 Qu Shaobing,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Service and Languag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bstract: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Service and Languag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as established in 2020 with the approval
of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It was jointly esta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Guangzhou University and supported by
Guangzhou Universit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enter has always taken service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 its mission, carried out high-quality research on language service and language
situation,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economy and other themes, and issued many
publications. This article interviews Professor Qu Shaobi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n the
Center’s academic mission, brand achievements, team building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rofessor Qu points out tha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20, the Center has adhered to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four offices and two departments”, formed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social financ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igital platform and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service capac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language governanc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Center has created three series of
Language Service Papers: Language Service Development Report in China, Report on
Language Life Statu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Report on
Language Service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stablishing the center as an authority on language research with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value, serving the optimiz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al language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enter explor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path of language services by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resource service platform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antonese corpus and a key
laboratory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 evaluation. Relying on the multi-disciplinary
advantages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the Cent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motes the research of language service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circles and benefit the people”, become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language service research, and offers solid language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
Keywords: Qu Shaobing; language situation; language service; language planning;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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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Service and Languag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粤港澳语言中心”）经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批准于 2020年成立，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广东省教育厅和广州大学三方共建

并依托广州大学建设，中心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24年

10月，本刊就学术科研机构的学术使命、品牌成果、团队建设和发展规划等问题，在广州采访了该

中心主任屈哨兵教授。

一、以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为使命

【孙佳莹、王海兰】（以下简称“孙、王”）：谢谢屈老师拨冗接受采访。为推进国家语言服

务研究、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和语言规划研究工作，充分发挥广东省的语言资源优势和

地理区位优势，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广东省教育厅的共同指导支持下，国家语委第 22个

科研中心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于 2020年在广州大学成立。您是该研究中心的

负责人，请您介绍一下中心的发展概况和主要工作内容及其意义，以及近年来中心开展的重要工

作。

【屈哨兵】（以下简称“屈”）：粤港澳语言中心是在广州大学语言服务研究中心和广东省社

科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形成，依托广州大学建设，由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广东省教育厅共同指导支持。中心内部学术建设发展架构可分为“四

室两部”，“四室”分别是语言生活研究室、语言服务研究室、语言文化传承研究室、大湾区语言

规划研究室；“两部”则是“大湾区语言资源部”和“语言服务产学研促进部”。

自成立以来，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一中心、一方

向、一特色、一品牌”的建设导向，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语言服务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积

极推动语言服务数字化建设，搭建语言服务学术交流平台，建立健全中心体制机制，全面推进队伍

建设、协同创新和管理机制优化。中心的研究任务主要是围绕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

求，聚焦国家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当代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致力于语言服务及其理论建构，秉承

为语言服务服务、为语言服务研究服务和为语言服务研究者服务的宗旨，分析语言文字事业和语言

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提升语言服务能力，为相关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

高质量资政服务。

近年来中心主要开展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科学研究。粤港澳语言中心科研以语言服务和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为核心，以理论创

新、成果导向、服务湾区、多学科融合为根本遵循，选择与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语言服

务理论问题展开研究，重点围绕语言服务与语言生活、语言服务与社会发展、语言经济等问题形成

高质量研究报告，在语言服务理论研究、语言生活皮书研制、大湾区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建设、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

二是社会咨政服务。一是咨政建言，在开展语言服务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向国家有关管理部

门进言献策。以国家语委重大委托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状况及规划研究”为依托，开展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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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语言服务调查，为大湾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咨政建言。二是社会实践，开展重

点人群的语言服务需求调查，如老年人、语言障碍群体等，提出语言服务对策建议；指导学生从语

言生活视角关注国家和社会需求，参与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或调研报告。

三是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心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团队、科研创新一体推进，中心坚持推

进“人才培养、学术团队、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协同育人模式，以科研项目和皮书撰写为纽带，

积极吸纳学生参与中心科研工作，跨专业组建大学生语言服务与语言生活调研队伍，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和学术追求的语言学研究后备人才，指导超过 250名学生参与完成国家语委语言生活系列皮书

的报告超过 100篇，立项各类课题 60余项。持续优化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广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是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入选广东省重点专业和首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

点，入选广东省首批基础学科“长基计划”。每年本科毕业生近 400人，其中汉语言文学师范生

200余人。中心团队同时也是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硕士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硕士点导师组，每年毕业研究生近 30人。2019年获批准在教育博士汉语国际教育领域试点招生；

2024年获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四是数据库和平台建设。中心持续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从“国家平台+前沿技术+区

域深耕+文化传承”四维发力，初步构建集平台、语料库、大模型、在线系统于一体的语言文字信息

化工作建设格局，努力打造语言信息化领域的“湾区样板”。中心按照国家语委、教育部语信司要

求，积极推进与华中师大网络媒体研究中心、国家开放大学等机构合作，强化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

台建设和维运管理。目前该平台建设了包括语言规范、语言翻译等多种类型在内的 24个语言服务。

国家语言资源平台建设实现了数字化语言资源和语言服务从“分散供给”到“系统化赋能”的跃

升，成为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平台建设入选 2024年度“国家语言文字科研成果转化优

秀案例”。中心立足区域特色，与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联合建设粤语语料库

建设与大模型评测重点实验室；中心聚焦科技前沿，深度参与由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承担的国家

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基于国家语言服务大模型的国家语言资源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通过采用混

合专家模型策略与架构，成功实现服务资源的跨平台联动；中心数字赋能文化传承，初步建成“语

文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标注系统”，为更好综合运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更有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心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与语言

文化融合，建设区域文化语料库，开展大模型与人类言语交互质量评估研究，服务国家文化传播和

文化安全战略。

五是学术交流。中心以举办学术会议为依托，通过“有组织”设计会议主题和议题，汇集语言

服务和语言生活研究学者，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重大关切中的语言服务问题展开研讨，引领建

设国内“语言服务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心已连续举办多届语言服务高级论坛、粤港澳语言生活研

究青年学者论坛、语言学研究生学术论坛、语言学专题沙龙等学术交流活动，与粤港澳大湾区 33家

语言学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联合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与语言服务建设联盟”，成功

举办“湾区人文对话周”活动，推进与大湾区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搭建各类型各层次的交

流合作平台，有效促进语言服务相关问题研究，推动了语言服务实践的创新性发展，加强了大湾区

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应用。

中心作为国家语委科研机构的“一名新兵”，以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为使命，在多个方面取得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 5

显著进展。中心将继续以服务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和大湾区建设为宗旨，加强科研创新，深化人才培

养，优化机制建设，积极应对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升自身实力，为推动语言服务行业发展和大湾区

语言文化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打造区域和领域语言生活皮书品牌

【孙、王】：据了解，研制语言生活皮书是中心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中心的学术品牌。目前

中心已经出版了《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和《粤港澳大湾区

语言服务发展报告》三个序列共 6部皮书。作为发起者和顶层设计者，研制皮书的背景和初衷是什

么？

【屈】：语言服务是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实践品格的重要体现。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在近些年

来我国党和政府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一系列意见及规划方案文本中，“服务”一词在不同的文本中

反复出现，形成各种集成。这里面既有引领语言文字事业的服务集成，例如“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表示国家关注的若干需求项目的服务集成，例如“应急语

言服务”“国际中文服务”等，还有表示国家为达成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服务目的而形成的各种具

有供给特征的服务集成，例如“服务平台”“服务系统”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对语言服务给予

特别的关注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

作为一个生发于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学术机构，将语言服务作为价值追求的定位，做“真学

问”，做“有用的学问”，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贡献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我们相信，树立这样

的学术价值观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从中心这些年的建设发展来看，我们也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思路来

探索前行的。中心由原来的校级科研机构逐步成长为国家语委的研究型基地，并被赋予国家“语言

服务”和“大湾区语言”研究的特别使命，无不都在显示着这种探究学术服务家国的价值努力。近

年来我们连续推出的《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粤港澳大湾

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都是在这种价值观引导下的成果。在每一次报告选题、报告组稿、报告审

读、报告修改等不同环节，我们始终以国家语言生活皮书的研制标准作为中心皮书的质量标准，以

每年都争取获得良好反响作为我们的任务标准，以一盘棋思想精益求精作为每一份报告的取舍标

准，以团队高质量创新作为我们的知识产权标准，都显示出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

中心求真求用的努力。

【孙、王】：中心研制出版的系列语言生活皮书是什么关系，各有什么定位，在未来的发展中

要注意解决哪些问题？向哪个方向继续努力？

【屈】：在中心正式成立前，广州大学语言学团队就在国家语委的支持下研制完成了《广州语

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并由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式发布。报告展示了广州市语言文字生活在

规范引导下的和谐多元和传承驱动下的丰富发展，是我国区域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研制的有益尝试，

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也奠定了中心系列皮书研制的基础。

《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0）》是国内首部领域语言生活皮书，分为“特稿”“公共语言

服务”“语言教学服务”“语言文化资源传承传播服务”“语言技术服务”和“语言翻译服务”六

个部分。报告立足国家层面，聚焦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语言服务，涉及多个领域、多种类型，很

好地呈现了我国语言服务发展样貌。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是国内首部区域语言生活皮书，以语言生活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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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目，从“区域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活”“科技产业语言状况”“交通体系语言状况”“生活服务

语言状况”“行政司法语言状况”五个方面，勾勒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面貌，提出语言文字环境建

设和语言服务建议。该报告获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2）》作为国内首部区域语言服务皮书，分为“特稿”

“教育湾区语言服务”“人文湾区语言服务”“智慧湾区语言服务”“健康湾区语言服务”和“生

活湾区语言服务”等六大板块。报告以提升大湾区语言服务能力为目标，从事实出发，以数据支

撑，挖掘语言服务的湾区特色和湾区经验，并提出相关建议，体现了时代性、创新性、实证性、系

统性和应用性的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3）》分为“社群篇”“领域篇”“教育篇”“广州

篇”“港澳篇”“自贸区篇”六个部分。首次对大湾区三大自贸片区的语言生活情况进行了跟踪调

研，反映了当下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发展的新动向。

《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4）》是国内第二部语言服务专题性语言生活皮书，报告分为

“特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台湾地区语言服务”“教育交流语言服务”“数字化语言服

务”“城乡区域语言服务”“文体医企会展语言服务”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服务”等七

个板块，全面描写了面向数字中国、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中国的语言服务供求状况，并

提出相关优化。

三个序列皮书作为粤港澳语言中心的重要研究成果，深入剖析语言服务及区域语言生活状况，

为学界和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与实践参考。根据国家和区域发展需要，每年交替推出，成为

国家“语言生活皮书”方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心打造的重要学术品牌。这些皮书各有侧重，相

互配合，相得益彰，体现了中心围绕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需求，重点开展国

家语言服务能力提升和大湾区语言生活调查和语言服务、语言规划等方面研究的成果。未来中心将

继续创新皮书研制机制，增强皮书研制队伍建设，优化皮书成果认定机制，深入推进皮书成果向资

政报告转化，着力打造具有广州大学特色的高质量语言生活皮书品牌。

【孙、王】：语言生活皮书的研制过程一定是历经曲折，遇到过不少困难，能否给我们分享几

个探索和攻坚背后的故事，以鼓励和启示后学。

【屈】：这确实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业，边做边思考边准备，一路摸索前行。经过近些年的探索

和努力，克服了诸多困难，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方法，概而言之，皮书研制工作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

程，也是一个不断“磨”的过程，既“磨”文稿，也“磨”流程和机制。经过几年的“磨”，中心

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皮书研制机制。第一，以粤港澳语言中心团队教师为核心作者群体或者说基础

作者群体，通过“干中学”锻炼作者队伍，保证了皮书文稿的“底盘”。第二，发挥粤港澳语言中

心“四室两部”6位主任的带头作用，轮流担任皮书副主编或板块主持人，实行板块主持人负责

制，板块主持人负责本板块的导语写作和各篇报告的质量把控。第三，选题的确定采用“自下而

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鼓励作者根据皮书序列自主申报选题，另一方面主编和

副主编根据本年度的重点和热点话题提出选题，邀请作者撰写。第四，将皮书研制与人才培养相结

合，培养语言生活派后备队伍。中心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与皮书编写等科研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将

“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各类田野调查、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为“德才兼备”语言学后备人

才的培育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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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成有组织科研的团队协同机制

【孙、王】：屈老师谦虚了。您曾提过您的理想之一，就是集科研团队之力，攻坚克难，将广

州大学打造成华南地区甚至国家级的语言服务研究重镇。请您介绍一下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

区语言研究中心的团队大致由哪几类人员构成？主要工作内容和流程是怎样的？这些年中心的依托

单位广州大学在用语言学助力国家经济发展方略方面采取了哪些行动？

【屈】：粤港澳语言中心现有科研人员 20余人，大部分同事承担着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的

一线教学任务，部分同事还同时承担行政工作，还有一批相对稳定的学术“外援”，来自包括港澳

地区在内的高校同道，也包括广州市及大湾区内的基础教育界同行。中心还发起成立了“粤港澳大

湾区语言生活与语言服务建设联盟”，目前已有 34个机构成员，语言研究与服务的协同正在逐步推

进。

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强化有组织科研。说实话，在一个学

校的学术科研平台上进行这样的探索是有一定难度的。抛开大家都较为繁重的教学或管理工作不

说，如何引导大家在原有的学术专攻的基础上聚焦到中心的学术使命上来，是得有些办法。这里面

涉及如何与学校评价系统对接，如何与学院教学工作融合，如何与大家商量在我们的湾区系列当中

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影响的生发地，如何形成相对稳定又可互相呼应支援的板块团队等

等。可以说，近些年来我们在上述几个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探索。

随着报告年份的不同，不同组合的同事都能有组织地发动起来。以《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

况报告（2023）》为例，自贸区篇的几份报告，就主要是由王海兰组织并写作完成，两位副主编张

迎宝和王苗完成了大量的选目组稿读稿编稿的工作。我相信这种有组织的发动会引导一个学术团队

更好地成长。近年来，中心有计划地根据各位同事担纲的实际工作，确定不同的团队成员担任系列

报告的副主编和板块负责人。我们会为每个板块设置主持人，主持人既是板块内容组织者，也是板

块推出的宣传者，每个板块的导语就由主持人代言负责。中心相关的室部负责人就为这些板块把关

并撰写导语进行提炼和推介，成为板块代言人。当然，根据每本皮书性质的不同，我们的“代言

人”也有所不同，会有新的同事加入到这个代言人的群体中来。这逐渐也会成为我们共同努力以实

现学术使命的一种共识。

广州大学紧紧抓住国家“双一流”建设、广东省和广州市高水平大学建设机遇，坚持“四个面

向”，深化与广州和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对接”，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重点建设高校、广

州市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作为粤港澳语言中心的依托单位，广州大学自觉面向国家语言文字事业

发展需求，呼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需要，重视和支持语言服务和区域语言生活研

究，同时发挥学校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综合性大学多学科协同的特点，积极推进语言

服务与语言生活研究与大数据、大语言模型开发应用的结合，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和国家语委的充

分肯定。广州大学围绕“能力发展性强”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成立广州大学大学生语言能力教学

中心，坚持“以课程建设为基础，以语言能力竞赛与测评为推动”的建设理念，增强学生语言能力

提升意识。广州大学语言学团队将发挥在语言服务和粤港澳大湾区语言应用研究的地缘、资源优

势，通过国家语委科研中心这一重要平台，不断提升服务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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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数字化赋能语言服务和成果转化

【孙、王】：我相信，广州大学语言服务研究团队将在您的带领下取得更大成绩。李宇明先生

说过，学术研究除了咨政、促学，还要惠民。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单纯为了促进学术发展，

学术成果的转化推广应同样予以重视。您团队基于经济区块的语言生活与语言服务成果非常好，其

转化应用情况如何？

【屈】：成果转化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成果具有可操作性、应用性，可以先从一些

比较成熟、社会现实急需的项目做起。中心参与建设的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

台”）就是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的有效实例。平台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

理司指导，粤港澳语言中心负责资源服务建设，华中师范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网络媒体

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国家开放大学负责网站运维，旨在打造国内汇聚最多语言资源的权威网站、

国家语言服务能力建设的示范平台。平台于 2022年 12月上线，目前平台已汇聚了公共语言资源、

语言教育资源等 8大类、32小类共计 300余项优质资源，建设了包括语言规范、语言翻译等多种类

型在内的 24种语言服务，实现了数字化语言资源和语言服务从“分散供给”到“系统化赋能”的跃

升，成为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平台建设入选 2024年度“国家语言文字科研成果转化优

秀案例”。与此同时，中心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承担的国家语委重点委托项目“基于国家语

言服务大模型的国家语言资源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目前正在进行语言服务大模型训练。大模型

将大大提高平台的智慧化和交互性。

平台上线以来已纳入近 50家单位提供的近百项高质量语言资源和优质语言服务，收录资源涵盖

语言教育、语言文化、语言翻译、语言技术等公共语言资源，面向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文化传

承、社会应用中急需的语言文字需求，建设满足国家、社会和人民需要的语言资源服务。数字经济

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语言服务关系数字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加强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都需要语

言服务的支持。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是粤港澳语言中心探索语言文字事业数字化赋能的新举措，中心

将按照国家语委的工作要求，联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开放大学等机构单位，秉持“开放、共享、

智能、服务”的理念，形成稳健高效的工作机制，以服务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为目标，继续努力将

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建设好发展好，为推动教育和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五、立志以更高水平助力国家发展

【孙、王】：对于未来粤港澳语言中心的发展，您有哪些新的规划和设想？

【屈】：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是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表现。随着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语言服务愈发成为国家现代化进

程中一种重要的语言生活现象和生产性实践活动。语言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不只是见证国家的发展，

更是在更广范围内、更深程度上参与并推动着国家现代化进程，在更高水平上助力国家发展。未

来，中心建设发展要在五个方面提高意识：一是追求“国家队”意识，按照国家队的要求提升团队

成员水平和整体水平；二是追求大湾区意识，紧紧围绕大湾区建设开展相关研究；三是追求集体作

战意识，发挥集体智慧，打造中心学术成果品牌；四是追求语言服务成果意识，研发一批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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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产品和语言服务应用产品；五是追求学术创新意识，实现在语言服务研究和大湾区语言研究方

面的理论创新。

【孙、王】：再次感谢屈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最后，请您用简短的话语来描述一下国家语

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这个学术科研机构的发展心得，以结束这次访谈。

【屈】：粤港澳语言中心的建设发展的历程表明，作为一个科研机构，要想为国家社会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一是我们的学术关切是否在回答时代提出

的问题，中心存在的底层逻辑是建立在研究回答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如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研究服

务中心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种语言状况和语言问题；二是我们的学术建设是否在回答国家学术

发展提出的问题，中心近些年的建设发展与国家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分不开，尤其和近二十年来中国语言生活派的学术话语场景分不开；三是我

们的学术努力是否在遵循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中心扎根中国大地，让成果从我们自己的土壤中生

长出来，建立分析语言服务的概念系统和相关集群，坚持推出高质量的系列皮书；四是我们的学术

建设是否有一种学术坚持，中心建设前后建设十数年，从校级研究中心起步，再到省级研究中心，

然后再成为教育部国家语委的研究中心，中间虽有曲折起伏，但我们能够坚持；五是我们的学术建

设是否有一个团结向上的学术团队，中心有一支十分优秀、彼此支持的同道团队，我们大家在一个

时代里遇见，在大家各自学术志趣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科研。这个团队是我们能

够不断进步的核心竞争力，我自己作为这个团队当中的一员，我也感到十分欣慰、十分自豪。我相

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心一定能够为国家语言服务观察研究与大湾区语言的观察研究做出特

别的贡献，以我们的学术之力和教育之力服务于大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强国

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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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增加

服务业紧缺技能人才供给，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2022年 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推动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强调要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健全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创新高技能

人才培养模式、加大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上述政策文件为语言密集型岗位发展和语言人

才培养体系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指引。当前，语言服务产业蓬勃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24

年全球语言服务市场规模为 715.3亿美元，预计该市场将从 2025年的 762.4亿美元增长到 2032年的

1275.3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7.6％1。我国的语言服务市场总规模已突破 1982亿元，各类语言服

务企业超过 124万家，涵盖翻译与本地化、多媒体语言服务、语言培训服务、多语言内容服务等多

个领域（王立非、王继辉，2024），反映出市场对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强烈需求，推动了该领域职业

类型的不断丰富与细化。本文提出语言密集型岗位的概念，梳理国内外语言职业能力研究现状，详

述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分类和等级划分，揭示语言岗位需求重点，提出语言人才培养思路，以期推动

对语言密集型岗位和相关学术研究的关注。

二、语言密集型岗位相关研究现状

（一）语言密集型岗位的概念2

语言密集型岗位是指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生产要素，高度依赖语言沟通、跨文化理解、文本创作

及多语言转换的职业类型。这类岗位的核心特征包括语言使用频率远超其他技能，日均语言处理时

长占工作时间 60%以上；语言质量直接影响工作成效，如翻译准确性决定商业合同效力；语言能力

与行业专业知识深度融合，如医疗翻译需同时掌握医学术语和语言转换技巧。

（二）国外语言密集型岗位能力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没有采用语言密集型岗位的概念，主要围绕语言相关职业能力开展以下三方面研究：

1.语言相关职业能力在不同职业领域中的重要性。Wagiran等（2023）指出，掌握外语是未来职

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技术和信息技能等硬技能互补，强调了外语能力在职业发展中的关键作

用。Moczydlowska（2018）分析了化学公司对化学专业人员的职业能力期望，发现雇主特别重视英

语语言能力，表明语言能力在特定职业中的重要性。Korovkina（2024）讨论了同声传译员的职业能

力结构，包括交际能力、外语能力等程序性或专业性能力，揭示了特定职业中语言职业能力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Burgaz（2008）的研究发现，职业中学学生应具备多种技能和个人特质以获得就业机

会，其中沟通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和外语能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就业能力，表明良好的语言职业能

1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2025-05-26）.“语言服务市场”，https://www.fortunebusinessinsights.com/zh/enquiry/sampl
e/language-services-market-111514.
2 语言文字著名学者刘培俊先生有关“语言密集型岗位”概念的讨论很有启发，谨以此文表达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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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于毕业生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2.语言相关职业能力的培养途径与策略：Kovalenko和 Afanasenko（2021）探讨了将学术英语写

作整合到药学硕士学生培训中，以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发现学术写作课程能够提升学生的职业能

力，减少学生对学术语言的误解。Mustonen和 Strömmer（2024）研究表明，跨语言实践不仅加深了

多语学生对领域特定内容的理解，还帮助他们战略性地使用和增强多语资源，从而促进职业发展，

强调了多语种能力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Sokolova和 Sergeeva（2021）探讨了教师职业能力中的

价值取向，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教师的专业创造力与职业表现的有效性之间的显著关系，强调了教

师价值观在职业能力培养中的作用。Alieva等（2021）则研究了学生在学习英语用于职业目的过程

中的外语职业能力，发现通过特别设计的练习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3.语言职业能力的评估方法与工具：Xu等人（2021）对护士职业能力量表中文版本进行了心理

测量评估，确定了心理测量特性、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为语言职业能力的评估提供了科学的方

法和工具。Schiltenwolf和 Deppermann-Wöbbeking（2023）对骨科和创伤外科领域专家意见的期望

进行了探讨，其中也隐含了对专家专业能力（包括语言职业能力）的评估要求，提供了特定领域语

言职业能力评估的视角。

4.语言职业能力模型与量表：Lester等（2018）提出的修订版职业能力模型为语言职业能力的发

展提供了启示，强调了灵活性和适用性，可以应用于不同专业或职业领域，包括那些对语言能力有

特定要求的领域，为未来制定专门的语言职业能力模型与标准提供了基础。Liu和 Chu（2024）采用

了经过调整的中文版多维教师韧性量表（MTRS），对 539名教师进行了调查，揭示了教师韧性的

三因素结构：专业能力、社交性和坚毅性。

（二）我国语言相关职业能力研究现状

我国语言相关职业能力研究聚焦以下三个领域：

1.翻译职业能力发展。李争（2024）强调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译者需重塑职业能力框架，从通识

认知、人机协同及实践共同体构建三方面提出提升策略。穆雷等（2017）分析了翻译人才的能力特

征，指出国际语言服务业对专业领域及小语种翻译人才需求巨大。邢杰与金力（2020）则通过梳理

新版欧洲翻译硕士能力框架，启示我国翻译硕士教育应强化职业能力培养。韩彩虹与许文胜

（2023）以新文科视角，构建外贸口译职业能力框架，揭示自我会话、听力、翻译及跨文化交际能

力对职业能力的影响。

2.特定群体语言能力探索。冷晴等（2024）对听力语言康复从业人员的胜任力分析，揭示了专

业知识不足对服务质量的影响。仵兆琪（2022）则聚焦学前师范生，通过构建职业语言能力框架，

强调语言教育与岗位需求的匹配，聚力职业交际语言能力核心要素的实训改革。李佳和张洁

（2020）通过田野调查，指出多语能力对跨境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重要性，为语言职业能力在多语

言环境中的应用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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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言教育与职业能力融合。欧丽贤等（2023）对日语人才社会需求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指出

复合型日语人才的需求量占比远高于单一语言能力的人才，为高校日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针

对性建议，推动语言教育与职业能力的深度融合。綦雁（2016）则强调大学汉语教学应强化策略改

革，提升学生语言应用能力，以适应职业需求。曾用强（2024）解读实用英语交际职业技能等级模

型，涵盖能力要求、内容要求和语言要求三个维度，为职业院校的英语能力培养明确了方向，有助

于推动语言教育与职业能力的深度融合。

国内外语言相关职业能力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研究视角多元且深入。国外研究不仅关注

语言职业能力在不同职业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还从培养策略、评估方法及模型构建等多维度展开，

为深入理解语言职业能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坚实基础。二是特定群体研究兴起。针对特定群

体如听力语言康复从业人员、学前师范生、跨境流动人口等的语言职业能力研究逐渐增多，不仅关

注语言技能本身，还强调语言能力与行业知识的深度融合。三是跨学科融合趋势明显。语言职业能

力研究强调语言学与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探索语言职业能力的发

展路径和评估体系。

尽管语言职业能力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对什么是语言人才和语言岗位的概念不够清

晰，岗位分类和具体存在哪些岗位，以及语言密集型岗位的能力分级缺乏完整的梳理。

三、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内涵、分类与分级

（一）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内涵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08）中，没有直接明确 “语言密集型岗

位” 的分类，但从职业分类的维度和一些具体职业类别中，可以找到与语言密集型相关的岗位信

息。从技能角度的间接关联看，ISCO-08将技能水平和技能专业程度作为职业分类的重要依据。语

言技能在很多职业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需要高水平沟通、表达、翻译、写作等能力的

职业。例如，在“26 Legal, social and cultural professionals”（法律、社会及文化专业人员）这一类

别中，像律师需要精准地运用法律语言沟通、辩论和撰写法律文件；记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

和写作能力进行新闻报道；教师需要通过清晰的语言讲解来传授知识。“263 Journalists, media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s”（记者、媒体及相关专业人员）的职业主要工作围绕信息的采集、撰写、编辑

和传播，对语言的运用能力要求极高。记者需要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描述事件，撰写新闻稿件；编

辑要对文字内容审核、修改和优化，确保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媒体相关专业人员如播音

员、主持人等，需要具备标准、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以清晰地传达信息给受众。“264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s”（翻译、口译及相关专业人员）是最直接与语言相关的职业类

别，翻译人员需要将一种语言准确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要求对两种语言的语法、词汇、文化等有

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口译人员则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语言的转换，对语言的反应速度和表达能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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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高。通过 ISCO-08对职业分类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许多职业对语言技能有较高的要求，这些职

业是语言密集型相关的岗位。

（二）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分类

从国内外标准职业分类和行业实际情况，语言密集型岗位可大致划分为 12大类，包括翻译与本

地化服务岗位、教育与培训类岗位、客户服务与支持类岗位、法律与合规性岗位、媒体与传播类岗

位、市场营销与公关类岗位、外交外事官员岗位、出版与内容创作类岗位、心理咨询与调解类岗

位、语言研究与开发类岗位、文化传播类岗位、跨境电商与数字营销类岗位。

翻译与本地化服务类岗位，涵盖笔译、口译、软件本地化等细分领域。2024年全球翻译市场规

模达 717亿美元，预计 2025年增长至 757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语言服务市场，2024年翻译

从业人员达 680.8万人，服务范围从传统文件翻译扩展至国际传播、跨境电商等新领域。

教育与培训类岗位，包括语言教师、跨文化培训师等。在线教育的普及推动语言培训市场规模

持续扩大，2024年中国在线语言学习用户突破 1.2亿人，带动教师岗位需求增长 15%。

客户服务与支持类岗位，涉及多语种客服、技术支持等。2024年中国客服行业招聘量达 56万

多人，其中多语种客服岗位占比提升至 12%，薪资较普通客服高 20%。

法务与律师类岗位，包括法律翻译、国际商事调解等。随着跨境贸易增长，中国涉外法律翻译

需求年均增长 25%，具备法律背景的双语人才缺口达 15万人。

媒体与传播类岗位，涵盖国际新闻采编、影视译制等。2024年中国影视译制市场规模突破 50

亿元，短视频平台催生多语言内容运营岗位，招聘需求同比增长 111%。

市场营销与公关类岗位，包括国际品牌策划、跨文化营销等。跨境电商企业对小语种营销人才

需求激增，如某新能源公司海外技术支持岗位年薪达 70万元，但要求同时具备西班牙语能力和光伏

行业经验。

外交外事类岗位，参与国际谈判、外交活动，撰写外交文书（如照会、声明），用外语正式发

言。要求精通联合国工作语言（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表达严谨、准确，避免歧义，

需掌握外交辞令。国际组织职员（如联合国、WTO）处理国际事务、撰写报告，需在会议中用外语

陈述观点或翻译文件。要求至少精通两门以上外语，熟悉国际组织的专业术语和沟通流程。

出版与内容创作类岗位，负责编辑/校对员审核、修改书稿、新闻稿件或学术论文，确保语言规

范、逻辑连贯、无语法错误。要求对母语的语法、词汇、标点符号使用有极高敏感度，部分需跨语

言编辑能力（如双语杂志编辑）。文案写手，创作网络文章、为媒体、企业撰写文案或专题文章。

要求文字风格鲜明，擅长用语言构建场景、表达观点，需持续优化写作技巧和词汇量。

心理咨询与调解类岗位，如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要求具备同理心和沟通技巧，能用温和、

精准的语言建立信任，避免使用刺激性词汇，跨文化咨询需考虑语言背后的文化隐喻。调解员/仲裁

员在纠纷中通过语言沟通协调双方立场，促成和解，撰写调解协议。 要求逻辑清晰、表达中立，善

于捕捉双方诉求的关键点，用法律或行业术语准确传达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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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与研发类岗位，如语言学者研究语言结构、演变规律、语义关系，撰写学术论文或参

与语言保护项目（如濒危语言记录）。要求精通语言学理论，能通过田野调查记录和分析语言现

象，需掌握国际音标和多语言数据处理工具。词典编纂者/术语专家编写词典、行业术语库，定义词

汇含义、例句和用法，确保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要求对词汇的历史演变、语境用法有深入

理解，能跨语言对比术语差异（如法律、医学领域）。

文化传播类岗位包括文化遗产解说员、博物馆策展人等，要求能用生动语言传递专业知识，根

据受众（如儿童、学者）调整表达风格，跨文化展览需多语言解说能力。

跨境电商与数字营销类岗位，涉及跨境电商运营、海外社交媒体经理撰写产品描述、营销文

案，通过外语（如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在海外平台（如亚马逊、TikTok）推广商品，回复用户

评论。要求熟悉目标市场的语言习惯和网络用语，能结合当地文化撰写本土化内容，需快速响应客

户咨询。 游戏本地化工程师将游戏中的文本、对话、界面翻译为目标语言，确保语言风格符合当地

文化（如俚语、幽默表达）。要求精通游戏术语，具备跨文化适应能力，能在保留原意的同时让译

文自然流畅。

四、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分级

依据语言能力的复杂性、专业性和应用场景的深度，语言密集型岗位从低到高可划分为基础应

用级、专业操作级、战略规划级和研究创新级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呈现递进式提

升，对应不同的职业类型和工作内容（见表 1）。

表 1：语言密集型岗位分级

等级 语言能力应用要求 跨文化能力
行业知识

融合度
岗位场景

基础应用级 通用语言准确表达 基础礼仪认知 低
标准化文档、日

常沟通

专业操作级 领域术语精准运用 文化差异识别 中
专业报告、译

文、谈判

战略规划级 多语言战略设计 文化适配与创新 高
全球传播方案、

跨文化培训

研究创新级 语言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 跨学科文化建模 极高
学术论文、AI模

型、语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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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应用级

1.等级特征

以通用语言技能为核心，完成日常沟通、信息传递或标准化内容产出，语言使用场景较为固

定，对专业深度要求较低。技能要求掌握母语或目标语言的基础语法、词汇和表达逻辑，能进行日

常对话和书面沟通。熟悉常见文档格式（如邮件、报告、说明书等），输出内容需准确、清晰但不

强调创造性。具备基础的跨文化沟通意识（如简单商务礼仪），但无需处理复杂文化差异。

2.典型岗位

（1）行政文员 /客服专员

处理日常办公文档、接听客户咨询电话、回复标准化邮件等。需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解答常规问

题，避免歧义；书面沟通需符合公司模板要求。根据统计，我国客服岗位规模超 500万人，其中

80%以上岗位要求“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2）初级文案 /内容运营（通用领域）

撰写产品介绍、社交媒体短文、活动通知等基础文案。需掌握大众化表达风格，吸引普通受

众，较少涉及专业术语或深度创作。据 2024年行业报告调查，互联网行业初级内容岗占比约 65%，

平均薪资集中在 5000-8000元/月。

（3）外贸单证员 /跨境电商助理

制作进出口单据、处理跨境电商平台客户留言、协助基础谈判。需熟悉外贸英语术语（如

FOB、L/C），但主要使用标准化模板，无需复杂谈判技巧。

（二）专业操作级

1.等级特征

聚焦特定领域的语言技能，需掌握专业术语、行业规范和复杂表达逻辑，能独立完成专业性内

容创作或沟通任务。技能要求深入理解行业语言体系（如法律条文、医学术语、技术文档格式

等），表达需精准、严谨，避免歧义。能根据不同受众调整语言风格（如对客户用通俗解释，对同

行用专业术语）。具备基础的跨文化专业沟通能力（如翻译行业的 “准确通顺”原则）。

2.典型岗位

（1）法律翻译/专利代理人

翻译法律合同、专利说明书，撰写法律意见书或专利申请文件。需准确转换法律术语，如“不

可抗力”“预期违约”等，确保译文法律效力；专利文件需符合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格式

要求。中国翻译协会 2024年统计显示，专业法律翻译岗位平均薪资达 15000-25000元/月，持证译员

（如 CATTI一级）需求增长 30%。

（2）医学编辑/科学传播专员

撰写医学论文、科普文章，编辑学术期刊或策划科学传播活动。需将“细胞凋亡”“PCR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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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专业概念转化为大众可理解的语言，同时确保科学准确性。调研显示，科学媒体的编辑岗位

要求硕士以上学历，需发表过相关领域论文。

（3）商务谈判代表/国际销售经理

主导跨国商务谈判、制定合作协议、维护客户关系。需精通商务英语（如谈判话术、合同条款

解读），能识别文化差异对沟通的影响（如日本客户的“委婉拒绝”习惯）。调查显示，具备双语

谈判能力的销售岗位薪资比单一语言岗位高 40%-60%。

（三）战略规划级

1.核心特征

以语言技能为核心制定战略方案，需统筹多语言资源、协调跨文化团队，解决复杂沟通难题。

技能要求精通至少两种语言，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的语言习惯、修辞逻辑和商业规则。具备“语言战

略思维”，如根据目标市场文化调整品牌口号、设计本地化沟通策略。领导跨语言团队完成大型项

目（如国际展会、跨国并购中的沟通协调）。

2.典型岗位

（1）多语言产品经理

建设策略类语言服务产品，通过工作流程的改进、多语言技术的迭代，提升平台多语言产品能

力，优化多语言平台效率。岗位涉及搜索词翻译、商品信息翻译、评价翻译及买卖家沟通翻译等多

个关键领域，需要统筹多语言资源，全面负责语言产品，优化平台整体语言体验。

（2）全球化传播总监/公共关系（PR）专家

制定企业全球传播策略，处理跨国危机公关，策划多语言品牌活动。需为不同国家市场定制传

播内容，例如将中国企业的“创新”理念转换为德国市场可接受的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增强认

同感。如某新能源车企进入欧洲市场时，全球传播的本土化工作得力，品牌认知度提升 25%。

（3）跨文化管理顾问/国际教育项目负责人

为跨国公司设计跨文化培训方案，协调海外留学、交换项目的语言教学体系。需分析不同国家

的“高语境”（如日本）和“低语境”（如美国）文化差异，设计针对性沟通课程。 据麦肯锡 2024

年报告，全球 500强企业中 78%设有跨文化沟通部门，相关岗位年薪普遍超过 30万美元。

（4）外交外事人员/国际组织项目协调员

参与国际谈判、撰写外交文书、协调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项目。需熟练运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规定的外交语言，在正式场合使用精准措辞（如“表示遗憾”与“强烈谴责”的外交等级差

异）。外交部公务员招录中，语言类岗位占比超 40%，需通过多轮语言口试和模拟谈判考核。

（四）研究创新级

1.核心特征

聚焦语言科学的理论研究或前沿技术创新，需推动语言学科发展或解决行业共性难题。技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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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具备语言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跨学科知识，能开展语言数据建模、语义分析等研究。掌

握语言技术工具（如自然语言处理 NLP、机器翻译系统开发），战略规划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场

景。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或主导制定行业语言标准。

2.典型岗位

（1）计算语言学家/AI语义研究员

开发机器翻译算法、构建语言知识库、优化聊天机器人的语义理解能力。需分析语言的句法结

构（如主谓宾关系）、语义角色（如施事、受事），为 AI模型提供理论支撑。2024年 Google的大

模型在多语言翻译任务中达到人类专业译员水平，BLEU评分（机器翻译评价指标）提升至 92分

（满分 100）。

（2）语言政策研究员/濒危语言保护专家

研究国家语言政策（如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制定濒危语言抢救方案。需运用田野调查方

法记录方言发音，通过语音学分析构建语言谱系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全球 7000多种语言

中，40%面临消亡风险，相关研究岗位需求随文化保护意识增强而增长。

（3）语言病理学家/儿童语言发展专家

诊断和治疗语言障碍（如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育迟缓），开发语言康复训练方案。需掌握语音

障碍的医学术语（如“构音障碍”“失语症”），设计个性化语言训练游戏。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预测，2024-2034年语言病理学家岗位需求增长 21%，远超职业平均增速。

五、结语

AI工具正在快速取代基础应用级岗位（如初级客服、初级翻译），据专家预测，到 2026年，

70%的基础语言岗位将实现自动化。战略规划级和研究创新级岗位因全球化深化和 AI技术发展而供

不应求。数据显示，“跨文化沟通专家”和“NLP工程师”等职位近三年招聘量增长超 150%。未

来语言密集型岗位需“语言+行业+技术”三维能力。例如，医疗翻译需同时掌握医学知识和机器翻

译工具操作，法律谈判专员需了解跨境电商合规规则。语言密集型岗位的等级划分不仅反映技能高

低，更体现了从“工具性应用”到“战略性创新”的价值跃迁。在 AI时代，基础语言技能的重要性

逐渐让位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和跨文化战略思维。

面向语言密集型岗位需求培养新时代语言人才，聚焦专业操作级及以上等级，提升“语言+X”

的复合能力，是应对 AI时代翻译与语言服务行业变革的关键路径。企业和高校需聚焦高端语言人才

培养，构建“技术辅助+人文核心”的新型人才结构，从六个方面着手，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一是重

构课程体系，深度融合语言与行业知识，增设跨学科课程，搭建跨学科研究和实践平台，培养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扩大跨学科双师型师资队伍规模，提升跨学科教学

能力。三是拓宽国际视野，鼓励学生跨校跨境交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化和跨文化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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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四是利用技术赋能，提高外语学习效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五是深

化校企合作，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确保学生掌握所需技能与素养。六是完善认证体系，鼓励学

生考取行业证书，推动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优化。这些措施将助力语言人才适应全球化与数字化的

双重挑战，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语言服务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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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翻译组织的资源整合模式研究：以国际机器翻译协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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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翻译组织通过在超国家层面整合各类资源推动翻译领域及行业的发展，但学

界对其资源整合模式关注有限。本文以国际机器翻译协会（IAMT）为案例，借用管理

学中的资源基础理论系统梳理该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的资源整合举措与模式，发现该组织

一方面通过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联通技术资源等方式积累内部优势资源，另一方面

通过整合信息资源、构建关系网络等方式整合外部资源。这些举措以人才为核心，逐步

构建起“内外协同”的语言服务网络及生态体系，促使 IAMT在全球行业网络中发挥着

重要的桥梁作用，从而推动机器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机器翻译协会的资源整合模式

值得各类翻译组织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机器翻译；翻译类国际组织；资源基础观；国际机器翻译协会

Title: Resource Assembly of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t the supranational level. A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irectly related to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IAMT)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chine translation
worldwide, but few studi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it. Ba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in
manage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IAMT as an example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various initiatives of IAMT. It is fou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organization
accumulated internal advantageous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talent
team and connectivity of technical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actively integrated external
resources by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 networks. These
measures take talents as the core, and gradually build up a network, which is mainly internal
and supplemented by external, to form the basi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enable IAMT
to play a role as a bridge in the global machine translation network. The excellent measures of
IAMT are worthy of reference for translation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Keywords: machine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organization; resource-based view;
IAMT

1张慧玉（ZhangHuiyu），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研究。电邮：zhysusann
a@126.com。
2金琦（JinQi）（通讯作者）上海市奉贤中学教师，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研

究。电邮：grace_jinqi@126.com。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22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国际翻译组织在推动翻译领域及行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不

可忽略的重要作用（詹成、赵睿，2022），各类组织基于自身的职能与定位，引导译者、语言服务

企业、相关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产生合力，为领域及行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对国际组织而言，发

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能够在超国家层面甚至全球范围整合人力、技术、信息、知识等各类资源，形成

可共享、可持续的资源优势。以国际机器翻译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IAMT）为例，该组织在推动机器翻译行业发展时整合了人力、技术、信息、网络等资源，相较于国

家及以下层⾯的翻译机构，其在超国家层⾯资源整 合中独具有独特优势（Hutchins， 2001），这⼀

优势是其在全球范围内发 挥领域治理作⽤的关键。就翻译学界而言，尽管少量学者开始关注国际翻

译组织（张慧玉、张海玲，2022），或肯定其重要作用（圣功，1989；穆雷，1991；谢天振，

2014），或介绍其发展现状（柯平、鲍川运，2002；罗存宝，2014），或探讨国际组织翻译人才的

培养机制（詹成、赵睿，2022），但对国际翻译组织资源整合模式的关注十分有限，而这正是我们

理解其作用机制的关键。国际组织的管理机制有别于其他类型组织，其资源整合行为也同样如此，

因此，分析、阐释代表性组织的资源整合举措及模式，不仅能够在理论上丰富我们对这一关键问题

的认识，更能在实践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专业领域全球治理提供借鉴。

基于此，本文尝试对 IAMT进行深度案例研究，尝试借用管理学中的资源基础理论系统梳理其

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推动机器翻译发展的各项举措，以期在丰富国际翻译组织研究的同时，为

国际翻译组织管理及翻译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参考。

二、资源基础理论与国际翻译组织的资源整合

资源基础观（Barney, 1991）是管理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资源指“（组织）控制的所有资

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特质、信息、知识等等，是由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效率和效益而用来创

造并实施战略的基础”（Barney, 1991，p.101）。该理论构造了“资源→战略→绩效”的基本框架

（Mintzberg & Lampel, 1999, p.29），即把企业视作资源的集合体，基于异质性的存在拥有不同类型

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够转化为能力，推动组织发展，促进组织战略的实现与竞争优势的形成。迁移

到组织中也是如此。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 1984）对战略资源的性质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了四种

特性，即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不可替代性。由此可见，资源对于任何组织、领域、行业

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不同的组织活动及战略所需的核心资源不同。就目前的翻译类国际组织而言，实现发展的核心

资源是人力、技术、信息、网络等。其中，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人才培养体系，技术资源主要指前沿

的翻译技术应用，信息资源包括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即时研究与资讯，而关系网络资源主要指与翻译

相关的上下游关系。已有研究指出，内部资源的积累已无法支撑组织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持续

稳定的竞争优势，往往只能将自身资源延伸到外部市场或直接从外部获取优质资源，通过内外部资

源的整合形成核心优势（张慧玉，2016）。因此，很多国际组织不仅需要依靠自身来积累发展所需

的能力和资源，而且需要通过建立跨国合作关系等方式构建外部网络，以实现组织间的资源互补。

对于翻译类国际组织而言，内外部相结合的资源整合同样必不可少，这是其推动国际翻译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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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动力，使其区别于一般的区域性翻译协会或营利性组织。

随着翻译类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其在翻译领域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如：圣功（1989）向中国学界介绍了世界三大翻译机构的发展现状，即国际翻译家联盟、国际会议

口译协会和国际会议笔译人员协会；赵家琎（1991；1992）对联合国翻译工作及其人员要求进行了

简要介绍；谢天振（2014）梳理了国际译联主办的“国际翻译日”相关阶段演进，研究其中的借鉴

意义；张慧玉、张海玲（2022）梳理了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推动口译职业化的举措，肯定了国际组

织在推动行业发展中的关键角色。这些发现无疑增进了对翻译类国际组织的认识，但有限的学术关

注显然与国际组织在翻译领域全球治理中日益凸显的重要地位难以匹配，对翻译类国际组织资源管

理的关注尤为匮乏。事实上，部分翻译类国际组织已经在资源整合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实践，为我们

凝练切实可行的国际组织资源整合方案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赫钦斯（Hutchins, 2001）在梳理机

器翻译发展历程时即指出，国际组织基于其特殊的定位和地位，在寻找赞助支持、技术人员时具有

优势。基于此，本文尝试借用资源基础观对国际机器翻译组织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系统整理、总

结其解决问题的各项举措，聚焦其核心资源整合，揭示国际组织资源运用的模式特征，从而为其他

国际组织提供参考。

三、国际机器翻译协会的资源整合

20世纪 90年代初，随着互联网和科技产业的出现，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MT）技术

迅速发展，全球技术文档、软件本地化和网页翻译需求明显增加，机器翻译的研究和应用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协调专业领域治理的国际组织呼之欲出。1991年，亚太机器翻译协会

（AAMT）、美洲机器翻译协会（AMTA）和欧洲机器翻译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EAMT）成立；1992年，三大区域性协会联合成立国际机器翻译协会（IAMT），成为

领域内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Vasconcellos, 1996）。值得注意的是，IAMT与其

区域协会遵循线性组织结构，强调权责的逐级递减，构成一个金字塔状的责权管理系统，通过明确

管理机构职权确保协会的高效运作及组织稳定性，共同汇聚有志于推动机器翻译发展的个人、企业

及机构，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推动相关技术与知识的产生、应用及传播（Hutchins，2000）。本研究

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出发，以 IAMT为案例，通过系统搜集、梳理其官方网站数据、会议记录及其他

公开数据，分析其资源整合模式，尤其是人才、技术、信息、网络四类关键资源的整合与管理。

（一）整合人力资源：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

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是国际机器翻译协会整合资源的核心。与普通人力资源不同，新兴领域

的机器翻译人才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可以直接构成组织价值与优势，推动组织与领域可持续发展。

IAMT不仅注重人才汇聚与培养，而且致力于创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环境，以确保机器翻译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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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IAMT及其各区域协会给予的表扬和评审标准

协会 获奖机构 评审准则/获奖者

IAMT 国际机器翻译协会荣誉奖
促进机器翻译发展和/或对 IAMT的宗旨做

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成员

EAMT 欧洲机器翻译协会最佳论文奖

研究问题/挑战的困难程度

研究结果与机器翻译的相关性

论文在科学出版物方面的影响力

AAMT
亚洲太平洋机器翻译协会长尾奖

对推广和发展机器翻译有突出贡献的个人

或团体

亚洲太平洋机器翻译协会长尾奖—学生鼓励奖 被评议为机器翻译领域优秀研究者的学生

设置、授予奖项是 IAMT推动机器翻译研发、鼓励研究人员深入创新的重要方式。如表 1所

示，IAMT及其区域协会都设立了不同的奖项，主要面向协会成员。每个奖项的侧重点与评价标准

不同，但都代表了协会对相关成果及个人的认可，以此鼓励会员积极参与机器翻译研究，为领域发

展做出贡献。例如，亚洲太平洋机器翻译协会长尾奖继承了日本计算机科学家、AAMT第一任主席

长尾真教授的精神，希望发掘能够真正推动机器翻译发展的研究，该协会于 2014年特别设立学生鼓

励奖（AAMT Nagao Award Student Encouragement Award），用于发掘并激励自然语言处理、专业双

语翻译、语言学专家等与机器翻译领域相关的多元人才。截至 2022年，学生鼓励奖已颁发九次，对

有意深入机器翻译领域的年轻人才给予充分的认可与支持。借助协会的国际平台，各奖项使得获奖

者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现其突破性研究成果，在形成强效激励的同时挖掘机器翻译人才并鼓励其开展

创新研究。

IAMT重视对机器翻译青年人才的培养。相比其他类别的成员，学生会员在会员费和注册费方

面均可以享受一定的减免。例如，AMTA的学生会员只需要支付 50美元会员费，而非学生会员则需

要支付 100美元；此外，学生会员在参加 AMTA及其他三个相关协会（IAMT、EAMT和 AAMT）

组织的活动时，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费用减免。这些举措降低了青年人才进入协会及行业的经济成

本，有利于整合人才资源，构建代际相传的人才发展模式。

近年来，IAMT尤其注重对青年人才进行职业发展指导。继 2020年 AMTA首次面向学生组织

职业辅导会议后，2021年机器翻译高峰会议上，IAMT专门为青年学生组织了职业指导会，帮助他

们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前接触机器翻译相关的职业道路。IAMT及其区域分会充分认识到优秀学生可

以为机器翻译发展带来长远动力，而高层次的职业指导不仅可以促使他们了解领域内工作内容，引

导他们接受专业指导，而且可以为优秀学生提供特殊的学习机会。会议鼓励所有对机器翻译感兴趣

的学生报名参加，对背景和经历不设限制，参会学生在会议期间有机会直接与机器翻译专家对话；

会议组委会从学界、业界的机器翻译专家库中挑选、邀请专业导师参会，请他们基于特定研究领域

的专业知识做经验分享，帮助参会学生明确职业目标并提供直接的建议。面向学生的职业指导对于

培养青年人才、推动机器翻译技术及领域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整合技术资源：实现技术联通应用

研发机构、语言服务商及用户构成机器翻译领域三大主要行动者。然而，由于分布广泛且各有

侧重，这些行动者之间交流机会甚少，从而导致不同层次业务链之间的沟通效率低下，技术交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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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受阻，不利于机器翻译的技术开发与应用。对此，IAMT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不同行动者之间

搭建桥梁，通过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产业链联通实现技术应用，以此推动技术资源整合。

IAMT积极推动行业市场调查，为技术资源整合提供依据，促进机器翻译技术研发。卡门森斯

（Common Sense Advisory）市场研究公司每年都会推出全球语言服务市场报告，其中，IAMT负责

对翻译技术相关的调查提供支持。2021年，IAMT协助卡门森斯邀请商业机构、政府组织、服务供

应商和自由职业者代表参加调查，就机器翻译技术在个人或企业中的应用情况提供评价，以呈现机

器翻译的技术应用趋势。该全球语言服务市场报告在 2021年机器翻译峰会上正式发布，充分说明

IAMT对行业市场调查的支持和重视。这些调查以机器翻译领域诸多行动者的积极参与为基础，通

过收集数据提高技术反馈效率，为技术和服务发展提供支持，促进机器翻译的技术研发与产业链互

动。

IAMT定期举办技术交流展会，为最新技术的流通提供渠道，重视技术的实际应用。在每年的

机器翻译峰会上，IAMT设立专门的展示区，以展示成功商业化的机器翻译产品，展出范围不仅限

于机器翻译系统、工具，还包括多语言技术应用（Yamamoto, 2004）。这类展会向公众推介机器翻

译创新技术成果，为连接产业链的上下游提供平台。具体而言，供应商和开发者可以在正式产品发

布前测试市场反应。在获得用户的第一手反馈后，供应商能够及时改进技术产品和服务。IAMT首

任主席长尾教授就曾明确表示，机器翻译协会的核心是要从技术创新、市场调查和用户体验的角度

协调机器翻译系统的制造者和使用者（Nagao, 1989），即整合技术资源，适应用户和社会的需求，

实现不同使用端的快速应用。

（三）整合信息资源：提供机器翻译信息平台

IAMT及其各区域协会均十分注重整合信息资源，共同搭建机器翻译权威信息平台，举办机器

翻译峰会即是搭建平台的典型举措。该峰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 IAMT作为主要举办方，AMTA、

EAMT和 AAMT轮流担任联合主办方（表 2），与会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和所有区域分部的机器翻

译研究人员、开发人员、翻译服务提供商、用户或管理人员。事实上，如表 2所示，在 1992年

IAMT正式成立前，三大区域协会已分别在日本、德国、美国成功举行了三次机器翻译峰会，可以

视为是推动机器翻译供应商和计算机语言学家信息交流的初步尝试，对领域的学术研究及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Czermak, 1989）。以此为传统，历年峰会作为机器翻译信息交流的综合平台，围绕

机器翻译领域组织大量的讲座、讨论、研讨会和培训，通过论文展示与报告为机器翻译行业从业者

及相关群体传递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就机器翻译技术、译员心理和实际操作等问题提供专业的意见

和帮助。除机器翻译峰会外，各区域协会也会定期举办会议，在推动协会日常管理的同时传播、交

流机器翻译相关的信息，推广最新技术，与机器翻译峰会信息平台相呼应，共同为领域发展提供丰

富的信息资源。值得一提的是，IAMT作为机器翻译领域的信息来源具有较高的权威性。Voss和

Zhao（2005）指出，机器翻译研究的引文来源主要来自 IAMT会议论文集，占所有引文的 55.42%；

协会相关期刊（见表 3）排名第二，占比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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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机器翻译峰会的年份、举办地点以及联合主办方

年份 举办地点 联合主办方 年份 举办地点 联合主办方

1987 日本，神奈川 AAMT 2005 泰国，普吉岛 AAMT

1989 德国，慕尼黑 EAMT 2007 丹麦，哥本哈根 EAMT

1991 美国，华盛顿 AMTA 2009 加拿大，渥太华 AMTA

1993 日本，神户 AAMT 2011 中国，厦门 AAMT

1995 卢森堡，卢森堡（市） EAMT 2013 法国，尼斯 EAMT

1997 美国，圣地亚哥 AMTA 2015 美国，迈阿密 AMTA

1999 新加坡，新加坡（市） AAMT 2017 日本，名古屋 AAMT

2001 西班牙，加利西亚 EAMT 2019 爱尔兰，都柏林 EAMT

2003 美国，新奥尔良 AMTA 2021 在线 AMTA

IAMT致力于提供多样化的信息和学术工具，以鼓励机器翻译研究发展。例如，IAMT为会员社

区提供的各种支持工具、期刊是各区域成员之间共享的资源，成员能够免费或以折扣价格获得表 3

所列出的资源。例如，《机器翻译档案》是一个电子数据库，收录了关于机器翻译和翻译工具的文

章、书籍和论文。IAMT还提供了用于构建机器翻译系统的库和框架，如以 python为编程语言，以

PyTorch为机器学习框架的“Argos Translate”，为机器翻译研究提供工具和参考。使用者在这些信

息工具的帮助下，可以快速获得准确信息，在了解最新研究进展的同时对社会需求变化做出迅速反

应。

表 3：IAMT和其地区分部提供的信息工具

协会 信息工具、期刊等

IAMT 《国际机器翻译新闻》

EAMT 翻译软件纲要、《机器翻译档案》

AMTA 《机器翻译档案》《机器翻译》（期刊）

AAMT 翻译引擎自动评估站点、《AAMT期刊》

此外，IAMT通过发行教程、出版物等材料提供更广泛的信息渠道。IAMT制定了机器翻译的创

建、集成和使用教程，以此促进机器翻译相关技术的应用。譬如，使用者可以通过阅读教程学习如

何将机器翻译引擎与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连接起来。在出版物方面，协会将出版的关于机器翻译的

科学出版物分成三大类，分别为神经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统计机器翻译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衡量指标（Metrics），每个类别中又有细化的内容。譬如，神经

机器翻译类的出版物涉及了注意力机制、预训练等议题。

（四）整合网络资源：构建全球服务网络

随着全球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互联互通，机器翻译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预计到 2024年其全球市

场规模将超过 10亿美元。大量的资源需要通过关系网络进行调动，IAMT及其区域分会在这一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内外部资源的统一整合。

首先，IAMT及各区域分会以会员体系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包含技术开发者、研究

https://github.com/argosopentech/argos-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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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译员、客户等多类行动者群体的机器翻译网络。例如，AAMT包含 62家法人会员（组织）和

116位个人会员，而 AMTA则更为庞大，包含 31家法人会员（组织）和近 540名个人成员，涵盖了

来自近 50个国家的学者、研究者、技术人员、开发者、零售商、文档负责人、翻译技术人员、翻译

者等。通过欧洲、美洲、亚洲的区域分会，各地区的会员可以互相合作，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会员关

系网络，让机器翻译问题在不同行业、语言、文化中形成交流，有利于组织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稀

缺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第二，IAMT整合构建了语言服务供应商网络。仅 EAMT这一欧洲分会就吸收了近 30家语言服

务供应商，如欧洲知名机器翻译公司 KantanMT、语言服务商 Swiss Global、外部机器翻译平台

Apertium。除了整合Meta等科技巨头、翻译机构、国际组织的自建机器翻译系统，IAMT还关注到

了有风险资本支持的成长型公司，如对 Unbabel, DeepL等进行扶持推广，助力其涵盖英语、法语、

西班牙语、德语、中文等近百个语种。通过供应商的关系网络资源整合，IAMT积极推动机器翻译

行业实现更大程度的多语种化。

最后，IAMT及各区域分会十分重视机器翻译学术网络构建，与高校、研究所、实验室等紧密

联系。AMTA与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USC/ISI）、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等

机器翻译相关权威机构建立了联系；EAMT的团体成员包括了爱丁堡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知名高

校。与 IAMT构建了合作关系的机器翻译研究实验室多达 32家，涵盖了北美洲、欧洲、亚洲等地。

这些学术性关系网络增强了 IAMT在机器翻译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IAMT的网络资源构成了其他资源整合的重要基础。通过在行动者群体层面、

语言服务供应商层面和机器翻译学术层面的关系网络整合，IAMT打通了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信

息资源的壁垒，为机器翻译行业的发展提供长远保障，充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图 1：国际机器翻译协会资源整合图

四、国际机器翻译组织资源整合模式的主要特点

本文以国际机器翻译组织为例，聚焦探讨国际翻译组织的资源整合模式。研究发现，IAMT积

极采取多种举措整合与管理资源，通过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联通技术资源、提供信息平台、构

建全球网络等方式整合全球机器翻译资源，推动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不难发现，IAMT在资源整合

方面呈现出一些值得其他国际翻译组织借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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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IAMT在资源整合中坚持以人才为核心。人力资源是组织的战略资产，是获取竞争优势

的基本资源（Wright, 1998）。IAMT通过设立不同区域的奖项，奖励对机器翻译行业作出贡献的优

秀人才，广泛向各界人士推荐语言服务、翻译、技术等相关人才，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同时，

IAMT通过培养青年人才，为业界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形成人才的生态系统。从资源基础观的角

度，人力资本是指个体具备的知识、技能、经验等，包括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隐性知识，这是其他组

织难以转移和模仿的异质资源。IAMT通过人力资源整合帮助组织形成具有独特性的优势。

其次，IAMT十分重视技术优势，关注技术产业链诸多参与主体。在发展变化的环境中，核⼼

技术资源⼗分珍贵，且通常难以被替代或模仿，IAMT充分意识到了这一资源的重要性。随着技术

突破和新应用的不断出现，IAMT 及其区域分部指导全球机器翻译行业积极发展技术研发和应用，打

通全产业链。通过连接研发端、语言服务商和用户端，充分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资源，促成业内

的市场调研数据流通，实现新技术的应用。例如，在万物互联时代，多语言技术这一实现人机交互

的关键技术在业内得到即时的交流、应用与更新。可见，IAMT积极促进机器翻译技术产业链各主

体的联合与连接，以此巩固产业竞争力。

再者，IAMT的资源整合呈现出“内外协同”的特征，密切关注社会环境及市场需求变化。虽

然一些方面的资源交织难分，用对比的内外视角来区分这些资源显得较为模棱两可，但本文还是依

据这些资源的来源进行阐述。其中“内”主要体现在机器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人才、促进技术产

业链联通等方面；“外”主要体现于积极构建信息平台、形成关系网络等。而在信息资源和技术资

源的整合中，举办机器翻译会议，最主要的影响是引导全球利益相关群体对机器翻译领域的最新发

展达成共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从核心上形成全球机器翻译网络，帮助不同的外部主体获取信息和技

术，协助它们运用外部资源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翻译系统和服务。可见，协会的内部资源和外部

资源之间相互作用，因为它们往往是互相交融，不可分割的。此外，机器翻译及其行业和市场是多

方面的，这意味着一种战略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尤其是在超国家层面。

最后，IAMT积极构建全球机器翻译生态网络体系，实现内部小生态圈和外部大生态圈的联

动。IAMT对机器翻译发展的最大贡献之一是确立了自己作为监管者、引领者的角色，促进机器翻

译全球网络的建立。作为行业引领者和趋势引导者，IAMT引导并推动机器翻译⾏业的每个利益相

关群体努⼒达到协会标准，进⽽构建起⾏业、学术、⼈员的全球关系⽹络。这是一个经过验证的治

理系统，也是一个可重复的资源模式。此外，IAMT在处理动态的全球环境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可以

看作是其内部小型生态体系和外部大型生态圈的结合。具体而言，协会开放需求，与各行业、地

区、国家的合作伙伴在大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协作，共建高质量的行业数据；并与外部资源联动，

扩大合作范围。IAMT有效构建、整合和重新配置其内外部资源的能力，及其构建的全球网络均是

在多元环境中维持资源优势和持续发展的关键。

五、结语

本文以国际机器翻译协会为案例，梳理了翻译类国际组织的诸多举措，并以资源基础观为视阈

探究国际机器翻译协会如何利用内外部优质资源保持竞争力和优势，得出上述一系列具有理论与实

践意义的发现。作为全球领先的翻译类国际组织，IAMT的资源整合方案已经较为成熟。IAMT善于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 29

在人力、技术、信息、网络等方面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搭建平台，并挖掘外部资源弥补短板，内外结

合、优势互补。该组织的举措涵盖面广，关注可持续发展，反映时代特征。理论上，本文丰富了翻

译类国际组织资源整合问题的相关研究，以典型的案例作为分析基础，增进了学界对翻译类国际组

织资源管理的了解，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范式。实践上，国际机器翻译协会的资源整合

方案珍视人才、注重技术、构建全球网络，实现了内外多方共赢，可以为翻译类乃至全世界的国际

组织提供参考和借鉴，以形成可持续管理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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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 SWOT分析与治理对策选择

王海兰（Wang Hailan）1

摘要：基于 SWOT分析框架，全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优

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优化治理对策。大湾区作为多语种共存的区域，拥有丰富

的语言资源和良好的语言服务产业基础，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独特优势。但

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的通用性存在短板、应急术语和服务规范不统一，以及应急语言服

务协同机制不健全等不足，使得应急语言服务响应的效率和质量受限。大湾区可以借助

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强劲与科技创新等机遇，强化语言资源整合，推动智能技术赋能，

完善跨区域协同机制，从而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能力。面对人口流动性大、突发事件频发

和制度协调难度大等挑战，建议通过建立韧性导向的应急响应体系、优化三层级服务机

制和加强应急语言服务的评估与反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提供高效、精准的语言支

持。本研究为建设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提出了策略选择方案，有助于推动区域应急

管理能力提升。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SWOT分析；语言资源整合；协同机制

Title: SWOT Analysis and Governance Strategy Sel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and proposes
optim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As a multilingual regio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a great
diversity of language resources and a solid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foundation, this provides a
unique advan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system. However, the
unpopularity of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some areas presents difficulties, as does the lack of
standardized emergency terminology, and inadequat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for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All these factors limit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respons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reater Bay Area can leverage opportunities
such as policy support, str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resources, promote smart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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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reby enhancing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capabilities.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high population mobility, frequent emergencies,
and difficulties in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resilience-oriente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s, optimize a three-tier service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of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precise
language support in emergencies. This paper presents strategic op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system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whi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region's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city.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SWOT analysis; language resource integrat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一、引言

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建设已成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国家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立语言服务机制，

建设国家语言志愿服务队伍”；《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提出“加

大应急管理标准外文版供给”“提升应急救援人员的多言多语能力，建设专业化应急语言服务队

伍”；《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将“成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加强应急语言服

务能力建设”列为主要任务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高发区域，应急治理问题

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

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应急协调平台，联合制定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

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不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合作能力”。此后国家相关部委出台

的关于大湾区的系列领域发展规划中都将应急处置和危机防范列入其中。大湾区人口密度大，开放

程度高，是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高发区域，应急语言服务需求量大，种类多样（王海兰、李宇明，

2021,p.4），研究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加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是“湾区所需”。李宇明、李艳

（2019），李宇明、王海兰（2020），王海兰、李宇明（2021），胡辉莲、郝俊杰（2023）等从不

同角度对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问题展开讨论。屈哨兵主编的《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

（2022）》专设“健康湾区语言服务”板块，对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应对新冠疫

情的应急语言服务经验进行了多维度总结。

本文拟运用 SWOT分析框架全面分析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具有的优势和不足，以及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基于此提出治理对策，形成区域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湾区方案”。

二、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 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s）

1.语言资源丰富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颇具特色的多语种共生区域。在语言上包含汉语的普通话和粤方言、客家

方言、闽方言以及英语、葡语等，在文字上包括简化汉字、繁体汉字、英文、葡文等，多种语言多

文字交织共存。多语言多文字的语言特征是构建高效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宝贵资源。大湾区还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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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资源。大湾区共有 97所高校开设外语专业，涵盖 196个外语专业，开设

26种外语语种，包括日语、英语、俄语、朝鲜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法语、印地语、印

尼语、土耳其语、孟加拉语、柬埔寨语、波斯语、泰语、缅甸语等，拥有 7个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点

（王立非，2023a,pp.43-46）。这些外语专业资源为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提供了人才储备，有助于提

升大湾区的国际化语言沟通能力。

2.语言服务产业基础雄厚

语言服务产业的繁荣发展是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在语言服务产业方面大

湾区同样展现出独特优势。根据 2023年 4月发布的《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语言服务竞争力报

告：粤港澳大湾区评价》，2022年，大湾区语言服务总产值达到 124.5983亿元，占大湾区 GDP总

产值的 0.09%，2023年至 2025年三年大湾区语言服务市场规模预计可达到 436.067亿元（王立非，

2023b,pp.14-15），共有语言企业 45321家（同上，p.29）。语言培训、语言翻译和语言技术三大产

业规模并驾齐驱，共同构建了完整且充满活力的产业链条。语言培训产业受益于大湾区庞大的人口

基数、丰富的外来劳动力，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发展动力强劲。语言翻译和语言技术产业则与大湾

区的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两大产业在大湾区呈上升趋势。据统计，2021年珠三角九市有语言培

训企业 13913家，注册资本 325.41亿元；有语言翻译企业 1668家，注册资本 32.35亿元；有语言技

术企业 2217家，注册资本 1977亿元；90%的语言技术企业集中于深圳和广州，深圳的企业数量在

全省占比超过半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其语言服务更加注重专业性和高端化，如

2021年香港地区语言培训企业 235家、语言翻译企业 139家、语言技术企业 10家、语言康复企业

39家；澳门语言产业年产值在 70亿元左右（贺宏志、向静仪、董潇逸，2023,p.37）。2022年新译

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获批成为全国首批语言服务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地，是广东省唯一入选单

位，以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支撑，通过自主研发智能翻译平台构建封闭会议垂直应用场

景，为各行业各领域提供数十种语言的高水平智能翻译服务。目前平台上已累积了超过 100亿的优

质语料，20多个垂直行业的数据，支持超过 100多种语言的翻译，包括少数民族的语言，如维吾尔

语、藏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等，也包括东南亚、欧美、东亚语系的语言（李旖露，2022）。

3.应急语言服务经验丰富

多语多言的语言环境和突发公共事件多发使得大湾区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都具有较强的应急语

言服务意识，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急语言服务经验。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大湾区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湾区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疫语言服务实

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2）》设置“健康湾区语言服务”板

块，王海兰等对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语言服务状况进

行了较为系统调查总结，结果显示四大中心城市都提供了适合本地需求和特色的应急语言服务。广

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拥有庞大的外籍在住人口，为满足这一多元群体的语言需求，广州配置

了多语种信息发布、多语种抗疫服务产品和多语种中外志愿者，创新多语种服务形式(王海兰，张雪

彤、王兆慧等，2022）；深圳各界积极通过网站、微博和微信，电视、电台和电话等多媒体平台发

布抗疫信息，利用“一网两微三电”建立起体现深圳特色的一体化、高效的应急语言服务联动机制

（王海兰，揭晨，2022）；香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主体，香港各界团结协作共同构筑防疫屏

障，及时创建抗疫专题网页，实现抗疫资源和信息的集成化和便捷化（王海兰，刘栩妍，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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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重点突出“多样化”，各类服务基本提供中葡英三语服务，服务形式包含专视听产品、心理抚

慰热线等，服务主体从政府部门到个人，发挥各自优势，最终形成长效、稳定的语言服务体系（王

海兰，谭韵华，黄晓曼等，2022）。依托多主体协同，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大湾区显著提升

了应急语言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积累了宝贵的“湾区经验”。

4.城市治理能力强

大湾区特别是四大中心城市建立起了发达的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城市治理能力强。2024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微笑城市百强暨中国新型智慧城市（SMILE指数）百

强成果》和《中国新型智慧城市（SMILE指数）百强》数据显示，全球微笑城市百强榜单前十位

中，中国有北京、香港、深圳和上海四座城市，深圳和香港两座大湾区城市位列其中，中国新型智

慧城市百强城市榜单前五强中大湾区城市占三强，分别为香港、深圳和广州。大湾区城市治理能力

得到国际认可。智慧城市建设和政务协同治理能力为应急语言服务的制度基础、平台建设和公众服

务提供了良好支撑。

（二）劣势（Weaknesses）

1. 国家通用语言的通用性存在短板

丰富的语言资源是构建区域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重要优势，但复杂的语言生态格局，尤其是国

家通用语言的通用性存在短板也成为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障碍。目前珠三角九市随

着普通话的推广和国内其他地区流入人口的增加，普通话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普通话已经成为该

地区的主要交际语言（王海兰、何文晓，2019,p.62）。香港和澳门历次人口普查情况表明，近 20年

来，粤方言在香港和澳门日常用语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近九成人的日常语言为粤方言。能够使用

普通话的人数不断增长，但是将普通话作为日常用语的人口比例还比较小（李宇明，王海兰，

2020,p.13）。2021年香港和澳门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香港 5岁及以上人口将普通话作为惯用语的

人口数为 16.55万，占香港人口总数的 2.3% 1；澳门 3岁及以上人口将普通话作为日常用语的人口数

为 3.14万，占澳门人口总数的 4.7%2。多语多文并存背景下，日常用语不同的群体在信息接收渠道

偏好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强化应急语言服务需求的差异性和多元化。例如，在接收

信息时，粤方言群体依赖语音播报，客家话使用者则更多需要方言转译，少数族裔则更青睐本民族

语言的表达；在认知方式上，英语使用者习惯于使用国际规范术语，粤方言群体重视本土化表达。

当前大湾区尤其是港澳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和使用率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多语多方言的应急语

言资源储备有限、语言技术尚不能支撑所有语言和方言的准确识别和翻译的背景下，这是提升大湾

区应急语言服务能力的内在制约。

2.应急术语和服务规范不统一

受历史文化和使用习惯等因素影响，粤港澳三地政府在发布气象、卫生、社会治安等应急信息

时所使用的术语存在差异。例如，三地的气象预警体系在灾害类型定义与表达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

地域性差异，这种差异既反映了三地对气象灾害特征关注点的不同侧重，也体现了公共安全治理逻

辑的差异化。以台风与高温预警为例，三地在命名体系、分级标准及符号标识等方面均存在系统性

区别。在台风预警领域，广东省采用“台风预警信号”体系，依据风力强度划分为蓝、黄、橙、红

1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官方网站：https://www.censtatd.gov.hk/sc/scode600.html#section3.
2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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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色阶编码系统，港澳地区均采用“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简称风球）体系，三地的预警划分标

准不同，也并不相对应；在高温预警方面，广东省构建了三级色阶预警（黄/橙/红），分别以

35℃、37℃、39℃为触发阈值并配套防暑降温指引，香港天文台使用无分级的“酷热天气警告”，

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则采用“高温警告”，两者均以 33℃为启动标准。三地的预警符号系统也各

异，这种差异导致跨境信息传播时需进行二次转译，直接影响预警认知效率。此类差异在跨区域协

同治理中进一步衍生出技术衔接难题。例如在港珠澳大桥的交通管控标准中，珠海与港澳对同一气

象灾害（如雷暴）的响应分级、限速标准及管控措施均存在技术参数差异，为解决该问题，港珠澳

三地的大桥管理部门最终采纳了港珠澳三地气象部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不采用预警信号作为大桥

交通管制的依据，而是采用大桥上风速和能见度观测实况数据，以及气象部门未来风力和能见度的

趋势预报作为分级管制的依据，三地还共同制定了《港珠澳大桥气象保障建议书》。应急术语、预

警等级标准和符号系统的差异会影响信息传递与理解的准确性和高效性，不利于区域协同应对突发

事件。

3.应急语言服务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

目前，大湾区还未建立起统一的应急语言服务平台和应急语言资源共享机制。语言人才、语言

技术和公共语言服务平台等语言资源分散于各地，未形成高效统一的协调体系。协调机制不健全体

现在同城跨部门间的协同和跨城市、跨区域的协同。以 2020年初新冠疫情初期为例，珠三角多个城

市如广州、深圳等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但针对境外人士的语言服务呈现高度碎片化。一些城市

设有多语种防疫指引和热线电话，但有的则未能同步提供多语言信息，存在地区间信息不对称。香

港和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在语言政策和应急管理体系上有较强独立性，与内地城市间在语言资源

调配和信息共享机制上缺乏系统对接。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在跨区域协作方面仍存在短板。提升区

域整体应急语言能力，亟需建立统一协调平台，推动多部门、多地区在机制设计、资源整合和标准

制定等方面实现有效协同。

（三）机遇（Opportunities）

1.政策红利加持

国家、区域和省级等不同层级都为大湾区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规划纲

要》作为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需“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建立大湾区应急协调平台，联合

制定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重大事件应急预案，并强化应急演练”，系统构建了湾区应

急管理政策框架。该文件将网络安全、食品安全、水安全等关键领域纳入应急管理范畴，为推进语

言服务协同奠定了政策基础。此后，国家部委配套政策持续跟进：2020年 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

设方案》中强调提升中医医院应急救治能力；同年 12月，文化和旅游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要求制定邮轮疫情

处置方案、完善跨部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省级层面，《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创新设立“统筹发展和安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章，并将《广东

省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列为省“十四五”重点专项规划，首次实现应急管理领域专项规划

（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安全生产、综合防灾减灾）“三规合一”，强化政策执行效能。2024年 6

月，粤港澳三地签署《粤港澳应急管理合作暨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合作框架协议》，构建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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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专业队伍为主体的行动体系，明确跨境救援责任分工与资源调配机制，启动联合制定《粤港澳

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设立粤港澳应急管理合作对接专班，通过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打通行

政壁垒，在共同应对大湾区突发事件、应急资讯共享、应急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应急人才培训和

交流，以及平台互联互通等方面全面加强合作，提升大湾区应急处置及保障能力。这一系列政策迭

代形成了关于大湾区应急治理的立体化支撑网络，为区域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2.经济发展保障

大湾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其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为应急语言服

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机遇。目前大湾区已形成通信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汽

车产业、无人机产业、机器人产业以及石油化工、服装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饮料等产业集群，是

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 14

万亿元，以仅占全国 0.6%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 1/9的经济总量（叶前、吴涛，2024）。雄厚的

财政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为各级政府加强应急语言服务领域投入提供了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大湾

区国际化程度高，区域内常住外籍人士众多，国际交往频繁，各类突发事件中对多语种语言服务的

需求日益迫切，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倒逼机制”，推动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加快建设。大湾区的经

济繁荣不仅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发展动能，也创造了现实需求和制度创新的土

壤。

3.科技创新赋能

《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

体系，科技产业被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同时提出要将大湾区建成“智慧城市群”，具体内容包括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和珠 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强粤港澳智慧城市合作”

“建设全面覆盖、泛在互联的智能感知网络以及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空间信息服务平台等信

息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市政、智慧社区”等，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在不

同领域、不同场景的应用，发挥科技赋能效应。大湾区建设 5年来，粤港澳三地间的数据、资金、

人才等科技要素加速流动，正加快打造中国科创高地和经济发展超级引擎，在全球科技竞争浪潮中

崭露头角。目前大湾区拥有超过 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所全球排名前 50位的大学、9个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 5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 4年位居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第二名（任成琦，2024）。深圳、广州、香港的“科技—语言—治

理”融合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形成，AI语音识别、语义翻译、语言大模型等语言技术的快速发展是科

技赋能湾区应急语言服务的机遇。

4.社会支持筑基

大湾区拥有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和实践的良好社会基础，企业、高校、公益组织和个人等具

有较强的应急语言服务认知意识和参与意愿，为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新

冠疫情期间，四大中心城市的高校、企业、公益组织、媒体及个人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了多

元共治的应急语言服务格局。广州由政府牵头组织中外语言志愿者，高校学生广泛参与，为口岸、

社区及线上平台提供多语翻译服务，并依托社区微信群、宣传单等形式传递信息（王海兰，张雪

彤，王兆慧等，2022）；深圳的深圳大学、深圳卫视、《深圳日报》等高校和媒体协同参与，通过

网站、电台节目、热线电话方式提供多语服务（王海兰，揭晨，2022）；澳门的高校如澳门理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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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研制《中葡英新型冠状病毒防控词汇》，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和澳门天主教美满家庭协进会等社会

团队与政府部门联合利用线上平台为特殊群体提供心理抚慰与语言帮助（王海兰，谭韵华，黄晓曼

等，2022）；香港除政府外，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华总商会等高校和社会团队创建抗

疫专题网页提供信息和语言服务，充分体现政府与社会合作的语言服务能力（王海兰，刘栩妍，

2022））。广东高校在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和实践方面也主动作为。2022年 4月，国家应急语言

服务团在北京成立，在首批 29家团队会员中，广州的广州大学、暨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和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等 4所高校位列其中。2023年 11月，由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主办的“应急语言服务助力

‘韧性城乡’建设”专题研讨会在五邑大学举行，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通用语言学用口袋书·应

急交际》等代表性成果，体现了高校在知识生产和政策引导方面的主动作为。这些表明大湾区拥有

开展应急语言服务，建立服务体系的良好社会基础。

（四）挑战（Threats）

1.人口结构特殊

大湾区人口具有数量多、密度大、增量多、流动快，以及信息特殊人群规模大等特征，这对区

域应急语言服务带来系统性挑战。

首先，超大规模流动人口引发的应急语言服务可及性难题和适配性挑战。2021年，大湾区常住

人口达 8670.23万人，其中，珠三角九市 7860.60万人，香港、澳门分别为 741.31万人和 68.32万

人；外来人口规模庞大是大湾区显著的人口特征，包括省内外其他地区人口、外籍人士、少数族裔

等，人口流动频繁，流动状况复杂。广东核心城市从 2010到 2020年人口数量增加显著，出现集聚

现象，全省人口流动较十年前增长 51.71%，外省流入广东人口为 2962万，省内流动人口为 2244万

（王彪，2021）。香港的中国籍人口为 681.9690万，少数族裔有 59.3380万，占比 8%，涵盖菲律宾

人、印尼人、印度人、英国人、尼泊尔人、巴基斯坦人、美国人、泰国人、澳洲人、日本人及其

他，其中菲律宾人和印尼人分别占少数族裔人口的 34.27%和 24.56%，数量最多1。澳门的中国籍人

口为 60.8379万，外籍人士有 7.3691万，占比 10.8%，其中葡萄牙籍有 8991人，较十年前增加 3971

人，占比由 0.91%增长至 1.32%，其他国籍人口增长迅速且日趋多元，如菲律宾籍占比 4.97%。2

《2023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生产统计公报》显示，大湾区机场群珠三角九市旅客吞吐量较上年增长

146.9%。这种“核心城市集聚+跨境流动”的双重特征导致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面临巨大的动态适

配压力。

其次，老年群体的脆弱性加剧服务供需失衡。深度老龄化与信息障碍对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挑

战带来叠加效应。港澳地区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 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 20%，则进入

超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珠三角九市的 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高达 743.8344

万3。2021香港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居港人口为 741.3070万，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06.5316万，占比

1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官方网站：https://www.censtatd.gov.hk/sc/scode600.html#section3.
2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3.
3 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年 5月 15日）：《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

报（第二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5225646894953632&wfr=spider&for=pc和《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公报（第四号）》, https://www.gaoming.gov.cn/attachment/0/189/189527/48565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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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6%；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45.1514万，占比 19.58%1；2021年澳门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居澳人口

为 68.2070万，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2.9293万，占比 18.96%；65岁及以上人口为 8.2812万，占比

12.14%2。大湾区老龄人口规模大，尤其是港澳地区已进入或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状况仍

在持续。老年群体在应急场景中面临生理机能衰退导致信息接收效率下降，数字鸿沟加剧服务排

斥，以及方言依赖加深沟通壁垒等多重障碍。尽管近年来随着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的

持续深入，老年语言服务已经得到较大改善，但应急服务系统中的适老化改造总体上还投入不足，

面向老年人的应急语言服务还面临较大挑战。

最后，残障人群的应急语言服务供给面临结构性矛盾。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第二次全国残疾人

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广东省残疾人总数为 539.9万，其中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精神残

疾和智力残疾者数量合计为 238.8万，占广东残疾人总数的 44.23%3。2022年 12月香港统计数据显

示，香港残疾人总数为 53.42万，约占全港人数的 7.1%，其中视觉有困难、听觉有困难、沟通能力

有困难、精神病/情绪病、自闭症谱系障碍五类接受信息困难者人数为 42.34万，占香港残疾人总数

的 79.26%4。目前面向残疾人士，尤其是听障、视障、言语障碍等信息弱势人群的应急语言服务还

存在多项短板，包括手语翻译资源短缺，应急设施无障碍设计不完善等。面向残障人群需要充分发

挥盲文、手语及各种设备和现代技术的作用，及时精准地提供应急信息服务。这是大湾区应急语言

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一大难点。

2.突发事件多发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土地面积最多、海港群空港群

众多、基础设施密集的湾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突发事件在

大湾区频繁发生，对应急语言服务提出即时性、多元化和高准确率的要求。第一，自然灾害方面，

大湾区台风、暴雨、雷电、大风、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多发，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阻碍

经济可持续发展。《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气候监测公报》显示，2023年大湾区气候年景较差，出现

多起极端气象灾害，包括干旱、强对流、强降雨、多台风、极端高温等，造成 3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约 47.48亿元，仅台风“海葵”就造成香港至少 2人死亡，超过 140人受伤。第二，事故灾难方

面，湾区是我国事故灾难高发区。据统计，深圳 2019 年度就发生事故灾害 3280起。大湾区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工程正在快速推进，大量公共设施和设备正在兴建，这必然增加事故灾难发生的可能

（王海兰、李宇明，2021,p.6）。第三，公共卫生事件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伊始，外来

人口较多、跨省跨地域流动快的广东首当其冲，累计确诊病例就位于全国前列，在城市中，广州、

深圳的确诊数量高于北京、上海，香港是粤港澳第一个出现死亡病例的地区，呈现出传播速度快、

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第四，社会安全事件方面，大湾区各地人口往来频繁，经贸依存

度高，社会治安风险增加。在“雷霆 2023”行动中，粤港澳三地警方密切协作，共破获刑事案件

580余起，抓获涉案嫌疑人 910余名，查处治安案件 900余起，处罚治安案件违法人员 1570余名

（胡慧翼，2023）。

1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官方网站：https://www.censtatd.gov.hk/sc/scode600.html#section3.
2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3.
3 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gd.gov.cn/zwgk/sjfb/sjfx/content/post_3017261.html?utm_source=ch
atgpt.com.
4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官方网站：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C0000055/att
/B11301632021XXXXB0100.pdf?utm_source=chatg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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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协调难度大

大湾区是一个存在制度差异的管理场域，粤港澳三地政府之间的应急理念与管理制度存在一定

差别，体现在应急理念、机制协调、制度对接、资源整合等方面，须激发应急协同的内生需求，突

破跨区域应急协同的瓶颈（文宏、黄毛，2023,p.18）。三地的应急管理体系各具特色，互有差别。

在应急管理体制上，内地遵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构建了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制度框架；香港则更多借助市场、社会的多元力量，明确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跨领域的应

急事务管理主要在于内部沟通、横向协同；澳门侧重单灾种的处置，由主导职责部门牵头具体应急

事务，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吸收内部应急管理经验（同上，p.20），这种差异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为三地提供有力的应急保障，但不利于粤港澳跨区域应急协同发展，难以保障各方应急

资源的统筹调配和各类应急事项的衔接，对高效推进应急管理带来挑战。就应急语言服务而言，大

湾区内语言文字多样，语言使用情况复杂，语言使用标准可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三地应急信息共

享平台发布信息使用的语种、语体、术语等也存在明显差异，影响公共信息的准确传递。总之，粤

港澳三地仍受制于各自法律体系、行政权属与管理风格的差异，在语言服务标准、预案机制、人力

储备等方面无法高效统一，应急语言平台之间数据接口不兼容，降低了协同效率。

三、基于 SWOT分析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策略选择

基于对大湾区构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 SWOT分析，本文提出 SO策略、WO策略、ST策

略和WT策略四种策略选择。四种策略选择矩阵如下表所示。

表 1：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策略选择矩阵

S-优势

1.语言资源丰富

2.语言服务产业基础雄厚

3.应急语言服务经验丰富

4.城市治理能力强

W-劣势

1.国家通用语言的通用性存在短板

2.应急术语和服务规范不统一

3.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

O-机遇

1.政策红利加持

2.经济发展保障

3.科技创新赋能

4.社会支持筑基

SO策略：强化资源整合和技术赋能

-整合语言资源和语言产业优势

-利用技术赋能

-将应急语言服务融入城市治理

WO 策略：强化协同机制与标准体

系建设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建立统一应急术语标准库

-探索制度型协同创新机制

T-挑战

1.人口结构特殊

2.突发事件多发

3.制度协调难度大

ST策略：强化韧性导向的复合型应

急响应

-构建预案导向型应急语言服务体系

-建立智能调度与响应平台

-开发个性化精准服务模块

WT 策略：强化制度创新与风险兜

底保障

-构建三层级应急语言服务机制

-强化应急语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对应急语言服务的反馈与评估

-提升公众应急语言服务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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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O策略：强化资源整合与技术赋能

SO策略是一种发挥优势，抓住机遇的组合策略，核心是整合丰富的语言资源和良好的语言产业

优势，依托大湾区发达的城市治理体系和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充分利用国家加强大湾区应急能力

建设的政策优势，发挥先进科技在应急语言服务中的赋能作用来构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该策略具

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发力。第一，整合高校、企业、政府等部门的优势资源，建立大湾区应急语言服

务中心。该中心专门负责大湾区的应急语言服务问题，其日常事务包括大湾区应急语言研究、应急

人才培养培训、应急语言数据库建设、应急语言规范制定，以及应急语言服务咨询等，为大湾区应

急事务提供科学及时、种类多样、质量优良的语言服务（屈哨兵等，2020,p.25）。第二，利用科技

赋能，提升应急响应效率。发挥大湾区发达的科技创新优势，提升语言技术的基础工程地位，推进

语言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利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大数据、区块链等最新科技成果，开发涵盖台

风、安全生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同场景的多语种应急信息发布平台和自动翻译系统；发展和

广泛应用语言识别、机器翻译、语义分析、语言信息处理和大语言模型等语言科技，提升大湾区应

急事务中语言科技的支撑能力和赋能效应。第三，将应急语言服务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利用大湾区

城市治理现代化优势，将应急语言服务嵌入“穗好办”“粤省事”等政务平台，开发突发公共事件

多语言预警推送功能，推送功能应覆盖老年群体、残障人士、外来务工人员和外籍人士等信息特殊

人群。

（二）WO策略：强化协同机制与标准体系建设

WO策略是规避劣势，寻找机遇的组合策略。虽然大湾区语言资源丰富，但语言生态的高度复

杂性带来诸多挑战，尤其是国家通用语言的通用性存在短板，应急术语和服务标准不一、区域协同

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削弱了区域整体的应急语言服务效能。面对政策支持和科技进步等机遇，可以

协同创新为核心策略，推动区域语言服务的标准化和制度化建设。具体举措：第一大力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对深化大湾区语言文化交流合作，加快三地融合创新发

展，对促进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关键要素流通具积极作用。提高港澳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程度

和应用水平，打破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语言障碍，有利于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准确理

解，助力大湾区跨区域协作和联动，提高应急响应效率。第二，建立统一的应急术语库。由政府牵

头、高校和行业机构参与，梳理并规范常见突发事件中的核心术语，如灾害预警、卫生防疫、安全

生产等领域，形成统一术语系统或术语互认机制，支撑多语种平行翻译与传播。第三，探索制度型

协同创新机制。建设区域语言服务协作平台，制定区域统一的应急语言服务指南或技术规范，推动

大湾区城市在语言服务领域实现制度对接与标准互认。

（三）ST策略：强化韧性导向的复合型应急响应

ST策略是发挥优势，应对挑战的组合策略。大湾区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基础和应急语言服务经

验，具有较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潜力。但是频繁的台风、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活动等事件叠加，以

及外籍人员、流动人口、少数族裔等群体语言差异等因素，都对大湾区的应急语言响应能力提出了

高要求。该策略强调以韧性提升为导向，强化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

具体举措：第一，构建预案导向型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将多语种应急语言服务纳入各类突发事件预

案中，形成“事前准备、事中调度、事后评估”的完整链条。例如，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景

中，在预防阶段，预先准备多语言健康科普视频、海报、图解材料等，实现信息的可视化和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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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高民众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在处置阶段，建立卫生事件信息的快速集成、处理、传导、

共享和发布机制，能采用多语种联合发布突发事件信息，能由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中心统筹调配应

急语言服务资源；善后阶段，要建立语言援助机制，为市民心理重建提供恰当的语言援助和语言抚

慰服务。第二，建立智能调度与响应平台。依托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开发智能化应急语言服务指挥

系统，动态调度翻译人员、语言科技工具与传播渠道，提高跨语种信息发布的实时性和准确性。第

三，开发个性化精准服务模块。针对外籍群体、听障人士、老年人等特殊人群，设计个性化语言服

务方案，体现语言服务的人文关怀和包容性。开发残障人士专用应急服务模块，集成手语视频、盲

文播报等功能，覆盖视障、听障群体。针对外籍人士及跨境务工群体，依托外事服务部门、高校、

企业等共同建立“大湾区多语种公共服务平台”。

（四）WT策略：强化制度创新与风险兜底保障

大湾区在语言服务制度建设和区域协调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面对突发事件频发、治理主体多

元等挑战，现有制度无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亟需从基础制度建设出发，逐步完善应急语言服务

体系，提升风险防范与系统治理能力。本策略强调克服劣势，应对挑战，主张从以下几方面突破。

第一，构建三层级应急语言服务机制。基于大湾区应急的短板和面临的挑战，亟需加快建立城市一

体化、城际协同、区域联动的三层级应急语言服务机制。城市层面，建立一体化应急语言服务响应

机制。在各城市内部建立由政府牵头、社会力量参与的跨部门市级应急语言服务中心，统筹负责城

市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协调外事、卫健、交通、媒体、社区等部门力量，牵头建设和管理应急语言

服务资源。城际层面，主要指珠三角九市之间应建立城际协同机制，各市应急语言服务中心加强应

急语言服务资源和信息共建共享，加强协同。区域层面，从区域治理角度出发，明确语言服务在湾

区应急体系中的定位，推动出台区域统一的应急语言服务管理条例、工作规范和财政支持政策，加

强粤港澳三地联动。第二，强化应急语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面向大湾区战略需求，从专业化培

养、社会化动员、智能化支撑三个维度构建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人才队伍发展框架。一是培养专业

化人才，包括专业的“应急语言+”复合型人才、专业化的多言多语翻译人才和懂应急语言的专业救

援与应急管理人才（王海兰，李宇明，2021,pp.13-14）。二是吸引专业语言服务机构、NGO、志愿

者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应急语言服务，组建常态化的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志愿者团队。三是建立区

域语言服务人才储备库，利用现代技术实现语言人才的智慧化管理，支持语言人才的跨地域调度与

快速响应。第三，加强对应急语言服务的反馈与评估。设立应急语言服务第三方评估机制和用户反

馈系统，建立应急语言服务的动态优化体系，加强对应急语言服务质量的监督与反馈，提高服务实

效。第四，提升公众应急语言服务意识与能力。整合湾区媒体、社交平台与语言研究力量，建设应

急语言传播平台与公众培训体系，提高社会对语言服务的认知与使用能力。加强应急语言服务的宣

传教育、应急演练与模拟测试，增强公众自我识别与求助能力。

四、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构建中国特色应急语言服

务体系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本文基于 SWOT分析框架，全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

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了 SO策略、WO策略、ST策略和WT策略四种

优化策略选择。大湾区作为多语种共存的区域，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和良好的语言服务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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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独特优势。但区域内语言生态结构复杂、应急术语缺乏统一标准，

以及应急语言服务协同机制不健全等不足，使得应急语言服务响应的效率和质量受限。本文指出，

大湾区可以借助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强劲与科技创新等机遇，强化语言资源整合，推动智能技术赋

能，完善跨区域协同机制，从而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能力。面对人口流动性大、突发事件频发和制度

协调难度大等挑战，建议通过强化韧性导向的应急响应体系、优化三层级服务机制和加强应急语言

服务的评估与反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提供高效、精准的语言支持。大湾区秉承“平时备急，

急时不急”的应急语言服务工作理念，发挥多维优势，精准补齐短板，积极把握战略机遇期，积极

应对现实挑战，通过系统性建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应急响应协同效能与公共安全治

理韧性，为加快推进超大城市群风险防控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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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的困窘与提升

——立足粤方言区几个农村的调研

罗咏琪（LuoYongqi）1，黄玲玲（HuangLingling）2，刘楚群（LiuChuqun）3

摘要：对粤方言区几个农村的调研显示，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使用率极低，普通话能力

有限，学习普通话的意愿不强。农村老年人在普通话交际语境中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问

题，一是隔代交流较为困难，二是媒体娱乐受到限制，三是独自就医面临不便，四是经

济活动中有阻碍。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既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推普活动，又

要保留必要的方言服务项目。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语言调查

Title: Linguistic Challenges an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for Rural Elderl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Cantonese-Speaking Villages
Abstract: A survey of several rural areas in the Cantonese-speaking region reveals that elderly
villagers exhibit extremely low Mandarin proficiency, limited Mandarin competence, and
minimal motivation to learn Mandarin. The rural elderly encounter notable difficulties in
Mandarin-dominant communicative settings, including: (1) impediments in cross-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2) constrained engagement with media and leisure content, (3) challenges in
accessing medical services unassisted, and (4) hindrances in economic participation. To
enhance the linguistic quality of life for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implement
targeted Mandarin promotion initiatives while preserving necessary dialect-based service
provisions.
Keywords: elderly villagers; linguistic ecology; linguistic survey

在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表现得尤为严重。因为农村除了人口的自然老

化之外，在城市化突飞猛进过程中，大量农村年轻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中老年人占比明显

提升，这也导致了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约 14.12

亿，城镇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15.82%，乡村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23.81%；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3.50%，乡村达到了 17.72%。农村老年人整体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其语

言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相对较多，加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又长年外出，农村老年人获得语言帮扶的机

会整体偏少。关注农村老年人的语言生活状况，探究他们的语言困窘和问题，并试图寻找解决的方

1罗咏琪（LuoYongqi），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电邮：1624329146@qq.com。
2黄玲玲（HuangLingling），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电邮：1054408765@qq.com。
3 刘楚群（LiuChuqun）（通讯作者），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社会语言学、国际中文

教育，电邮：liuchuq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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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未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重点内容。近年来学术界对老年人语言生活、语言能力、

语言服务等问题高度关注，如，刘楚群（2023a; 2023b; 2024; 2025），王玲（2024），滕延江

（2024），李艳（2024），张晓苏、屈哨兵（2024）等从多个角度展开过调查分析。本文以粤方言

区几个乡村为例，依托田野调查的数据，对此展开相关分析，试图提出相关对策。

一、调查设计与调查对象

（一）调查范围、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调查范围：粤方言区广东省的清远、佛山、肇庆三个地级市的 6个乡村，所有调查对象的母方

言都是粤方言。相比于其他方言，粤方言的影响力更大，广东省电视台的不少频道直接用粤方言播

报，方言节目从新闻到电视剧应有尽有，省内大部分地铁使用普通话、粤方言、英语轮番报站。尽

管广府青少年对粤方言的使用频率和认同感下降，但老年人依然对粤方言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和熟练

程度，依然抱有很强的认同感。有研究发现，广东地区的老年人使用粤方言特色的语法项目最多，

受到普通话和英语的冲击最小（单韵鸣，2020）。

问卷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所

属地区、居住方式和日常活动。第二部分是调查内容，包括言语交际情况、普通话情况和语言困窘

三个部分。言语交际情况包括他们日常聊天的对象和频率；普通话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和

学习普通话的意愿；语言困窘包括代际交流、媒体娱乐、独自就医和经济活动这四个方面的情况。

调查时间从 2023年 7月持续到 2024年 9月。调查地点一般在受访人家中、集市、公园等。通

过偶遇和滚雪球的方法寻找调查对象。由于考虑到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独立完成问卷

比较困难，调查采取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在正式调查之前，进行了预调查。

（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文总共调查了 220位受访者，由于是一对一的结构式访谈，这 220份问卷均是有效问卷，问

卷调查有效率为 100%，其中有 100位受访者的访谈过程有录音材料。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和日常活动五个方面。

第一，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

名称 选项 人数（位）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101 45.91
女性 119 54.09

年龄

60-64岁 60 27.27
65-69岁 31 14.09
70-74岁 53 24.09
75-79岁 34 15.45
80岁及以上 42 19.09

文化程度

没上过学 83 37.73
小学 84 38.18
初中 39 17.73
高中/中专 14 6.36

合计 2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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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数据显示：从性别看，女性老年人数稍微多于男性老年人，但总体上性别相对均衡；从年

龄数据来看，60-64 岁年龄段人数分布最多，占比 27.27%，65-69 岁年龄段人数分布最少，占比

14.09%，总体来说，75岁以下年龄段人数最多，约占 65%；从文化程度来看，没上过学和只上过小

学的总共占了总人数的 75.91%，可以看出本文所调查的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第二，居住方式。调查居住方式是想了解农村老年人主要与谁生活在一起，以及居住方式对语

言生活的影响。具体数据见下表 2：

表 2：调查对象的居住方式

居住方式 人数 占比

与老伴生活 147 66.82%

与子女生活 125 56.82%

与未成年孙辈生活 122 55.45%

独居 18 8.18%

本项调查是多选题，只有“独居”与其他三项具有排他性，而“与老伴生活”“与子女生活”

“与孙辈生活”这三个选题是可以同时选的，所以四项的百分比之和就大于 100%。由表 2数据可

知，受调查的农村老年人只有 56.82%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剩下的 43.18%农村老年人或独居，或与

老伴生活在一起，或者未成年孙辈生活在一起，属于空巢老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至

少有 1.45亿空巢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 55.68%，其中乡村空巢老年人约 7150万，占老年总人口的

59.5%（伍海霞，2023）。本次调查的广东三市的老年人空巢率略低于全国农村空巢率数据，因为广

东珠三角以及周边地区是外来务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出的规模数量会低于其

它省份，因此空巢率低于全国水平。

第三，日常活动。农村老年人日常活动内容很多，做家务、种菜、做买卖、打零工、休闲等。

下表 3显示具体的数据。

表 3：调查对象的日常活动

日常活动 人数 占比

做点家务事 169 76.82%

种点小菜 96 43.64%

做点小买卖 83 37.73%

打点零工 12 5.45%

休闲娱乐 51 23.18%

其它 4 1.82%

农村老人的日常活动不是单一的，往往有多种活动，所以本题是多选题，因此各种活动的百分

比之和就会大于 100%。从表 3的数据可知，超过 76%的农村老年人日常会操持家务，具体包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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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搞卫生、带孙子等等，这也是多数老年人日常的主要活动。有超过 43%的农村老年人依然还有

做农活的习惯，或种菜，或种田，或种竹笋、茶叶等经济作物，这些自种的青菜或作物以自家享用

为主，多余的就会拿去市集售卖。还有超过 37%的农村老年人会做些小生意，例如卖菜、开小卖部

等。还有极少数老年人会做一些手工活或做点临时工。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太多

储蓄可以为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对他们来说，老年生活除了依靠子女赡养之外，自己继续劳

动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庞丽华，2003）。另外，有超过 23%的农村老年人平时会有娱乐活动，

他们娱乐方式主要是在麻将馆、公园等地方打麻将、打牌等。

二、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状况

我国的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80.72%（赵婀娜、吴月，2020），普通话已经成为民众最主要

的交际工作。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中，方言依然是主要的日常交际工具，粤方言区似乎表

现更加明显。本部分呈现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以及对学习普通话的态度。

（一）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

1.普通话基本听说能力

从“听”和“说”两方面调查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并探究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农村

老年人普通话能力的影响。是否能听懂普通话分为“完全听得到”“听得懂大部分”“听得懂一

点”“完全听不懂”四个等级，分别赋值 4分、3分、2和 1分；是否会说普通话分为“能说流利”

“能说大概”“能说一点”“完全不会说”四个等级，分别赋值 4分、3分、2和 1分，供被调查老

年人自评。得分越高表示听、说普通话的能力越强。下表 4是具体的调查结果：

表 4：农村老年人普通话听说能力

能听懂普通话的能力 会说普通话的能力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完全能听懂 35 15.9% 能说流利 6 2.7%

能听懂大部分 24 10.9% 能说大概 15 6.8%

能听懂少部分 47 21.4% 能说一点 51 23.2%

完全听不懂 114 51.8% 完全不会说 148 67.3%

由表 4的数据可知，农村老年人有近 51%完全听不懂普通话，能听懂大部分以上的只有 25%左

右；完全不会说普通话的占 67%，大概能说的占比不到 10%，可见很多农村老年人听说普通话还是

有一定困难。

根据赋值规则，四个选项分别赋值 1分、2分、3分、4分，分别对应着普通话听说能力的“非

常差、比较差、较好、很好”，得分越高表示普通话听说能力越强。本次调查的 220位粤方言区农

村老年人，听懂普通话能力的平均得分为 1.91分，说普通话能力的平均得分为 1.45分，听说能力折

中平均分为 1.68分，整体上处于比较差的水平。

普通话听说能力比较好的主要是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下表 5显示，初中学历的人听普通话

的得分均值为 2.77分，接近于较好的水平，高中/中专学历的听普通话得分均值达到了 3分，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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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水平。在说普通话的得分上，初中及以上学历者也明显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文化程度对

农村老年人的听、说普通话能力都呈现出 0.01水平的显著正相关性。

表 5：老年人文化程度与普通话能力的相关性

文化程度(平均值±标准差)

F p没上过学

(n=83)

小学

(n=84)

初中

(n=39)

高中/中专

(n=14)

能听懂普通话 1.28±0.77 1.95±1.02 2.77±1.09 3.00±1.18 28.756 0.000**

会说普通话 1.12±0.45 1.40±0.62 2.03±0.90 2.07±1.00 21.316 0.000**

* p<0.05 ** p<0.01

2.普通话能力影响因素

第一，男性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显著强于女性。数据显示，调查对象“能听懂普通话”的能力

与“会说普通话”的能力存在性别上的明显差异，整体看来男性在两方面都要强于女性。具体数据

见表 6：

表 6：农村老年人普通话能力的性别相关性

性别(平均值±标准差)
F p

男(n=101) 女(n=119)

能听懂普通话 2.42±1.18 1.48±0.87 45.800 0.000**

会说普通话 1.71±0.89 1.23±0.49 26.154 0.000**

* p<0.05 ** p<0.01

由表 6 的数据可知，性别对普通话的听、说能力都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相关性

（P=0.000<0.01），男性老年人的普通话听、说能力都要显著强于女性。在“能听懂普通话”能力

方面，男性的平均得分（2.42分）明显高于女性的平均得分（1.48），但女性得分的内部差异（标

准差 0.87分）要小于男性得分的内部差异（标准差 1.18分）。在“会说普通话”能力方面，男性的

平均得分（1.71分）明显高于女性的平均得分（1.23），但女性得分的内部差异（标准差 0.49分）

要小于男性得分的内部差异（标准差 0.89分）。农村老年女性是老年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其健康状

况、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相较于农村老年男性来说都处于相对劣势的状况，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

更容易受到影响（魏强等 2020）。在过去经济贫困和资源匮乏的农村，更多的社会资源、教育资

源、语言资源等都倾向于男性，导致今天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会存在性别差异。

第二，人生经历也影响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年轻时的人生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有

显著影响，如果年轻时外出过一段较长时间，或者与其他方言区的人共事过一段时间，有过使用普

通话的经历，那么对普通话往往相对较为熟悉。下面是几位受访者的回答：

受访者 82号（男性，67岁）：我以前当过兵的，普通话能完全听懂，以前年轻就说的比较流

利，现在就生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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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66号（男性，81岁）：会说普通话啊，以前跟那些湖南捞头（外地人的贬称）一起做

水泥，就会讲了。

受访者 199号（男性，79岁）：我们这些乡下地方，老的个个都说白话的，没人说普通话的，

说普通话会让人觉得很奇怪的，只有那些学生仔可能就会说。

上述 82号、66号两位受访的老年人都是年轻时候有过一段使用普通话的经历，所以能使用普

通话，而 199号受访老人一直在老家呆着，方言能满足他的基本生存需求，没有使用普通话的必要

和环境，认为说普通话会“很奇怪”，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自然不会说普通话。

（二）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学习意愿和方式

1.普通话学习意愿

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学习普通话的意愿不是很强。被调查的 220位农村老年人中，很希望学

习普通话的只占 9.55%，比较希望学习普通话的也只有 11.82%，二者加起来也只占 20%多一点；不

希望学习普通话的达到 61.63%，无所谓的占 17.27%。在访谈过程中，不少老年人如此说：“都这

么老了还学什么普通话啊？”“临老还学什么吹笛啊？”“黄泥都堆到腰间了”“一只脚踏进棺材

了”“都快入翁了”“都快死了”如此等等。很明显，农村老年人不想学普通话的主要理由是“年

纪太大，不想学习”，他们对自己临近生命终点的事实直言不讳。无法逆转的生命，所剩不多的时

光，使得他们对包括普通话在内的新事物既无奈又抗拒，这应该是多数农村老年人的普遍心态。当

然，也有部分农村老年人有比较积极的心态，认为如今“新时代、新世界”，学习普通话就是融入

这个新时代的方式，甚至有老年人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抛弃方言，只讲普通话，只有这样，人生的

路才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2.普通话学习方式

关于农村老年人学习普通话的可行方式，我们在相关访谈的基础上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有 165

位老年人参与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表 7：

表 7：农村老年人学习普通话的方式

学习普通话的方式 人数 响应率

看手机短视频 50 30.30%

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 24 14.55%

跟子女孙辈学习 28 16.97%

政府公益课 63 38.18%

汇总 165 100%

由上表 7可知：选择政府公益课学习普通话的人数最多，占了 38%。这应该是一种较为理想的

方式，很多农村老年人都处于留守状态，平时家里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上这种公益课，能把老

年人聚在一起说说话，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选择看手机短视频学习普通话的占比（达 30%）

也算高，这也符合当今数字时代的特征，随着智能手机和各种资讯平台的普及，看手机短视频已经

成为各年龄群体的重要休闲娱乐方式，也正因为如此，选择通过电视或收音机学普通话的就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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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15%。选择跟子女孙辈学习普通话的也很少，不到 17%，这给基础教育领域参与农村推普提供

了很重要的参考信息。目前，很多中小学积极参与农村推普活动，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小手拉大

手”活动，通过中小学生教家里的爷爷奶奶说普通话，从本项调查来看，这种方式并不一定是老年

人很乐意接受的理想方式。

三、农村老年人的日常交际情况

（一）农村老年人的日常交际对象

农村老年人的日常交际对象主要是三类人，子女、孙辈和邻居朋友。我们调查了老年人与这三

类人群日常聊天的频率。问卷设计四个选题，“交流很多”“交流比较多”“交流一般”“交流很

少”，分别赋值 4分、3分、2分和 1分。调查结果显示：与子女聊天频率的均值为 2.08，与孙辈聊

天频率的均值为 2.07，与邻居朋友的聊天频率均值为 3.13。农村老年人日常与子女、孙辈的聊天频

率都属于“一般”的等级，而与邻居朋友的交流频率属于“比较多”的等级，总体看来，农村老年

人日常主要交际对象是邻居朋友，而与晚辈亲人交流偏少。下面列举部分受访老年人的说法：

访谈问题一：您平时跟哪类人聊得最多？

受访者 90号（男性，73岁）：很多跟邻居朋友聊啊，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公老太走在一起

聊，一般都是老人家了，跟老人家聊的多，那些年轻的不认识你的都不跟你讲话的，一般都是六七

十岁的就聊得来，跟年轻的聊不来，跟那些三四十岁的聊不来的。

受访者 123号（女性，79岁）：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叫聊得多，我平时就去市场那里打打牌的，

去那里就跟他们聊的最多啦。

访谈问题二：您跟平时子女聊天多吗？

受访者 27号（男性，60岁）：哎呀，有什么好聊的，那些能怎么聊的？合适就聊，不合适就

不聊。

受访者 58号（女性，79岁）：子女一人一处各住各的，聊天就一般般咯，他就住在清远，时

不时打个电话。

访谈问题三：您平时跟孙子孙女聊天多吗？

受访者 41 号（女性，71 岁）：哎呀，怎么说都是那样了，总之就是，我们一人一家（分

家），没这么聊的，他跟你聊才行啊，他吃了就上学，讲普通话麻溜得很，叽里呱啦的，我一点都

听不懂。

受访者 186号（女性，74岁）：有什么好讲的，他那些人不跟你讲话的，孙子孙女更加理你都

傻的，回来就玩手机，我看电视。

中国文化中一直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在农村地区，挨户相望的邻居，过去生产队的伙

伴，平时休闲娱乐的棋友，一同做买卖的摊贩，往往都保持着传统农耕社会的邻里观念，互帮互

助，相互照应，所以平时交流会比较多。这也是“互助养老”自主发展的一种体现，将乡土经济、

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有机整合，有益于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改善（杨静慧，2020）。老人与子女

尽管有天然的血缘联系，理应交流很多，但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农村的年轻人往往会选择去城市寻

找工作机会，由于不在一起居住，所以相互交流自然就少了。老人与孙辈之间，由于有代沟，即使

住在一起也不会有太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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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老年人日常与子女、孙辈、邻居朋友的交流情况分别进行调查，结果如下表 8。

表 8：农村老年人与不同对象的交流频率

与子女交流 与孙辈交流 与邻居朋友交流

很多
人数 41 34 95

占比 18.6% 15.5% 43.2%

比较多
人数 34 46 73

占比 15.5% 20.9% 33.2%

一般
人数 47 42 37

占比 21.4% 19.1% 16.8%

很少
人数 98 98 15

占比 44.5% 44.5% 6.8%

由上表 8数据可知：第一，尽管农村老年人与邻居朋友整体交流比较多，但其实也只占老年人

的 76%左右，还有 15%的老年人很少与邻居朋友交流，他们平时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孤单寂寞的；第

二，有近 45%的老人很少与子女和孙辈交流，这突显了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老

年人与晚辈交流是维系代际亲情、和谐家庭关系的方式，也是老年人倾诉情感的需要，这方面的缺

失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

（二）农村老年人日常交际的特点

第一，女性比男性与女子交流更多。下表 9显示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性别相关性情况。

表 9：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性别相关性

题目 名称
性别(%)

总计 χ2 p
男 女

与子女

交流

很多
18

（17.82%)
23

（19.33%)
41

（18.64%)

7.904 0.048*

比较多
9

（8.91%)
25

（21.01%)
34

（15.45%)

一般
21

（20.79%)
26

（21.85%)
47

（21.36%)

很少
53

（52.48%)
45

（37.82%)
98

（44.55%)

总计 101 119 220

* p<0.05 ** p<0.01

由上表 9 可知：女性老年人与子女聊天“很多”“比较多”两个选项共占所有调查对象的

40%，远超男性老年人的 26%；而男性老年人与子女聊天“很少”的占 53%，远超女性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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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性别对老年人与子女交流频率有显著相关性（卡方值=7.904，p=0.048＜0.05），女性老年人

与子女聊天的频率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这符合女性的性格特征与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女性老年

人比男性老年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并且比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倾诉（张雨明，2008），女性

老年人在家庭当中依然处在地位低而依附程度高的社会性别之下（王苗苗，2012），需要承担更多

的家务劳动。我们调查农村老年人有 72.8%依然操持家务，但其中有超过 60%是女性，在从事家务

的过程中自然与晚辈有更多的交流机会。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对女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

的，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女性老年人的平均寿命为 88.88岁，而男性老年人的平均寿

命只有 75.37岁，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和女性老年人更愿意进行人际交流应该有一定的关

系。

第二，与子女分居导致代际交流减少。

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由于赡养父母子女或个人发展的需要，农

村青壮年往往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逐渐呈现出空巢

化和隔代化（杜鹏、丁志宏、李全棉等，2004）。我们调查的农村老年人就有 47.8%是留守在农

村，其中多数是因为子女在外地谋生。距离上的隔阂必然会影响老年人与子女的交流，下表 10就显

示数据上的差异。

表 10：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居住方式相关性

题目 名称
居住方式(%)

总计 χ2 p
与子女不住一起 与子女住一起

与子女

聊天频率

很多 9(9.47%) 32(25.60%) 41(18.64%)

11.8 0.008**

比较多 18(18.95%) 16(12.80%) 34(15.45%)

一般 18(18.95%) 29(23.20%) 47(21.36%)

很少 50(52.63%) 48(38.40%) 98(44.55%)

总计 95 125 220

* p<0.05 ** p<0.01

表 10 的数据显示，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与子女聊天频率具有显示相关性（p=0.0087＜

0.01），住在一起的代际之间聊天比不住在一起的明显多很多。表示“与子女聊天很多”的老年

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占 25.6%，而不住在一起的只占 9.47%；而表示“与子女聊天很少”的老年

人，52.63%与子女不住在一起，只有 38.4%与子女住在一起。下面是部分老年人在受访时对这个情

况的描述。

问：您平时跟子女聊天多吗？

受访者 15号（女性，67岁）：他在下边（“下”指的是珠三角发达地区相对于粤北的方位）

打工，很少聊天的，他都没怎么打电话回来，在下边佛山打工。

受访者 45号（女性，63岁）：不跟他们住一起啊，他们在下边工作，我有手机也不会怎么

聊，不会操作，有时候想听听子女的声音都不会打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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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的困窘

本项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对普通话非常不熟悉，普通话的使用率极低，在常见生活场景中

97%以上的人都使用方言，在普通话交际语境中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隔代交流较为困难

隔代交流指老年人与孙辈的交流。隔代交流困难是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中最显著的问题。调查

显示，农村老年人表示与孙辈交流“完全没困难”的只占 40%，“稍微有点困难”的占 25.91%，

“困难比较大”的占 34.09%，整体看来，与孙辈交流存在困难的老年人占比超过半数。影响隔代交

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语言交流不畅是最重要原因，因“不熟悉普通话”而影响隔代交流的占

58.49%，另外还包括“不理解孙辈的兴趣”（占 25.16%）、“听力不好，听不见”等其他原因（占

16.35%）。语言隔代交流的困难很容易淡漠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

访谈案例一：

79岁的黎奶奶是黄花镇克岩村的一位留守老人。黎奶奶的儿子和儿媳常年在外，在佛山经营生

意，并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当地就读小学。黎奶奶与正在读初中的孙女留守在家，相依为命。黎

奶奶是文盲，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听普通话也很困难。两个年幼的孙辈在佛山生活和学

习，已经习惯了说普通话，已经不太会说粤方言。每年寒暑假回家，即使跟黎奶奶说话也用普通

话，也不管黎奶奶是否能听懂。这让黎奶奶既生气又无奈。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孙辈们使用普通话

让原本就有限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个案例中，黎奶奶只能听说粤方言，而孙辈已经习惯于说普通话，这导致原本就有限的代

际沟通变得更加匮乏，不仅影响了日常沟通，也削弱了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

语言交流的障碍也增加了老年人管教孙辈的难度。农村有很多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往往把儿童留给老人看管，成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对于这些家庭，老人还需要承担教育孙辈的

责任，需要处理孙辈学校的相关事情，例如辅导作业、开家长会等。普通话能力的缺乏无疑增加了

这种隔代教育的难度。比如，面对调查“您跟孙辈交流有什么困难吗”，有两位老年人如此回答：

受访者 15号（72岁，女性）：他跟我讲白话的，没困难。就是今天晚上叫我去开家长会，我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都不晓得听普通话，他父母又不在身边，在下面打工。

受访者 88号（70岁，女性）：他几兄弟跟我讲就是讲白话，没有困难，就是他们自己说就说

普通话，叽里呱啦的，我就说死了要骗死奶奶了这样搞作（因为奶奶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孙子经常

故意普通话，以骗奶奶，躲开管教）。

从访谈情况来看，隔代交流困难的原因主要涉及三方面。第一，部分农村老年人自身普通话能

力低，听说都有困难。第二，学龄儿童把普通话从学校带到了家里。几十年来，国家推普成效非常

显著，学龄儿童不仅学会了较为流利的普通话，而且养成了使用普通话的习惯，不管是课内还是课

外都愿意说普通话。广州中学生课后与同学交流使用普通话的，在 2005 年仅占 22.7%（唐叶，

2006），而 2020年则达到了 78%（单韵鸣，2020）。儿童把普通话习惯从学校带到了家庭，说明推

普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导致了部分隔代交流的困难。第三，家庭语言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

以来，人口跨省跨区移动定居已经成为常态，即使在农村，特别在珠江三角地区的农村，跨方言的

婚姻家庭成为常态，此类婚姻的家庭语言一般都是普通话，孩子一生下来学习的往往就是普通话，

年轻的父母一般也不会刻意教孩子说方言。只会说普通话的孩子与只会说方言的老人自然无法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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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二）媒体娱乐受到限制

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媒体娱乐主要是看电视和看手机短视频，但他们往往会因为听不懂普

通话等原因而产生困难和受限。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看电视、看手机短视频等，“完全没困难”

的只占 33.18%，“稍微有点困难”的占 35.91%，“困难比较大”的占 30.91%。而听不懂普通话是

导致他们产生困难的重要原因，占 48.70%，另外，“不明白谈论的问题”占 26.96%，“听力或者

视力不好”占 19.13%，“不会操作”等占 5.21%。听不懂普通话导致农村老年人选择媒体时很受限

制。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粤方言老年人，他们看电视往往只能选择珠江频道、香港翡翠频道等粤方

言频道，看手机短视频时也只能选择粤方言的内容。应该说，由于特定的地域和经济条件，粤方言

老人尚有可供选择的媒体娱乐，而其他诸多方言区的老人基本就没有多少选取方言节日的机会，其

媒体娱乐活动也就基本上没有。

访谈案例二：

68岁的陈阿姨在狮山镇横一村经营着一家小卖部，闲暇时喜欢刷手机短视频消遣。然而，当被

问及使用手机是否有语言障碍时，陈阿姨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她坦言，自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本就难以完全理解手机上的内容，再加上如今大多数电视节目和短视频都使用普通话，而她听不懂

普通话，这让她感到既难堪又气愤。

在这个案例中，陈阿姨以前看电视只会选择珠江台、翡翠台等粤方言频道，因为这些节目能让

她感到亲切和熟悉。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方言电视台的节目质量逐渐下降，她也不再像以

前那样经常看电视了。可如今，手机上的内容又几乎全是普通话，这让她感到无所适从。陈阿姨无

奈地表示，无论是电视还是手机，似乎都找不到适合她的，这种被“语言排斥”的感觉让她既失落

又无助。陈阿姨的语言生活困窘集中体现了方言使用者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同时方言节目的

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导致像陈阿姨这样的方言使用者逐渐失去文化归属感。

（三）独自就医面临不便

就医是老年人无法绕开的问题，而独自就医对老村老年人来说也是常态。农村老年人留守的情

况比较多，子女长年不在身边的情况很多，一旦有伤风病痛就得独自就医。农村老年人就医的场所

主要有私人诊所或村医院、乡镇公立医院以及县级以上公立医院。有学者调查显示，广东农村老年

人就医的门诊类型，有 39.4%选择私人门诊，60%左右会选择乡镇及以上的医院就医（王世斌、申

群喜、余风，2009），广东雷州市农村老人，有超过 70%会去乡镇及以上的医院看病（谢茵，

2022）。一般说来，农村老年人在乡村私人诊所就医不存在语言交流问题，但在正规的乡镇以上医

院就医时容易产生交流困难。本项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独自就医时，“完全没困难”的只占

37.27%，“稍微有点困难”的占 30%，“困难比较大”的占 32.73%。独自就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不

熟悉普通话，占 74.12%，另外，“不明白所说的问题”占 17.06%，“听力或者视力不好”占

8.82%。

访谈案例三：

78岁的王大爷家住九龙镇一个偏远村庄，身体状况与大多数同龄老人相似，平日里小病不断，

然而，每次想去正规公立医院看病都面临重重困难。最近的公立医院位于十公里外的镇上，路途遥

远且交通不便。但比路远更令人头疼的是语言障碍。王大爷无奈地表示，如今即使是乡镇医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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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到住院部，不少医生都是外地人，差不多一半的人都使用普通话交流，这使王大爷看病时产生

很大的心理恐惧。王大爷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是有大病得去清远市里看，又没人帮忙听

医生的普通话讲什么的话，那我只能‘等死’了。”

在这个案例中，王大爷在就医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语言障碍，使得他无法理解诊断结果、治疗

方案甚至用药说明。像王大爷这样的老人，在农村并不是少数，他们只会说方言，不会说甚至也听

不懂普通话，在以普通话为主要服务语言的医疗环境中，他们是茫然甚至充满恐惧的。普通话确实

已经成为大多数医院的主要交际语言，即使县级医院说方言的也越来越少。有学者调查发现，江

苏、安徽、新疆等十个城市的医疗机构，只有 46.9%的医务人员会说当地方言（龚余娟，2015），

陕西地区的医护人员，只有 40%会说方言（李少康、杜敏，2019）。这表明，医院已经很难为农村

老年人提供方言服务，一方面是因为医护人员大多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不会说本地方言，另一

方面，即使是本地医护人员，也因职业学习培训一直使用普通话，在医疗场景中也无法很好地使用

方言进行准确表述，所以只能使用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

（四）经济活动中有阻碍

农村老年人在市场、公园、棋牌室等本地人经常活动的场所，一般都使用当地方言，所以没有

什么交际困难。但是，部分农村老年人还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普

通话交际能力。不少农村老年人会把自己种植而消耗不完的农产品摆到市集售卖，有的老年人会批

发一些散装烟草、零食、水果等拿到墟市售卖，有的老年人会在自家楼下开小卖部做点生意，从事

这些经济活动都有使用普通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们调查了 86位做小生意的农村老年人，询问是

否发生过因语言不通而影响做生意的情况。回答“从没发生过”的只占 26.74，回答“发生过，但很

少”的占 62.79%，回答“发生过且比较多”的占 10.47%，总体看来，做生意的农村老年人，超过

70%的人在经济活动中或多或少存在因普通话交流困难而影响生意的情况。

访谈案例四：

67岁的成阿姨家住九龙镇太平村，家里种了不少土特产。九龙镇是珠三角地区较为热门的乡村

特色旅游镇，外地游客较多。成阿姨提到，经常有外地顾客来买土特产，问到价格时，她用粤方言

回答“三缗，五缗”，顾客完全听不懂，双方只能通过尴尬的笑容和肢体语言尝试沟通。这种语言

障碍会影响交易的顺利进行，也可能导致生意流失。成阿姨无奈地表示，“我们这些山上的人说不

到普通话的”。面对这一问题，成阿姨的解决办法是依赖会说普通话的邻居进行翻译，将顾客的需

求转述给她，再将她的回答传达给顾客。这种方式虽然勉强解决了沟通问题，但也增加了交易的复

杂性和时间成本。成阿姨表示，如果没有邻居帮忙翻译，她根本无法完成交易。

上述案例中成阿姨的经历不是个体的困窘，而是许多农村老年人在经济活动中普遍遇到的问

题。

五、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的思考

加强乡村语言文字工作、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是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根

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既需要开展普通话服务，也需要一定的方言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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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农村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推普活动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强调，要聚焦农村地区

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大幅提高农村普通话水平，助力乡村振兴。2021年教育部等机构

联合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围绕实现巩固拓

展推普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出农村地区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推广普及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始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其重要性即使在农村

也不言自喻，是农民民众获取公共服务、参与社会事务、享受数字生活的关键工具，个体的普通话

能力直接影响着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对农村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推普服务，帮

助他们主动融入新时代的普通话语言生活，减少他们语言生活中的困扰，是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品

质的首要工作。社会各界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由教育部、团中央组织的“推普助力乡村振

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是目前影响力大、成效好的重要活动。很多地方政府也组织

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如 2023年 10月灵璧县娄庄镇为各村老人开展普通话培训活动，2024年 5

月温州市瓯海区十里河社区开展中老年普通话培训班，2024年梧州市开展的乡村干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旅游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的推普活动一定要因地制宜、因需而推，如对乡村

旅游开发地的老年人，可以有针对性地教他们如何用普通话指路、介绍景点、做小买卖等；对经济

水平相对较高、流动人口相对较多地区的老年人，可以结合开展推普与防诈骗相结合的教育活动，

还可以结合老年保健养生来推普。

（二）保留必要的方言服务项目

当代中国，方言既具有文化价值，也具有交际价值。方言承载着独特的地方文化记忆，蕴含在

农谚俗语中的生活智慧、流传在戏曲歌谣里的乡土情怀、隐藏在亲属称谓间的人伦温情，这些地域

文化密码往往需要通过方言才能原汁原味地传递和表达。方言在特定地域、特定群体中的交际价值

也不容忽视，可以对普通话进行必要的补充。某些地区与社群在需要通用语言服务的同时，还存在

着方言服务的需求（屈哨兵，2012）。对于方言依赖程度较高的农村老年人来说，提供有针对性的

方言服务非常迫切。政府部门已经在方言服务上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广东政务 APP“粤省

事”的“尊老爱老服务专区”的语音找服务功能支持粤方言搜索；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支持上海话

的播报功能；韶关市乳源县结合镇村年纪大的村民听不懂普通话的实际，分别采用不同方言，组织

百姓宣讲志愿者录制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教育片；招远市税务局组建了一支“方言服务小分队”

为来自各个方言区的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未来各部门各领域应当对农村老年人这一群体的方言

服务需求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当前快速城镇化与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农村老龄问题尤其突显，其中语言交际问题是最基

础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党和政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全面深入调查农村老年人

语言生活状况，了解其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所在，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以助力农村老年人的幸

福晚年生活，这就是本项调查研究的价值和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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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社区模型构建与“推普”策略

赵 静（Zhao Jing）1，周立涛（Zhou Litao）2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把民族地区、农村地区

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点。民族地区语言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如何根据不

同地区语言生活特点，实施“一地一策”国家通用语普及攻坚工作，探索根据不同群体

多样化、差异化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推普策略，以提升推普工作质效，是当前亟

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新时期推广国家通用语工作，有必要从具体的社区语言生态环境出

发，根据社区语言生活特点，建构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并针对社区模型中的不同圈层

学习者的特点，实施差异化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让学习者从具体语言生活实践情境

中，通过研究和解决言语社区所面临的语言生活问题，来建构二语知识体系。从而有效

实施分地域、分群体、分层级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推广工作，提升推普工作质效。

关键词：民族地区；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推广

Titl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Community Model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Mandarin in Ethnic Regions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s the need to increase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and to make ethnic and rural areas the focus of promoting and populariz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The languag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ethnic regions is
complex and diverse. How to implement the “one place, one policy”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popularization campaig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life in different
regions, explore targeted design of populariza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diverse and
differentiated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opularization work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the new era by starting from the specific community
languag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community model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language life,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ers in different circles in the community model. Enable learners to construct a second
language knowledge system by studying and solving language life problems fac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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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ommunity from specific language life practice contexts. Thus,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ethnic regions by region,
group, and hierarchical level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promotion work.
Keywords: ethnic regions; speech community;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promotion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需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推广力度。在当前推广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过程中，要聚焦重点区域，把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点，

并且要积极探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创新路径（刘朋建，2022）。民族地区语言生态环境

复杂多样，如何根据不同地区语言生活特点，实施“一地一策”国家通用语普及攻坚工作，探索根

据不同群体多样化、差异化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推普策略，以提升推普工作质效，是当前亟

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以川西藏区康定普沙绒乡言语社区为个案，探讨如何从具体的社区语言生

态环境出发，让学习者从具体语言生活实践情境中，通过研究和解决自身和社区所面临的语言生活

问题，来建构二语知识体系。通过系统考察和分析普沙绒乡言语社区的语言生活特点，建构普沙绒

乡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提出针对社区模型不同圈层学习者的差异化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以期

为实施分地域、分群体、分层级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推广提供借鉴。

一、社区语言生活与语言教育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随着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的兴起，研究者发现，即使缺

乏正规语言教育，学习者通过大量接触和理解性输入也能掌握第二语言。这一自然习得现象引发了

对外语教学生态学的探讨，形成了“生态外语教学”理论。该教学法认为，外语知识的构建是个体

在社会环境和历史经验中互动的结果，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自我调节系统。它反对二元对立，支持

多元主义，挑战传统的教师和教材中心的教学模式。认为语言习得不仅依赖于课堂输入和记忆，还

需要学习者主动构建和组织知识，建立平等的对话和合作关系（李建中，2014）。生态外语教学理

论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身份的动态建构，认为第二语言习得不仅涉及语言知识的积累和语言技

能的掌握，还涉及学习者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和建构。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第二语言

教学，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价值认同与身份转变。因此，生态语言教学法应用生态整体理论来解决教

育问题（彭炜南，2023）。认为语言学习环境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体系，语言学习不仅涉及学习者

有意识的语言输入和输出，还涵盖了学习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因而生态语言教学法把视线从

“去背景”的抽象理论拉回到具体的教育情境中，转向特定实践情境中的特定的学习者个体。学习

内容也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语言理论，转向研究和解决学习者自身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语言生

活问题。

社区语言教育指的是那些在学校课程之外的语言推广或培训项目，它们不属于国家公共教育体

系，具有自发性和非定期性的特点，是语言教育和习得的一种补充形式。社区语言教育使“具有基

本语言能力的母语习得者在社区母语的环境下获得、强化与提升语言能力的过程，也就是语言观念

萌生、形成和定型的过程。”（赵凤珠，2010, p.146）绝大多数学习者在幼年时期通过家庭环境自

然习得母语，并在村寨、社区、学校等不同场合中使用这些语言，从而提高语言技能，并逐步培养

出特定的语言意识和观念。“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与社区两大系统形成的双语、双文化、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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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交互活动，成为学生和具体学习环境之间的中介。学生通过对学校与社区的平衡，利用两种

语言、符号、活动等极为复杂的中介对自身知识经验和外在信息进行重组，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

并通过课程内容学到社会活动技能，影响他们所处的社区。”（白杨等，2021, p.59）可见，社区教

育与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学校中学到的语言知识和社区中学到的语言知识技能共同构

成了学生自身的语言知识体系，同时，他们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在社区语言生活实践中进行运用。

社区语言教育“虽然发生在正规教育之外，但它体现了语言学习的社会性和实用性特点。这种教学

方式虽然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系之外，但其影响却渗透到语言学习的各个方面。”（赵守辉，

2008, p.122）因此，要充分发掘社区语言教育资源，形成学校、社区的教育合力，才能更好的推广

国家通用语，同时培养“民汉兼通”的人才。

在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除了现有的学校语言教学资源的，深入发掘并利用社区中的语言

教学资源就很有必要。将国家通用语教学从学校的有限空间扩展到更广阔的社区实际生活环境中，

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或社区环境联系起来，将在地资源，或者只能在所在社区挖掘到的资源，融

合到教学中。把国家通用语推广与地方性知识联系起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区语言调查与语言实

践。在语言实践过程中，形成学习共同体，共同探究对当地社区至关重要的语言生活议题，解决当

地社区急需解决的语言生活问题。如语言文字使用问题、生态环境、家族迁移史、语言生态问题等

等。

二、民族地区言语社区调查与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建构

游汝杰等（2016）指出，对于言语社区，不同社会语言学家意见不一，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定

义，分别是：有相同的语言变项的运用特征；有一定的交往密度；自我认同。言语社区可以是单语

的，也可以是双语或多语的。言语社区可以大到国家、公会，小到集团等，其范围也是可大可小

的。以下以川西藏区康定普沙绒乡为个案研究，通过系统考察和分析普沙绒乡言语社区的语言生活

特点，建构普沙绒乡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提出针对社区模型不同圈层学习者的差异化的国家通用语推

广策略。

（一）川西藏区普沙绒乡言语社区语言生活调查

普沙绒乡地处甘孜州康定市西南部，辖区面积 650.46平方千米。处于高山峡谷地带，为半农半

牧地区，平均海拔 3200米。当地主要是藏族支系之一的木雅藏族的聚居区，共有 530户 2576人。

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相较于周边乡镇，该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旅游业发展均显滞后，在一定程度

上保持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130份，回收有效问卷 121份，有效回收率 93.1%，所收集样本数量占

当地总人数的 5.0%。从性别构成来看，其中男性 65人，占 53.7%，女性 56人，占 46.3%。从年龄

分布来看，年龄在 10-34岁（青少年）的共 65人，占 53.7%，年龄在 35-60岁（中年）的共 39人，

占 32.2%，年龄在 60岁以上（老年）的 17人，占 14.1%。以下分别从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能

力几方面考察当地的语言生活状况。

普沙绒乡的语言使用情况如下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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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语言使用情况（N=121）

语言使用 人数 百分比

木-康-川-普 30 24.8

木-康-普 6 5.0

木-康-川 10 8.3

木-普-川 10 8.3

康-木-普 3 2.5

康-木-川 5 4.1

康-普-川 4 3.3

木-康 6 5.0

木-川 3 2.5

木-普 8 6.6

川-康 3 2.5

川-普 1 0.8

木 19 15.7

康 1 0.8

川 2 1.7

普 3 2.5

从整体上看，当地交际语言有木雅语、藏语康方言、四川话和普通话等，大多数被调查者日常

生活中均使用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进行交际。经比例累计，使用木雅语、藏语康方言、四

川话和普通话交际的比例分别为：82.8%、56.3%、56.3%、53.8%。可见，大多数普沙绒乡言语社区

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会根据交际场合，交际对象的不同，选择多种语言或方言来完成交际。

普沙绒乡的语言态度如表 2所示，主要从情感态度、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三方面对普沙绒乡言

语社区成员的语言态度进行分析。设计采用李克特五度量表法，包含五个不同程度的评价选项，分

别是“非常不”“比较不”“中立”“比较是”以及“非常是”，这五个选项分别对应 1分、2

分、3分、4分和 5分的分值。均值越高，表示社区成员对该语言或方言的态度越积极；反之，则越

消极。

表 2：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语言态度均值

好听 亲切 社会影响 有用 有身份 均值

康方言 3.02 3.1 3.28 3 3.36 3.15

木雅语 4.4 3.85 2.97 3.4 3.49 3.62

四川话 3.27 3.36 3.51 3.52 4.01 3.53

普通话 3.5 3.79 4.76 4.69 4.27 4.20

从表 2可知，社区成员对普通话持有非常积极的语言态度，语言态度均值位居第一。而木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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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多数社区成员的母语，在“好听”和“亲切”这两个层面的得分较高，但在“有社会影响”

方面的评分则相对较低。

总的来看，社区成员无论是对普通话的情感态度，还是对普通话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价值等方面

都有着积极的认同。而母语木雅语则主要是作为维系家庭情感、体现木雅人身份的重要作用，社区

成员对木雅语的情感认同更强，但也认识到社会影响力和有用性方面都不及普通话。

另外，语言态度的行为倾向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于学习或运用某种语言或方言的规划与意愿。

如图 1所示：

图 1：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对子女学习语言的期望

由图 1可知，社区成员对其子女未来语言能力的期望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高达

90.9%的人都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掌握普通话，这反映出普通话在社区成员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接受

度。社区成员普遍期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掌握普通话，以更好地融入社会。

普沙绒乡语言能力情况，根据图 2“普沙绒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掌握情况”，通过累积计算出

掌握各种语言或方言的人数排序为：木雅语（81%）>康方言（59.5%）>普通话（57%）>四川话

（52.9%）。可见，掌握木雅语的人数比例最高，掌握康方言、普通话、四川话的人数比例接近，都

达到了 50%以上。从掌握语言及方言的数量来看，大多数被调查者均具备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语言能

力。

图 2：普沙绒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掌握情况

普沙绒乡各语言或方言的掌握程度如下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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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语言掌握程度（%）

木雅语 康方言 普通话 四川话

1能流利准确地使用 84.3 27.3 34.7 41.3

2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 3.3 8.3 23.1 15.7

3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 1.7 4.1 10.7 9.9

4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 5.0 11.6 5.0 9.9

5能听懂但不太会说 1.7 11.6 6.6 3.3

6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 2.5 5.8 4.1 4.1

7听不懂也不会说 4.1 33.1 14.0 9.1

据表 3所示，木雅语作为受访者的母语，有高达 84.3%的受访者能够熟练且准确地使用，仅有

4.1%的受访者表示既听不懂也不会说该语言，据访谈可知，这部分被调查者均出生在族际婚姻家庭

之中。在普通话的掌握程度方面，34.7%的被调查者能够流利准确地使用，33.8%的受访者虽然能够

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标准，另 10.7%的受访者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然而，仍有 14%的受访者表

示既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

普沙绒乡文字掌握程度如下表 4所示：

表 4：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文字掌握程度（%）

读 写

能读书看报 看不懂 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 不会写

藏文 59.5 40.5 57 43

汉文 77.7 23.3 66.9 33.1

从表 4可知，被调查者的读、写能力基本一致。但在阅读和书写汉文方面的表现优于藏文。然

而，仍有一定比例的被调查者存在“看不懂”和“不会写”的情况。

（二）普沙绒乡言语社区语言生活的特点

通过调查可知，普沙绒乡的人口结构主要以木雅藏族为主体。从职业构成来看，大部分社区成

员为农民。还有部分社区成员为商人、教师、公务员、工人。普沙绒乡言语社区的语言资源主要有

当地的“地脚话”——木雅语、区域性通用语——四川话、族际通用语——藏语康方言，以及国家

通用语——普通话。在语言使用方面，在家庭域中，木雅语占主导地位；在生活域中，与本民族交

际时，木雅语占比最高，在与外民族和陌生人交际时，普通话占比最高；在集市、医院等场合，四

川话的占比最高；在学习域中，普通话使用比率较高。从语言态度来看，社区成员对普通话的语言

态度，无论是情感态度、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都非常积极，语言态度均值在各语言中居第一。从语

言能力来看，当地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是双语或多语者，具备两种或以上的语言能力。

（三）基于普沙绒乡言语社区的“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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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普沙绒乡言语社区语言生活的分析，参考全球华语社区模型理论（徐大明等，2009），

构拟出“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如下图 3所示：

图 3：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

“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将划分社区成员圈层归属的标准分为七大标准，分

别为：普通话的听说能力和汉字的读写能力、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对普通话的学习意愿、对普通话

的情感态度和实用态度评价、对自身及自己子女的普通话能力期望、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中的一员，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可程度。涉及到对语言能力、语言行为、语言态度、

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考察。根据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在上述标准中的表现差异，分别将

其纳入 A、B、C、D等圈层，其中 A圈层为核心圈层，B圈层为次核心圈层，C圈层为外围圈层，

以此类推。

A圈层中的社区成员符合以下标准：①能听懂普通话、能熟练地说普通话，具备较强的汉字读

写能力；②普通话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基本能在所有场域使用普通话完成交际活动；③学习普通话

的意愿非常强烈；④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和实用价值认同非常高；⑤非常希望自身及自己的子女掌

握标准的普通话；⑥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同时也认可自己作为木雅人的身份；⑦

非常了解和认可中华文化。

B圈层中的社区成员标准如下：①能听懂普通话、能比较熟练地说普通话，具备一定的汉字读

写能力；②使用普通话的频率较高，在大多数场域中能使用普通话完成交际活动；③学习普通话的

意愿比较强烈；④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和实用价值认同较高；⑤比较希望自身及自己的子女掌握标

准的普通话；⑥比较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但更认可自己作为木雅人的身份；

⑦比较了解和认可中华文化。

C圈层中的社区成员标准如下：①能部分听懂普通话、能说一些普通话；②使用普通话的频率

不及使用本民族语的频率，在部分场合中能使用普通话交际，但更倾向于使用本民族语；③认为学

不学习普通话都可以，学习普通话的意愿不强；④对本民族语的情感认同和实用价值认同更高；⑤

自己和自己子女掌不掌握普通话都可以；⑥只认可自己作为木雅人的身份，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

族共同体；⑦不太了解中华文化及其文化内涵。

由此类推，根据以上标准将普沙绒乡社区成员纳入不同的圈层中，当然，社区成员对国家通用

语的认同随着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社区成员并不是固定在某

一圈层，可能会随着认知的变化和普通话能力的加强进入其他圈层。“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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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多圈模型”的评估指标主要涉及语言能力、语言行为、语言态度、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五要素。

为便于操作，每一要素可以进一步细分，如语言行为可下分为三个分项：社区成员在家庭域使用普

通话的频率、在生活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在学习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语言态度可分为两个分

项：对国家通用语的情感和认知态度、对国家通用语的行为倾向；语言能力可分为两个分项：国家

通用语掌握程度，国家通用文字掌握程度；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分项分别对应是否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

族共同体中的一员、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和了解程度。如下表 5所示：

表 5：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评估指标

要素 分项 评价（得分）

语言行为

在家庭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

在生活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

在学习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

非常高（5）较高（4）一般（3）
较低（2）非常低（1）

语言态度
对普通话的情感因素和认知态度

对普通话的行为倾向

非常积极（5）比较积极（4）中立（3）
比较消极（2）非常消极（1）

语言能力
国家通用语言掌握程度

国家通用文字掌握程度

具备非常强的语言文字能力（5）具备比较强的

语言文字能力（4）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

（3）语言文字能力比较差（2）语言文字能力

非常差（1）

身份认同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

一员的认同程度

非常认同（5）比较认同（4）有清晰的认识，

有一定的归属感（3）有一些认识，但不够深刻

和明确（2）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1）

文化认同 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可程度

非常认同，无比热爱和自豪（5）比较认同

（4）有较为全面地了解（3）有一定的了解

（2）了解甚少（1）

三、基于“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的社区国家通用语推广

根据判定社区成员处于核心圈层、次核心圈层、外围圈层的标准，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中各个

圈层的差异如下表 6所示：

表 6：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中各圈层的差异

核心圈层（A圈层） 次核心圈层（B圈层）
外围圈层（C圈及 C

圈以外的圈层）

语言能力 非常强 较强 较弱

语言使用频率 非常高 较高 较低

语言态度 非常积极 比较积极 不积极

身份认同 非常高 较高 较低

文化认同 非常高 较高 较低

针对核心圈层（A圈层）的社区成员来说，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较强，普通话

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在绝大部分场合都使用普通话、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程度非常高、认可自身属

于中国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的身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非常高。因此，在社区语言教学与国家

通用语推广中，应该以推动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本民族文化为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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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本民族文化的目的。

针对次核心圈层（B圈层）的社区成员来说，其具备一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

力、在部分场合会使用普通话、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认可自身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

的一员，但更认可自己是木雅人的身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比较高。因此，在社区语言教学与

国家通用语推广中，应该以进一步强化次核心圈层中社区成员的中华文化认同为侧重点，以文化教学和

文化活动提升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强化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促进其由次核心圈层进入核心圈层。

针对外围圈层（C圈层及 C圈以外的圈层）的社区成员来说，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

能力不高、使用普通话的频率较低、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程度也比较低、只认可自己作为木雅人的

身份，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文化认同也较低。因此，在社区语言教学与国家

通用语推广中，要进一步强化其国家通用语的基础素养为主要目的，应该以增强社区语言教学的实

用性为侧重点，也就是说，要在社区教学与国家通用语推广中以实用性教学为主，提升外围圈层的

社区成员的普通话使用频率，促进其由外围圈层进入到次核心圈层中。

（一）针对核心圈层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

由于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非常强，且国家通用语认同和中华民族

共同体身份认同程度非常高，所以核心圈层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双语双文化人。在国家通用语推广

中，应注重培养他们使用国家通用语输出本民族文化的能力，不仅可以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也

能增进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沟通交流。

在教学法上，可以采用任务型教学法，让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来学习语言。强调在“做中

学”和“用中学”，且在教学过程中设置多个“任务链”，任务之间相互衔接，具有统一的主题。

在教学主题方面，李泉等（2023，p.38）提出，“对中外学生中国文化教学的内容采取当地化、就

近化的取向，即利用教学对象所在地的文化资源进行现场教学。”应紧密结合普沙绒乡独特的本土

特色，比如介绍藏历新年、沐浴节、望果节、转山节、赛马节等木雅藏族的传统节日等。以“介绍

藏历新年”活动任务为例，从藏历新年的由来，习俗等方面进行介绍，并在抖音、微博、公众号等

网络平台进行发布。“介绍藏历新年”又可以分为若干“任务链”，比如在迎接藏历新年时，民众

会准备许多年货，比较重要的有远古图腾标志“羊头”挂饰、一种由菜油或酥油和面粉制作的藏式

糕点“卡塞”、形状不同的油炸面食“碟嘎”、被称为吉祥物的“卓索切玛”等；还有木雅藏族的

地方传统习俗，例如，藏族人民的“古突之夜”“取圣水”、藏历新年的娱乐活动传统体育项目、

锅庄等。在一个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激活学习者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此外，还可以创建以“每

日一句民族语”“木雅语展示厅”为名的公众号和微信群，教大家说木雅语。

总之，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应成为传播木雅藏族文化的中坚力量，通过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活

动，让这部分社区成员利用网络媒介，以国家通用语为语言工具，推动木雅藏族文化传播扩散，增

强核心圈层社区成员的民族情感、文化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性。

（二）针对次核心圈层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

由于次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比较强，且对国家通用语的语言认同

程度比较高，但在身份认同方面更认可自己的木雅人身份。所以在进行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中，应

该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为主要目标，强化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的身份认

同。据研究，在学习二语时，学习者如果出现了归附倾向，会明显地保持主动的参与动机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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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热情，其学习成绩往往比那些只有实用动机的学生好（唐智芳，2021）。所以提高次核心圈层

社区成员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也有利于促进其普通话能力提高。

针对次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在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中，首先，要采取恰当的语言与文化结合

的教学方法，以跨文化教学为主。从跨文化教学出发，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普沙绒乡的传统习

俗、节庆文化等进行比较与分析。通过这种对比，揭示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共性，帮助社

区成员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促进社区成员对本土文化

的认同，还能够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例如，选取节庆文化，比较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中秋节

与当地的转山节、沐浴节之间相同的和不同习俗，以及这些节庆文化之间的联系，利用视频、教师

讲解或学生口述的方式，让学生分享或复述关于这些节日的故事。还可以选取节气文化，与当地捡

菌子、摘虫草的农业生产生活相结合，让学生谈谈不同节气对普沙绒乡农业生产生活的影响。在实

践环节，可以进行体演文化活动，鼓励学生亲身参与和体验，模拟中秋全家吃月饼、赏月等场景，

或者进行拜年活动等，设计体演活动脚本让民众分角色进行扮演。这样不仅能锻炼其国家通用语的

听说能力，还能增强社区成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帮助其建立文化多元化的观念。

总之，次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对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不强，因此，在国家通用语

推广过程中，应注意提升社区成员的公众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意识。

（三）针对外围圈层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

由于外围圈层的社区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较弱，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度较低。所

以，在进行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中，应该以增强普通话教学的“实用性”为主，将社区教学与技能

培训相结合，开展“技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增强其普通话使用频率和能力，强化外围圈层

民众的学习积极性。

据《康定年鉴》统计，普沙绒乡脱贫攻坚中，政府部门通过实地参观的方式，先后组织旅游服

务、居民接待、种养技能培训等各类培训 9次，培训人员达 1500余人次。7个村共举办农民夜校培

训 189期，培训 6710余人次（康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9）。政府部门以技能培训助力当地群

众脱贫。结合当下川西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普沙绒乡少数民族特色村落旅游发展的需要，

针对外围圈层的社区成员，可以围绕“旅游+国家通用语”教学为主题开展社区语言教学推广，这样

不仅能保证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的实用性，也有利于提升社区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频

率。

针对外围圈层的社区成员来说，他们在日常农业生产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的语境较少，使用

木雅语基本能满足在所有场域的日常交际需要。而正是由于缺乏使用普通话的语境，所以其普通话

使用频率较低，普通话能力也相对较弱。所以，针对外围圈层的社区成员的社区语言教学可以采取

情景教学法。有学者提出了“职业汉语情境”的概念（杜修平等，2023），针对普沙绒乡言语社

区，也要创设“技能+国家通用语情境”，尽可能地创造贴合真实环境的教学环境。

教学应以口语训练为主，适应民众的语言水平。坚持优先训练社区成员口语能力的原则，以简

单的日常交际用语学习为主开展教学和推广，增强民众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需要。同时，实用性

的社区语言教学也不仅限于“旅游+国家通用语”，可根据民众的实际需求，分期分批次开展“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技能”相关的教学与推广工作，例如“语言教学+养殖”“语言教学+农作物种

植”等专题。教学推广工作切实地与这部分民众的生活和工作诉求结合起来，让其感受到国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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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对其生活的改变，才能增强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和语言

认同。

本研究通过考察和分析川西藏区普沙绒乡的语言生活特点，以及国家通用语的使用状况和功能

分布，建构普沙绒乡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并探讨判定社区成员圈层归属的指标和评估方法。在此

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圈层学习者的差异化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对于探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

普及的创新路径，探讨分地域、分群体、分层级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推广模式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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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构建研究

伍心悦（Wu Xinyue）1，王晋军（Wang Jinjun）2

摘要：以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正推动全球语言教学变革，引发学界

广泛讨论。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世界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

融合不仅是必然趋势也是提升其数字教育竞争力的重要契机。以 Anusca Ferrari总结的

数字胜任力 KAS要素及能力框架模型为理论依据，提出四条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

构成原则，并从数字专业胜任力、数字育人胜任力、数字创新胜任力三个能力域上设定

详细的次维度指标，最终构建具有学科特色的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该框架不

仅为国际中文教师提供了明确的数字教育成长路径，也为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世界语言

教师能力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教育竞争力

Title: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epresented by ChatGPT are driv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s in glob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have sparked extensive discussions in

academia.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world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generative AI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trend

but also a critical opportunity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takes Anusca Ferrari’s

KAS elements and competency framework model of digital competence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It proposes four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for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establishes sub-dimensional indicators across three competency domains: digital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igital educational competence, and digital innovation competence.

Ultimately, it constructs a discipline-specific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his framework not only provides a clear developmental pathway

for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but also serves as an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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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world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digital competenc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education competitiveness

一、引言

2022 年，美国 OpenAI 公司推出了一款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该聊天机器人能够依据指令（prompt）生成各种类别，不同复杂程度的文本，并与使用

者展开多轮式的对话，探讨各类话题（OpenAI, 2024）。ChatGPT的出现引起了语言教学界中众多

学者的热烈讨论：有的认为语言教师终将被人工智能取代，有的则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加速语言

教学发展的一剂良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加持下，丰富语言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流程，提供

贴近真实的交际环境不再遥远。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并非教师特权，学生在使用该智能系统

的过程中可能因其“一键生成”的便利性而逐步产生依赖，甚至丧失思考的独立性，也有瓦解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信任关系的潜在可能。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世界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架起了中国文化与汉语通向世界的桥

梁，也是中文教育国际化的关键途径。在这场变革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中，国际中文教师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他们亟需探索如何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竞争力和影响力，如何灵活高效

地利用这类先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来强化汉语教学效果，以及如何引导学生适应并擅长在人工

智能时代进行语言学习。本研究认为，唯有将国际中文教育独特的学科属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的操作特点紧密结合，构建出适合国际中文教师实践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并提供明晰的组成要素与

标准描述，才能给国际中文教师在数智教育时代提供清楚的发展方向。

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聚焦于以下三个核心研究问题，并逐一深入阐述：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

任力框架应由什么能力构成？分别有什么明确的指标描述？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胜任力与教师数字胜任力

1.数字胜任力的起源与发展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 21世纪，如何更好地运用信息技术、使用者应当具备什么能力，这些问

题一直受到大众关注。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一系列关于信息技术能力的术语，其中最为熟知的是数

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与数字胜任力（digital competence）。这两个术语不是相似的关系，而是进

阶的联系，数字胜任力可以说是从数字素养上发展而来。素养（literacy）一词，其英文原意是指识

字、读写能力。最初在计算机科学背景下，数字素养是指相关人员撰写计算机编程语言的能力。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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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变革，当今的数字素养则包含了理解数字媒体、批判检索信息以及运用数字工具

进行交流的能力（Ferrari, 2012）。

在 2006年欧盟发布的《关于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文件中首次提及数字胜任力，定义为“为了

就业、学习、自我发展及社会参与，自信、辩证及创新地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并将其标榜为 21世

纪公民所需的重要技能与基本权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胜任力（competence）一词在素

养（literacy）的基础上，添加了信息技术使用的知识、技能以及态度三个要素，内涵更为丰富与完

整。尽管各个行业对数字胜任力的定义不同，但是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与创新性等词都在各类数

字胜任力框架中反复提及（Ferrari, 2012）。由此可见，全面多维、深入透彻的数字胜任力框架更能

顺应人工智能时代中各行各业的人才需要，更能帮助现代公民适应当下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浪潮。

2.国内外教师数字胜任力研究

尽管已有众多国外学者对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构成发表研究结论，但是目前对于教师的数字胜任

力的内涵与界定并不完全一致（McGarr, 2024）。例如，Almerich等人（2016）认为，教师的数字胜

任力应由两大要素构成——技术胜任力与教学胜任力；Ilomaki等人（2016）则认为，运用技术的知

识与实践能力、结合技术的课堂教学能力等四个板块构成了教师的数字胜任力。相关组织提出了教

师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并运用到全球各地的教师培训中。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师信息与

通讯技术能力框架》，针对教师培训项目提供具体的数字胜任力构成指南（UNESCO, 2018）。在

2024年 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将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推出了《人工

智能能力框架——教师版》。在文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了在 AI时代，教师应当具备以人为

中心的思想，包含了解人工智能伦理，掌握人工智能教学法等五种能力域，且对各个能力域细分到

了获取、深化和创造三个阶段（UNESCO, 2024）。然而，该教师能力框架为通用性质，未能充分凸

显语言教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及其应具备的专门能力。

我国对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研究相对国外来说，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几年成果丰硕。首先，我国

教育部于 2022年发布了《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该文件明确定义了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并从

五个一级维度，若干个二级维度明晰数字素养的组成成分，是教师层面对教育数字化快速发展的积

极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其次，多位学者已注意从数字素养到数字胜任力转变的

重要性。如仇晓春等（2021）探讨我国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与其本质及实践方式产生的影响，以及

提出我国未来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发展应涵盖社会责任感、伦理道德等态度域。王建梁等（2024）结

合数字化教育背景，从四个一级维度、十六个二级维度对我国职业院校教师的数字胜任力进行模型

构建。陈肯等（2023）探讨了外语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框架构成要素，包含语言专业能力、语言教学

能力以及促进语言学习者发展能力三大域。

针对国际中文教师数字素养与能力提升的探讨与研究一直热度不减。在 2022年世界汉语教学学

会发布的《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中以“有形的技术”和“无形的技术”两种类别规范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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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数字素养的具体构成要素，是在《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完善对国际中文

教师的数字素养要求。并有众多学者从宏观层面上，围绕国际中文教师数字素养与能力研究展开讨

论，如惠天罡（2023）提出要从认识与理解、使用与优化、生产与创造三个实践路径来提升国际中

文教师提升数字素养；李晓东等（2022）构建了具有六个一级指标，二十七个二级指标的国际中文

教师数字能力模型。但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操作特性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特点紧密结

合，以构建出既符合教学实际需求又具备前瞻性的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研究，目前还处

于相对稀缺的状态。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与语言教学

1.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助力语言教学

ChatGPT作为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代表产品，自推出以来就受到了广泛关注。2023年 3月，

美国 OpenAI公司推出了 ChatGPT4.0版本，该版本能够处理声音、图像和文本（OpenAI，2023）。

根据相关实验，ChatGPT4.0可以通过美国法律专业学生参加的多州律师考试（Katz et al.,2024）。在

2024年 9月，OpenAI推出了最新的人工智能作品——o1推理模型。仿人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不断迭代，同时也不断推动对于世界语言教学界的反思与变革。

ChatGPT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过程（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来理解指令，通过规律推算生

成仿人类的多轮式对话（Ali, 2024），构成“对话式”的学习机制，在语言教学中能扮演“智能导

师”、“语伴”角色，让语言学习回归教育生态（徐娟 & 马瑞祾，2023）。并且生成式对话功能可

构建交互式学习过程，动态地为学习者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服务(Katz, et al., 2024 )。此外，ChatGPT

可以通过语言转换等方式，帮助学习者缩小母语与目标语言的差距，让初学者更快适应目标语言体

系（Chapelle，2024）。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国际语料库资源合作建设，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构建适合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

体系与教学模式起到了助力作用（Chapelle，2024）。在微观层面，有学者探讨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系统赋能汉语读写教学，将其运用到情景任务设计、头脑风暴、文本修改、评价等教学环节

（Chapelle，2024）。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着实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学

习体验以及学习机会（Kern，2024），但也为一线语言教师带来了一定的焦虑与挑战。

2.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威胁”语言教学

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给语言教学界带来疑问——外语教育是否会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文秋

芳，2024）？不得不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着实对语言教学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

ChatGPT极大弱化美国高校对外语学习的个人指导需求（Kern，2024）。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极

强工具性让更多语言学习者减少投入语言学习时间成本的意愿，外语速成的目的性愈为强烈（韩晓

明等，2023）。世界范围内已有大学呈现出外语课程报名人数减少的趋势（Berg, B. et al，2023），

更有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公开停止资助该校世界语言、文学及语言学系（ Anderson &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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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似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悄无声息地开始其“颠覆”世界语言教学之路。但众多学者认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并非万能，人类教师也无法取代（文秋芳，2024；Kern，2024；Chapelle,，

2024）。

整体看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与其他人工智能系统一样，有明显的自限性——其智能交互性

强，但教学专业性不够（周小兵等，2023）。徐娟等（2023）总结 ChatGPT将会带来“三化”风

险：师生过度依赖，主导作用弱化；知识难辨真伪，认知发展窄化；伦理风险显现，安全意识淡

化。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是以结果为导向，提供的是快餐式学习服务，不能实质性地替代语

言学习与习得的过程（文秋芳，2024），表面上看似缩小了语言学习者之间的差距，但从语言习得

的本质上仍旧无法起到“加速”作用（Kern，2024）。另外，由于 ChatGPT基于西方的语言与文化

设定，有极强的语言文化单一性（Chapelle，2024），对非通用语教学来说，该系统缺少一定的跨文

化交际意识和文化互鉴能力，而这却是语言教学培养的关键目标之一。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

取代人类教师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基于算法的对话机制无法与学习者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对话（Kern，

2024），更别说塑造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再加之人工智能系统缺少人文关怀，缺少师生互动

的真实体验与感受，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的语言学习实质上是给学习者筑上一道屏障（Almerich et

al，2023）。

总的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引领语言教学模式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可

能不经意间拉大了师生间的距离，让教师在适应新技术的过程中遭遇重重挑战。而如何驾驭这把利

剑，关键在于一线语言教师是否具备完善的数字胜任力。为国际中文教师提供明晰的数字胜任力框

架，是消除其恐惧心理、鼓励其积极运用的有效方式。并能在人工智能时代下发挥汉语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的导向作用，并培养学生不被人工智能所“奴役”的独立思辨意识。这不仅是适应时代发展

的需要，更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为国际中文教育树立良好的教学口

碑，拓宽其世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三、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

（一）数字胜任力框架构建的理论依据

1.数字胜任力框架的内涵组成

Ferrari（2012）在其研究报告《数字胜任力实践：能力框架分析》中，通过分析对比十五项官

方认证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后发现，尽管各类能力框架有自己的特色，但其基本内涵都由三个部分构

成，即 Knowledge（知识）、Attitude（态度）以及 Skill（技能），简称 KAS。其中，知识包含数字

技术知识、风险知识、信息信度与效度判断知识、道德伦理知识等。态度包含批判反思态度、自我

负责态度、积极态度等。技能包含信息管理技能、信息甄别技能、创新能力以及思辨能力等。

如图 1所示，这三个部分相互影响，构成了各类针对不同目标人群、不同使用目的的数字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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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丰富内涵，为数字胜任力框架设计与相关指标的确定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并且三个部分并非孤立

存在，而是相互渗透，共同发挥作用。值得强调的是，态度是数字胜任力区别数字素养的重要部

分，构成了数字胜任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之一。

图 1：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中的 KAS要素关系图

2.通用数字胜任力框架模型

基于对十五项数字胜任力框架结构的对比结果，并结合 KAS标准对数字胜任力内涵定义的要

求，Ferrari（2012）建议当前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应当由七项能力域（Competence Area）构成，并给

予了简单描述。如图 2所示，该七项能力域为：信息管理能力、合作能力、交流与分享能力、内容

创作能力、伦理责任能力、评估与解决能力、技术操作能力。该模型对当下数字胜任力框架构建有

一定的参考作用与指导意义。

图 2：通用数字胜任力能力框架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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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七种能力域之外，Matter等人（2022）通过对比八种与教育者相关的官方认证数字胜

任力框架后，总结出了九种共通能力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七种能力与 Ferrari（2012）提出的通

用能力域相一致，而另外两种能力域——教学与教学法能力、学习能力则为教师数字胜任力带来了

新的视角。

Matter等（2022）进一步阐释，教学法与教学能力关注的是教师如何运用数字工具优化课堂教

学，从而达到利用数字赋能教学实践的目的。而学习能力域涵盖了教师与学生双重维度。对于教师

而言，它着重强调其在数字领域的专业发展，而针对学生群体则是强调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媒体工具

进行合作学习，提升学习效率。综上所述，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构建并非简单套用通用能力域模型，

而是需要在借鉴其精华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教师与学生的特点，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定制化设

计。这样的胜任力框架才能更加贴近实际，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的需要。

3.数字胜任力框架的构成路径

在 Ferrari（2012）的分析报告中明确指出，数字胜任力框架构成路径主要有以运用为导向和以

认知为导向两种。这两种路径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在以运用为导向的构成路径中，能力框架核心聚

焦于对数字多媒体技术的熟练掌握与灵活操作。并不要求使用者对网络信息、伦理道德等知识内容

有深入的思考。相比之下，在以认知为导向的胜任力框架中，虽然同样重视工具的使用技能，但更

为强调的是思考能力的提升，尤其是要从批判地角度去解读数字信息，以及对数字媒体工具的创新

理解和运用。这一路径与 KAS标准（即知识、态度、技能）所强调的核心要素高度契合。

这两种构成路径与数字素养和能力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Estrad（2010）曾详细阐述了数字素

养发展的三大阶段。首先为掌握阶段，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中期，专业技术人员需精通基础

的电脑程序语言，这被视为数字素养的初步体现。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普及，数字素养的发展迈入

了运用阶段，强调公众应熟练掌握数字工具，以提升工作、学习效率。这两个阶段均体现了以运用

为导向的构成路径，且与数字素养的核心理念相契合。进入第三阶段，即反思阶段，这一时期的数

字素养在掌握与运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使用者的思辨与反思能力，要求个体在使用数字技术时能

够展现出批判性思维，这与现代数字胜任力的构成目标不谋而合。这一转变凸显了数字胜任力构成

原则需紧跟时代步伐，不仅强调实用性，更需融入批判性与创新性等多维度要素，以实现全面而深

入的发展。

（二）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构建

1.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构成原则

本研究结合以运用为导向与以认知为导向两种数字胜任力构建路径，在 Ferrari（2012）总结的

数字胜任力内涵标准与通用能力域模型的基础上，充分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操作特点与对语

言教学的正反作用，最终提出以教学实践为导向，以创新发展为重点，以伦理责任为根本，以持续

发展为核心四个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构成原则。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以教学实践为导向原则，明确了运用数智技术于课堂教学的初衷是服务师生、服务教

学。国际中文教师首要掌握、运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知识与操作技能。实现在遵循教学

规律、语言习得规律的基础上极大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是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的首要构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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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次，以创新发展为重点原则，是基于 KAS标准中的创新态度、创新能力要素，重点要求国际

中文教师培养数智技术的创新运用能力。同时加大与其他智能技术的结合使用，构建多元化学习氛

围的国际中文课堂。

再次，以伦理责任为根本。基于 KAS标准中的道德伦理知识、思辨能力等要素，进一步要求国

际中文教师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维护学生的信息与隐私安全，并引导学生辩证思考、理解生成式

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性，构建合规合法的中文教学课堂。最后，以持续发展为核心原则。在通用能

力模型中的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概括出持续发展能力原则。在数智技术推陈出

新的时代，教师的数字胜任力也需要不断革新。数字胜任力框架不仅指导老师如何实践，更要教会

教师如何发展。只有秉持持续发展的目标，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及终身学习的信念，才能在数智技术

的巨大浪潮中不被淘汰。

2.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基本内涵

本研究基于 Ferrari（2012）总结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中的 KAS标准（知识、态度、技能），

将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特点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特色相结合，最终将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

内涵定义为：国际中文教师能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提出恰当指令，对生成信息内容进行筛选、

分析、评估，用以优化教学过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构建贴近真实的交际环境，建设

并完善国际中文教学资源；同时，增强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责任感，有效引导学生辩证思考生成式

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和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利弊影响，处理好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之间

的关系，构建数字化与人文关怀共存的国际中文教学课堂。

表 1：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分析表

KAS标准与要素 具体描述

知识 数字技术知识 能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提出恰当指令

信息信效度知识 对生成信息内容进行筛选、分析、评估

风险知识 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利弊影响

伦理道德知识 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

态度 批判、反思态度 引导学生辩证思考

自我负责态度 增强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责任感

积极、开放态度 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

处理好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之间的关系

技能 信息管理技能 对生成信息内容进行筛选、分析、评估

创新能力 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

思辨能力 辩证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和对人类

生产生活的利弊影响
教学技能 优化教学过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构建贴近真实的

交际环境，建设并完善国际中文教学资源

目的 构建数字化与人文关怀共存的国际中文教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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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见，本研究提出的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符合 Ferrari（2012）总结的内涵

要求，包含了学习域中的知识、态度、技能（KAS）三个要素，且符合每个要素下的具体指标要

求。在内涵描述中包括国际中文教师、学生两个主要参与群体，同时以国际中文教育这门学科背景

提出了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最终目的是构建数字化与人文关怀共存的国际中文课堂。该内涵

设计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有一定的应有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是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构

建的重要基础。

3.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具体描述

在对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本研究参考 Ferrar（2012）提出的七种

当前数字胜任力框架中通用能力域，以及 Matter（2024）总结出的两种具有区别特征的教师能力

域——教学法与教学能力、学习能力后，紧密结合四大构成原则，将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框

架整合设计为三个主要能力域及相对应的十个二级数字胜任力指标。如表 2所示，三个主能力域分

别为：数字专业胜任力、数字育人胜任力、数字创新胜任力。针对各个能力域的不同定义下设相应

的二级指标，具体描述各能力域的实现要求与目标。

表 2：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描述

数字胜任力域 构建原则 数字胜任力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数字专业胜任力
以教学实践

为导向

数字教学胜任力 提出恰当指令，筛选整合生成内容，提升教

学设计科学性，创建“智能语伴”角色。

数字评价胜任力 呈现立体多维评价，依据数智评价数据动态

调整教学、反思教学。

数字资源建设胜任力 结合人才培养目标，有效选取、开发及建设

国际中文教育资源。

数字育人胜任力

以持续发展

为核心

数字思辨胜任力 辩证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优劣性，理

智看待人工智能“权威性”。

数字探究胜任力 探索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之间的差异，建立

“以人为本”学习意识。

以伦理责任

为根本

数字诚信胜任力 遵守学术道德底线，谨防学术剽窃，建立学

术诚信意识。

数字守责胜任力 建立数字责任感，提升网络安全意识，构建

健康网络环境。

数字创新胜任力

以创新发展

为重点

以持续发展

为核心

教学模式创新胜任力 创新人机协同合作学习模式，构建稳定”教

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关系。

教学内容创新胜任力 依据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目标，创新与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技术实践创新胜任力 创新结合多种数智技术，打造离岸教学环

境，可持续提升数字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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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专业胜任力

在以教学实践为导向的原则指导下，数字专业胜任力是指国际中文教师在其语言专业教学能力

的基础上，熟练运用数智技术，能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恰当指令，并筛选、分析与评估生成内

容，转化运用于教学之中。教师通过熟练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优化教学流程，重构与整合教

学设计，协助教学评估，不断丰富与完善教学资源建设。在该维度下，数字教学胜任力细分为三个

二级指标：数字教学胜任力，数字评价胜任力，数字资源建设胜任力。

数字教学胜任力是指教师能够依据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单元主题等，提出恰当指令，让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相应文本、图片、视频等内容。教师对生成内容进行评估与整合，并运用于教

学设计之中。在优化教学流程的同时，能提升教学设计的科学性、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同时，教师

能够有效利用生成式多轮对话机制，创建“智能语伴”角色，有效促进学习者的语言产出。数字评

价教学胜任力是指，教师能够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赋能教学评价，对学生的产出过程、产出成

果进行智能评阅，呈现出多元立体的评价效果。同时也能依据数据，动态调整教学节奏、教学难

度，并进行教学反思，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教学资源建设胜任力是指，教师在教学与评价的基础

上，完善课程体系，有效选取、开发相关国际中文资源，推动教学产品与平台建设。例如在“中文

+”课程体系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提供顶层教学设计，依照单元主题

嵌入“语言+技能”结合度较高的真实交际场景，并生成主题相关的图片、视频等丰富的视觉教学资

源，再结合“智能语伴”的辅助角色，动态促进语言输入与输出，从整体上完善了“中文+”课程体

系资源的建设。

与能力域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后，我们发现数字专业胜任力与多个通用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匹

配关系。具体而言，教学法与教学能力与数字专业胜任力整体对应，共同强调了教师运用数字工具

强化教学效果的能力重要性。数字教学胜任力则主要与信息管理能力及交流分享能力相对应，展现

出教师在数字环境下管理教学信息和促进知识分享的能力。数字评价胜任力与评估与解决能力相匹

配，凸显了教师在数字环境中进行准确评估与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数字资源建设胜任力与内容创作能力在部分方面存在吻合之处。内容创作能力侧重于对

已有知识和内容进行重构与创新，而数字资源建设胜任力不仅要求对国际中文教育的现有课程进行

重构，还从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建设的宏观角度出发，强调对教学资源的创新性构建。这一特

色指标紧密贴合当前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的迫切需求，成为本能力域下的一大亮点。

（2）数字育人胜任力

在以伦理责任为根本、以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原则指导下，构建数字育人胜任力域，指国际中文

教师遵守法律法规，提升自我的数字信息安全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在运用数智技术赋能教学的同

时，有效引导学生辩证思考与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敏锐察觉生成式人工智

能系统背后的文化偏见与西方主导世界观。守护文化自信、学术诚信与伦理道德底线，达到“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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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的总目标。数字育人胜任力包含四个二级指标：数字思辨胜任力、数字探究胜任力、数字诚

信胜任力、数字守责胜任力。

数字思辨胜任力是指教师能够辩证思考及理解智能生成文本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及准确性，

有效筛选合理恰当的生成内容融入到教学中。并能够引导学生辩证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优劣

性，理性对待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产生的便捷成果，避免轻信人工智能系统的“绝对权威”。同

时，引导学生敏锐判断某些人工智能系统背后设定的西方单一文化与世界观，督促学生在数智世界

中的树立汉文化信心与正确语言观、世界观。数字探究胜任力是指教师通过组织探究式的学习模式

与路径，引导学生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协助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

智慧之间的差异，辩证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协助学生建立“以人为本”“以人

为中心”的学习意识，增强自我驱动力，减少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工具依赖性。数字诚信胜任力是指

教师本人在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时，遵守学术道德底线，认真对待学术研究成果，杜绝学术剽

窃，同时帮助学生树立学术诚信意识，不逾越诚信红线。数字守责胜任力是指教师及学生都要建立

数字责任感，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遵纪守法，注重隐私保护，预防网络诈骗等犯罪行为，为维护健

康良好的网络环境贡献力量。

在本能力域中，数字守责、数字诚信胜任力与能力域模型中的伦理责任能力相对应。而数字探

究能力、数字思辨能力是在 KAS标准中的思辨技能、批判与反思态度的基础上扩展而来，且数字思

辨能力并无具体对应的通用能力。尽管数字探究能力与教师胜任力中的学习能力存在重叠，但对教

师与学习者的学习意识及能力要求更为严苛。值得强调的是，本能力框架中单独将数字探究与思辨

能力列出，主要是针对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对语言教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

响，同时考量教师学生群体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能力需求而特意增设，是本能力框架与其他能力框架

的重要区别特征。

（3）数字创新胜任力

在以创新发展为重点、以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原则指导下，构建数字创新胜任力域。该能力域是

指国际中文教师能够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创新教学方式，解决教学难题，推动学生运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进行合作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构建健康良好的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关

系；教师能够有效结合并创新利用多种数智技术，创造离岸教学环境，打造交际性、真实性、互动

性极强的国际中文课堂。在数字创新胜任力下还有教学模式创新胜任力、教学内容创新胜任力、技

术实践创新胜任力三个二级指标。

教学模式创新胜任力是指教师创新国际中文语言课堂的教学模式，从师生教学模式转换为师生

机合作学习模式。有效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轮生成式对话机制，推动学生在生生、师生合作的

基础上，融合人机协同学习模式，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作为“语伴”“助教”的辅助角

色。有效解决教师一对多的教学难题，且能提供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服务，打造稳定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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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的教学关系。教学内容创新胜任力是指，教师能够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

统创新与丰富教学内容，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基础上融合文化、民俗、历史等多维度的背景知识，创

建多元立体的中文与汉文化体验课堂。对于“中文+”课程，教师能够结合职业教育、技能教学等人

才培养目标，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创新与丰富单元主题相关的学习内容，从而推动与完善专门

用途中文课程的资源建设。技术实践创新胜任力是指，教师不断提升对数智技术的运用能力，依据

自身课堂教学需要，创新结合多种数智技术运用于课堂实践，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与虚拟仿真技

术的结合等，打造“足不出户”的真实语言交际环境。同时敦促教师建立终身学习的数字开放态

度，在更新迭代的数字化浪潮中达成可持续发展的数字胜任力目标。

在数字创新胜任力下，与多个通用能力域对应，如教学模式创新与合作能力相匹配，教学内容

创新能力与内容创作能力相匹配等。尽管这三个二级能力域与通用能力域存在明确对应关系，但是

在通用能力模型中并未体现“创新”这一重要的技能要素，因此数字创新胜任力是在通用能力域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与再造。它强调了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创新对于推动教育变革与发展的重要性。

四、结论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世界语言教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

力框架的提出，不仅基于世界通用数字胜任力框架的科学构造，更将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特点与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特点纳入其中，创新地构建适合国际中文教师参考的数字胜任力框架。该框架的提

出不仅是为了提高教师融合数智技术于课堂教学中的能力，还在于提升教师的数字思辨、育人及创

新能力，树立学生“以人为本”的学习意识，培养其探究式学习能力以及思辨能力。同时也要打破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背后设定的西方单一文化局面，树立汉文化自信，构建开放包容的语言观与世

界观。但本研究还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实践来检验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运用效果。在未

来的研究中，应多考量数字胜任力框架的评估方式与运用反馈机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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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如其所是地接受社会呈现出的客观实在，将所有眼见视为绝对现实，就有可能忽略

修辞的建构属性对现实的改变；过度怀疑现实，将眼见之物视为修辞产物，则有可能陷

入修辞决定论的语言陷阱。本研究承接批评话语分析中对话语之建构属性的讨论，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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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等，旨在为探讨修辞参与不同层面的社会建构提供观点支持，同时推动公众以修

辞的视角批评性地看待社会现实，避免被动卷入有害的现实建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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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认为世界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建构的，我们“很难获得根本的、客观的真相”

（Jasper & Young, 2007, p.270）。如果始终看不到“现实背后的现实”，就有可能产出“假象之中

的假象”，使社会发展的方向逐渐偏离本质。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个人通过在集体中的互动学习，集

体或者社会因素会渗透性地影响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从该点来看，建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上建构了

生活于社会中的公众的认知框架，可以引领大众意识形态，进而影响历史发展进程。

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性互动”（陈波，2014,

p.121）。福柯的语言思想和巴赫金的语言符号学均体现出话语和符号“成为社会主体建构身份、建

构事实以及建构彼此关系的手段”（田海龙，2014, p.19）。后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具有语言

力（language power），是一种权力，语言通过表象过程造就社会现实”（孙吉胜，2008, p.27）。

Christie（2005, p.16）指出，“语言并不只是被动地反映已存在的社会现实，它还主动地参与建构这

种现实”。福柯将“话语秩序”概念引入研究，将控制话语视为掌控意义的途径（田海龙，

2014），但是并非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具有语言力和建构社会现实的潜力，因为有的语言不参与社会

活动而被直接消解于小范围环境，我们认为后建构主义中所提及的造就社会现实的语言具有实在意

义或交际意义，也是带有对话性和目的性的语言，即修辞。修辞作为使能条件参与社会建构，修辞

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修辞反映社会现实，二是修辞参与建构社会现实。修辞参

与建构社会现实体现于修辞在科学、政治、认知等多个方面的作用。随着对修辞更全面的认识和更

成熟的使用，建构社会现实的这一功能不断发展更新，可以服务于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不同现实目

的。

新修辞学持有修辞具有建构属性的观点，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同样指向语言对社会活动的

建构功能，如论及身份建构时，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运用建构着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并帮

助语言使用者实现其社会活动的目的”（田海龙，2018）；论及意识形态时，批评话语分析指出，

话语参与意识形态工作（Fairclough, 2011），而意识形态又反过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话语（van Dijk,

2015）。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肯定了社会现实的被建构属性，同时揭示出修辞与话语的建构

属性。然而，修辞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与话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具有本质区别，体现于修辞与话语分

属两个语言研究领域，两者虽然都关注语言与社会的互动互构，但它们却建基于不同的理论阵营和

学术视野。相较于批评话语分析中对话语之建构属性的阐释，修辞的社会建构属性研究还比较落

后。本研究承接批评话语分析中对话语之建构属性的讨论，以修辞为理论立足点，关注修辞参与社

会建构的诸多方面，包括科学、政治、社会认知、国际关系等，旨在为学者探讨修辞参与不同层面

的社会建构提供观点支持，同时推动公众以修辞的视角批评性地看待社会现实，避免被动卷入有害

的现实建构之中。

一、科学的修辞建构

科学成果通过修辞向公众传播并在传播中巩固其社会功能，最终形成影响社会发展趋势的力

量。在以“科学”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之前，这些成果需经过严苛筛选与验证，筛选与验证的过程

即是积累修辞资源的过程。

（一）科学的或然性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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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词典编辑室，2017），也是一种衡量事物是否具有“客观性”的标准，因此科学之“或然性”

（probability）弱于其他知识体系或学科。一些权威的修辞学家曾明确反对科学修辞的存在理据。亚

里士多德（Aristotle）在阐述修辞外延时指出，或然性是修辞的重要特性之一，“那些具有充分确定

性，只允许一种正确见解或结论的事物（如科学范畴内的事物）不在修辞讨论的范围之内”（刘亚

猛，2018, pp. 63-64）。修辞情境论的提出者 Bitzer认为科学语篇不属于修辞范畴，科学语篇的受众

由“接受知识”的人组成 （Bitzer, 1968, p.8）。尽管或然性是修辞存在的前提，但是亚里士多德对

科学修辞的否定态度在当前社会中却失去了生存土壤。

Latour & Woolgar早在 1979年就指出即使最科学的观点也依赖修辞来说服他人。Gross在《科学

修辞》（Rhetoric of Science）一书中强调修辞是通往科学的路径，甚至给出了“科学主张只是说服

的产物”（the claims of science are solely the products of persuasion）（Gross, 1990, p.3）这一具有颠

覆性的观点。Davis尖锐地解释了技术性交流（technical communication）与修辞的关系，认为如果

说服只是意味着有效的交流，那么修辞自然是技术性交流的一部分，而如果说服意味着“赢得信服

的特殊艺术”（a specific art of winning conviction），那么修辞则不属于技术性交流，甚至成为不合

道德规范的交流方式。

Davis的观点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修辞”含义的界定，修辞是传统意义上的说服艺术，还

是旨在促成有效交流的方式？该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应如何看待科学交流与修辞的关系。Davis坚

持认为科学话语的核心是科学而非话语，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存在可取之处，但并不赞同他对传统修

辞与说服艺术的抵触。修辞以说服为重心，Burke（1969）提出的“认同”概念占据了修辞研究的重

要地位，但他同时表示认同观是为了补充而非替代说服观。Grinnell（1999）对 Davis的观点也提出

质疑，认为 Davis所划的修辞与公开辩论之间的明确界限在科学文章中并不存在；科学论文不是科

学实验的过程，而是实验过程的“宣布”（announcement）。

（二）修辞对科学的影响

当代科学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佩拉（Marcello Pera）认为，“修辞学进入科学领域并不是像反方

法论者或者非理性主义者那样要彻底摧毁传统科学的两根支柱，而是要为真理与表述、认识与信

念、客观性与非理性之间存在的矛盾提供一种解决方法，……从而挽救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

（成素梅、李宏强，2004, p. 20）。佩拉所欲建构的是修辞学对科学的“补充”甚至“拯救”关系，

该目标的合理性在于科学成果需要通过话语和图像等修辞途径公诸于世，困难在于科学在人类认知

中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证实度，任何撼动科学之科学性的行为都将受到质疑与挑战，即使科学从伊

始就以修辞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

“建构科学”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其中最关键的是科学本身的科学性，即对绝对现实的反映与

阐释程度，程度愈深入，科学性愈高，有关该事物的科学本质愈坚定，但是具有绝对性质的科学占

据科学研究的少数，多数是带有建构色彩的“科学现实”。即使现在被视为绝对现实的“日心说”

也经历了曲折的建构过程。哥白尼发现地球运转规律并提出“日心说”伊始遭到公众谴责和宗教迫

害，彼时“地心说”是被宗教与统治阶级建构出的“科学现实”进而被社会公众视为绝对现实。政

治、宗教、社会阶级等因素皆可影响甚至决定科学走向，隐藏其后的不平等修辞权力是致使有些科

学逐渐偏离正轨的主因，更进一步来看，政治、宗教、社会阶级等因素导致了修辞权力的不平等，

而不平衡的修辞权力若落于不遵循科学精神的修辞者手中，将不可避免地使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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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推崇，修辞是推崇的途径，而话语权与其他类型的权力则为目的。

本研究并非提倡“修辞决定论”并否认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而是从科学中抽离其所携带的修

辞特质，为全面看待科学和科学发展提供可能的视角。虽然科学具有修辞性和建构性，但是科学本

身仍是客观性和科学性最为显著的知识体系之一，在当前的人类智力范围内，科学的说服力依旧占

据高位，而科学的修辞性与建构性主要依托于对某些现象与原理的选择性呈现与阐释，以及对它们

的呈现方式与阐释方式。如果被视为圭臬的科学亦能通过修辞得以建构，那么其他真实性难以得到

证实甚至转瞬即逝的事物与事件就更有可能被重塑，长此以往，修辞的建构功能已浸润至社会生活

的各个角落。

二、政治的修辞建构

修辞通过象征符号参与建构民众的国家认同，这也是修辞参与社会建构的重要内容。民众以修

辞为切入口，与其他人形成联结并组成共同体，并最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共同体中的成员接受

先前修辞的影响并巩固现有修辞，还将依据政治环境产出新的修辞。

（一）修辞与国家认同

“国家”是一种政治象征，民众通过对象征符号的认知与接受聚集并团结起来。政治象征以国

家为中心，不断形成更多符号，逐渐被根植于民众认知，演变为稳定的认知底色。社会现实在时代

更迭中被一个个象征所建构，作为政治象征的修辞推动塑造出一个个政治实体和政治现实。国家作

为政治象征的典型代表，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淘洗，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为人类发展提供

庇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划了人类的演进形态。

引导公众树立国家认同意识是修辞在政治场域中的任务之一。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需要

能够说服人、掌握群众的国家与国家制度的理论建构”（林尚立，2013, p.45）。理论本身的合理性

与可信性是其说服力的来源，而将理论传达给公众并获得支持，则须以说服性的修辞为路径。张媛

（2025）以《民族画报》为例，发现其封面图片采用了不同的视觉框架和修辞策略，引导少数民族

在图像的共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修辞者“通过有效的话语表述模式，激发受众对国家认

同的心理需求，建构起公众之间可共享的国家认同所需要的共有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

（鞠玉梅，2021, p.55），进而突破个体间的割裂，以共同性唤起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自此，

修辞对政治局势的擘画和对社会事实的建构作用达到一定高度，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影响国家的稳定

与发展。

（二）修辞与想象的共同体

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伟大产物，它通过看不见的手将数量庞大的人和国家联合成一个凝聚力极强

的团体，逐渐衍生出自洽能力，能够和平处理内部矛盾并抵抗外部干扰，其中“想象”的力量不容

忽视。Benedict Anderson 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中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认为国家是

一个具有固有限制性和独立性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显示出人类在形成现代社会形态

的过程中，通过“想象”的力量建立政治共同体，进而演化成生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此处的“想象”指在自身认知基础上衍生出的对事物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进行的抽象认识，想

象力的核心是联系与抽象的能力。在群体社会中，成员对共同目标的渴求构成一种想象，相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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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隐性依附关系，而后将这种依附关系显化为制度、规则、传统等表现形态，政治在这些表现

形态中影响力最大，对社会及个人的发展产生直接作用。政治所具有的想象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

了其或然性，即政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大众的想象发生变化。或然性意味着可辩与可变，在

辩中求变，才能不断优化策略，将对政治想象的建构与现实接轨，找到符合当下现实情境的最佳发

展路线。辩什么和如何辩的问题在根本上属于修辞问题，政治修辞推动建构政治想象和政治实体，

进而建构社会现实。

如何看待修辞与想象的关系？有话语的地方就有修辞。根据大修辞观，修辞是语言发挥作用的

路径，是人类通过语言触碰世界的渠道。凡是经过“语言化”的事物都带有修辞性质，人们通过修

辞认识世界并建构认知体系，亦通过修辞推动建构和改变他人的认知体系，而认知体系的本质就是

想象与现实的一系列交织。如果修辞能够催生并阐释或然性，则能够重新编织想象和认知，建构新

的现实。政治修辞正是以这种形式，在社会现实和人类理性的基础上建构出新的社会现实。我们通

过修辞建构出获得普遍承认的现实，从中获得与自身相关的现实并用以指导行动。刘亚猛曾言：

“（修辞）在保证国家根本体质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实力’

（soft power）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旺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亚猛，2004,

p. 3）在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庞大的政治系统中，修辞成为维系关系的支撑性渠道之一。

三、社会认知的修辞建构

存在与阐释是两个维度，存在是否能够被阐释，或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被阐释，都是没有确切答

案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修辞是人类接受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亦是阐释存在的话语路径。修辞者

如何阐释存在影响着受众如何认识与理解存在，即使修辞者自身对某一存在的认识并不客观甚至虚

假，但其对修辞的调用和设计却有可能使受众坚信该存在的真实性。受众在接受修辞者的阐释之后

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采取行动，即使采取行动的时间和情境并非即时即刻，但是修辞者及其阐释已

在有行动能力的受众认知中产生潜在影响，为受众的后续行为提供滋养，此时新的社会现实或者社

会存在被建构，而新的修辞阐释即将开始。总而观之，修辞参与社会建构的态势是多层次的。从物

质层面看，修辞推动社会具体现实存在的形态改变；从抽象层面上看，修辞影响公众的认知、情

感、信念等，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公共道德起塑造作用。

（一）修辞与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

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公共政策的制定等与修辞有关。公共政策“既是修辞行为的建构目

标，也是修辞行为的建构结果”（刘涛，2022），它充当修辞力量和物质力量之间的媒介（Robert,

2010），周旋于抽象概念与客观事实之间，将修辞融入到社会建构过程的初始与基础阶段，使其在

社会现实中悄无声息而又无处不在地产生影响。Frawley（2018）在分析英国社会的幸福问题

（happiness problem）时指出，幸福问题之所以能够被成功制度化，修辞领域中的叙事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Monahan和 Best（2023）指出，“时间”本身就是观点制定者用来进行劝说的修辞方式，

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与时间有关的表达方式得到解决，或看似得到解决。例如，节日的制定可以产生

广泛的社会影响，具体表现是能够塑造公众认知，巩固文化传统，甚或促进消费等。

修辞的内核是说服，没有明确目标指向的话语不能被称为修辞。修辞者以取效为目的对受众展

开修辞实践，“修辞者一旦调用各方可资利用的符号资源，就有可能影响受众的认知并进而改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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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鞠玉梅，2021, p. 55），受众的认知和行为又将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在历史中不乏通过修辞

影响受众进而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例如，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于 1963发表了题为

“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该演讲作为一场融合民权运动背景的修辞事件，促使联邦政府采取更直

接的行动以更充分地实现民族平等，用“最雄辩、最诗意、最不加掩饰的”修辞话语推动了合法消

除种族隔离。潜藏于事件背后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乃至个人因素等共同构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

同时修辞提升了事件发生的概率或加速了其进程，直接参与塑造历史和社会现实。

（二）修辞与公众认知和公众价值观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从一种被决定的力量逐渐解放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林尚

立，2013）。修辞改变那些能够改变社会的人，继而改变社会。人的“媒介作用”不仅体现于身体

行动，还体现于认知。对某个事物采取的修辞描述方式塑造或影响着受众对该事物的看法。Gelman

（2003）指出，一旦某个名词被用来描述一个人或现实，它就会实质化（essentialize）其所描述的

内容，从而构建出存在于其指涉之外的实体或特征。这些“实体”与“特征”被人们嵌入认知并将

其视为现实，继而有可能真正地改变现实，建构出新的社会形态。对于修辞与公众认知的关系，

Lippmann（1998）在《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指出，现实世界过于复杂庞大，我们只

能通过一种更为简化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进而才能对其做出行为上的反应。修辞是一种“简化世

界”的方式，挑选信息、组织信息、传递信息等一系列与现实世界接触与疏离的行为，皆是修辞参

与构建公众认知的方式。我们或可认为，公众所接受的信息是经过修辞化处理的信息。修辞是公众

认识世界的渠道，脱离修辞，我们将陷于混沌无序的信息世界，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独特世界观与价

值观，而经过修辞的筛选，公众的认知框架能够得以逐渐成型和稳固。

修辞对公众认知的影响还体现于公众的价值观。早在 1987年，Condit就指出公共道德（public

morality）可以通过修辞加以建构，给出了建构过程中所需要的修辞观点，甚至认为“没有修辞来产

生与维持道德，人类生命将受到更加严重的削弱”（Michelle, 1987）。“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生

成，都离不开话语符号的支配和操控”（马忠、达雅楠，2020），价值观念生成过程中，修辞充当

价值观的传递者与受众之间的渠道，而传递者是否能用符合修辞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s）的修辞

表达来说服受众，则直接关系到价值观念的接受效果甚至存亡。例如，生态环保理念的传播和普及

并非理所当然，需要修辞充当媒介，促使生态环保理念在增长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语境中占据一席

之地。

（三）修辞与知识生产

修辞参与生产“知识”，公共修辞是“通往公共知识生产的修辞实践”（刘涛，2022）。科学

修辞即为一种修辞参与生产知识的实践。“近代以来西学的特点往往是原理要超越经验”，因此衍

生出原理性的知识形态，这种形态更接近于本文先前讨论的“科学”内容，修辞在知识传播中担当

工具性角色，而“中国过去的知识一般更多是经验的归纳”，属于“经验形态知识”（韩震，

2021），该知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修辞影响更为明显。经验性知识因为缺少能够简化的核

心原理，又甚少有人能够在一开始就完全吸收他人传授的经验，因此知识的传播与普及需要知识持

有人化身为修辞者并诉诸修辞努力，使知识被受众接受并在社会中流通，成为公共知识。经验性知

识形态在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赋予了中国社会注重总结与哲思的特色，修辞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始

终参与着中国特色社会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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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关系的修辞建构

国家间的交流背后潜藏巨大的利益和对国家长远的影响，也形塑了国家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力。修辞与经济交往、政治关系、文化沟通、历史发展趋势等配合，逐渐缔造出复杂的国际关系图

景。

（一）国际关系的建构属性

国际交往是修辞发挥作用的场域之一，作为修辞者的国家通过影响受众的观念和行为，可改变

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甚至人类行为准则。有学者（如李克、朱虹宇，2022；赵玉倩、杨明

星，2022）阐述了修辞在国家对外交往中发挥作用，是影响国际关系走向的因素。在社交媒体发达

的当今社会，外交动态易被公众知悉，外交修辞也更易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反馈。相关研究尤其国内

研究多关注具体类型的外交修辞如视觉修辞（杨明星、李莹莹，2023）和隐喻（张巨岩、巩昕崸、

宋婧，2010），部分研究从语用论辩视角揭示不同国家外交话语中的论辩和修辞策略。

国际关系的建立、维持或补救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关系的建构，国际利益的损失与获取亦是关系

性的建构，因此修辞的建构属性在外交场域可被视为塑造有效修辞的关键。无法适当运用修辞的建

构属性将浪费修辞资源，产出无效修辞，导致国际交往中的“自说自话”现象。中国在外交场域中

不断提出新概念与新倡议，对其传播并促使其在受众中取效离不开恰当的修辞理论与可行的修辞策

略。例如，共情修辞理论在修辞目的的确立、修辞话语内容的设计、修辞话语的呈现三个方面可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具体实践路径上的启示（李克、朱虹宇，2022），有益于加快

新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流通和接受，并推动建构国际社会的新现实，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之

下各国产生的归属感、合作倾向、和平意识与团结力等。

（二）外交修辞的建构属性

修辞在有效建构理想化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有可能推翻某些既有现实，建立“虚假现实”。美

国宣传其“普世价值”时，运用政治修辞“把特殊性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共同遵循，把局部认知描

绘为代表全人类理想的价值幻象”（马忠、达雅楠，2020, p. 51），这种具有政治蛊惑力的修辞试图

使受众接受虚假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修辞者的不正当目的。詹全旺和王志宏（2022）通过修辞分析

揭示了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方代表采用诉诸同情、诉诸后果、排比等策略，违反了自由规则、

举证责任规则、关联规则、未表达前提规则与论证图式规则，故意产生论辩谬误，带来修辞失效。

学者们以修辞的建构作用为研究落脚点，推动我们透过诡辩的外壳直抵事件内核。历史虚无主义的

出现和流行同样是居心叵测的修辞者利用修辞的建构功能精心塑造的结果，他们“依循叙事的模式

化情节，重构历史记忆，解构共同体的整体认同，意欲达到其预设的政治目的”（范映渊，2016, p.

95），而认清这一修辞群体的建构手段是消解其建构结果的前提。

当前充斥于国际社会的有关“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的“陷阱话

语”暗含了“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指向，试图凭空建立国强必霸、持续性发展受阻、公信力缺

失的逻辑（薛钧君，2019）。这些修辞目的一旦达成，将对中国发展带来直接阻力。用修辞的建构

性剖析这些话语背后的修辞逻辑、现实逻辑、历史逻辑，就有可能戳穿“陷阱话语”的泡沫，反击

来自外界尤其守成大国的诋毁。此外，西方话语霸权作为一种扭曲的修辞产物，“垄断了政治议题

设置权和政治议程主导权，垄断了自由、民族、人权等政治范畴的定义权，垄断了不同社会制度、

政党模式和政治体制是非优劣的评判权”（陈曙光，2020, p. 37），若一元化和霸权化的修辞广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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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于国际交往并发挥建构能力，将为中国或其它非西方国家带来难以想象的发声困难，导致修辞中

的“政治现实”与“社会现实”和真正的政治现实与社会现实相距甚远，使人类社会背离追求真理

的历史发展方向。

剖析修辞的建构属性，深刻认知偏向客观中立的修辞现象或一元化的修辞霸权现象，对于中国

外交修辞有关键意义。中国作为受众面对其他国家的修辞行为时，以修辞的建构属性为视角，解构

修辞者的行为，寻求国际关系与国家利益的平衡点。例如，面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当宣传甚至污

蔑，中国受众可从建构视角出发，剖析国外媒体如何从零开始堆砌和搭建材料，逐步建构出“中国

形象”，进而瓦解不合理的建构和描述。我们倡导以修辞为强有力的外交手段，对外传递真实的追

求和平的中国外交理念，使其服务于中国外交的同时，打造一个覆盖所有国家外交和国际关系的修

辞分析与实践的切入点。

五、结语

修辞过程是一个建构过程。修辞者通过修辞表达，在受众的认知框架中注入新信息，促使受众

在新信息的刺激下建构新的认知框架，产生暂时或持续的行动。从社会建构的视角看，修辞是建构

社会现实、改变社会运行的步骤。修辞在自身的建构性质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建构社会能力，潜移

默化地影响人们认识和改变社会的方式。修辞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影响社会发展。福山指出，“人类

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所有的具体事件变得皆可理解”（福山，2014），这对人类的认知水平、科技

水平和修辞水平提出要求。当前社会中，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促使人们认知水平不断提升，视野日益

开阔，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揭开了部分关于世界乃至宇宙的真相。相比而言，修辞水平的进步并不

明显。本研究认为，充分认识修辞的社会建构功能并具备一定的修辞能力，将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建

构和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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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海外形象的自我构建

——基于语料库的《华为 2023年年报》英译本研究

周宇健（Zhou Yujian）1

摘要：企业海外形象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其中企业文本翻译是形象自塑

的重要媒介。基于费尔克劳夫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结合语料库方法，从高频词、关键

词、情态动词应用的角度，本文分析《华为 2023年年报》英译本的语言特征以及企业

形象特征，发现华为年报英译本塑造了科技化、务实化与亲和化的企业形象，但同时也

呈现出民族中心主义、排他性与权力叙事等负面特征。本文通过分析译本中企业海外形

象的建构，批判地看待翻译对企业形象地塑造，以期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提供理论依

据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华为 2023 年年报》英译；企业海外形象；批评话语分析；形象自塑

Title: Self-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 Overseas Image: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uawei’s 2023 Annual Report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rporate overseas image is a complex process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ere the translation of corporate texts serves as a crucial medium for

self-image projection. Grounded in Norman Fairclough’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mploying corpus-based method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corresponding corporate im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uawei’s 2023

Annual Report, with a focus on high-frequency words, keywords, and the use of modal verb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uawei’s annual report projects an imag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pragmatism, and approachability, while simultaneously exhibiting traits

of ethnocentrism, exclusivity and power-narrativ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ranslated texts in shaping corporate overseas image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pursu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uawei’s 2023 Annual Report；corporate oversea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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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self-construction

企业形象是外部主体对企业的整体认知与评价，涵盖价值观、文化认同及社会责任等多个维

度，可分为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胡开宝、盛丹丹，2020）。其中，自塑形象指企业通过语言符

号、视觉符号及行为实践主动建构的组织形象，包括媒体营销、广告投放、公开演讲和文本宣传

等。《华为 2023年年报》1系统呈现了企业在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业务发展、创新研发、市场分

析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年度进展。作为企业国际化战略和企业海外形象自塑的重要实践，《年

报》英译本不仅是海外受众了解华为的重要媒介，更是企业主动建构海外形象的关键举措。关于华

为企业形象研究，学者较少关注基于译本的企业形象自塑机制。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费尔克劳夫

（Norman 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结合语料库方法，从高频词、关键词、情态动词及索

引行等维度，系统分析《华为 2023年年报》英译本的话语特征及其形象建构策略。研究旨在揭示译

本在企业海外形象塑造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为中国走向企业国际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一、文献回顾

学界普遍认为，企业形象的概念诞生于 20世纪初期。在心理学研究中，企业形象包括公众的总

体评价，也代表公众提到公司名称时的混合、强烈或微弱的情绪反应（Fombrun, 1996）。根据陈尧

坤和陈毅文（1999）对企业形象的研究历史回顾，这一领域的热点和趋势正在向企业形象的动态性

和复杂性转移。刘志林等（2003）发现，企业形象的构成要素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产品形象、员工

形象、企业家形象、环境形象、文化形象、标识形象等。近年来，话语分析用于企业形象研究开始

兴起。其中，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强调了视觉和听觉元素在企业形象构建中的作用。在对一则企业

形象电视广告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中，姚银燕和陈晓燕（2013）阐释了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在企业形

象构建中的作用，这些研究展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在理解和评估企业形象传播效果方面的潜力。近

年来，华为积极与来自各国的公众互动，利用新媒体平台传递品牌理念，推广产品及服务，塑造积

极的企业形象（陈曦，2023）。然而，学者发现在华为企业形象在国外的他塑有着显著的态度差

异。在美国，由于政治因素等影响，华为被塑造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科技生产者和竞争者（左铭

瑶，2019）、“新兴的科技巨头”“‘激进的’行业竞争者”“国有/国控的‘傀儡’”和“巨大威

胁”（张鹏、侯福莉，2023）。

胡开宝和盛丹丹（2020）的研究表明，学界多聚焦于企业形象的理论建构与宏观层面的探讨，

或偏重于他塑形象的研究，而基于文本分析的企业自塑形象探讨则相对匮乏，至于翻译与本土企业

形象建构的研究则更是稀缺。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翻译与形象构建关联性（闫晓珊、蓝红

军，2021），主要针对翻译与中国形象的研究（胡开宝、田绪军，2018）。对于英译本中企业形象

1 以下简称“《2023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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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胡开宝和盛丹丹（2020）描写了《华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2008—2017）英译文本的

语言特征及其所塑造的公司形象，探讨了这一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借鉴其研究切入点并考虑

外部对华为企业的评价，本文将展开以下分析：在《2023年报》英译本中，华为公司自塑了怎样的

企业形象？背后有何意识形态因素？有何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 LancsBox 6.0和WordSmith8.0构建《2023年报》语料库并以此为研究平台，该语料

库收录了《2023年报》英译，共 90268字符。其中，类符为 7849、形符为 86238。

（一）理论框架

费尔克劳夫在 1989年提出，话语分析应当探讨语言与权力及支配等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揭示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语言在个体和社会身份构建中的作用，并阐明统治阶级如何利用语

言实施意识形态控制，以维护其权力地位（Fairclough, 1989, p.126）。他认为，话语研究主要分三

步：第一步是描写，亦称“文本实践”，即使用特定的语言分析工具来探索话语的语言形式，深入

挖掘其中的内涵；第二步是阐释，也称“话语实践”，分析话语的产生、传播和接受方式；第三步

是解释，也被称为“社会实践”，通过话语的社会属性解释前两个步骤的分析成果（Fairclough,

1989, p.141）。文本实践是对文本的词汇、语句和语篇进行语言特征描写，这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话语实践则侧重于话语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阐释文本与话语之间的关系。社会实践则是将话

语置于权利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中讨论，解释话语的产生、传播和接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另

外，话语分析还涉及到话语的社会文化内容、意识形态特征、以及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下被理解和接受（Kenzhekanova, 2015）。因此，研究者不仅需要分析话语本身，还要考虑话语所处

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这一环境如何影响话语的接受和解读（Kitaeva & Ozerova, 2019）。

（二）研究步骤

根据上述的费式三维分析框架，本研究从文本实践、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剖析《年

报》英译本所塑造的企业形象，并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以及形象塑造的意义。首先，本研

究从高频词、关键词和情态动词入手，与《苹果年报》进行对比，并对《华为年报》英译本进行文

本实践分析，讨论文本中塑造的企业形象。在研究中，高频词主要分为高频名词、高频动词和高频

形容词。另外，本研究还随机选取并分析《年报》英译本中高频词和关键词所在的索引行，以此在

语境中深入分析华为公司的企业形象。其次，本研究对《年报》英译本进行话语实践分析，进而从

多模态的角度阐释话语实践过程，揭示话语生产、分配、消费对华为形象塑造的意义。最后，本研

究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分析《年报》英译本所塑造的华为企业形象的社会意义，揭示《年报》背后与

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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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与讨论分析

（一）文本实践分析

文本实践分析基于系统功能语法，重点关注词汇、语法、衔接和篇章结构对文本的塑造，厘清

文本与语境的关系（Fairclough, 1992, p.98）。这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步骤，涉及对文本的语言特

征进行语境化考察。本研究主要通过高频词、关键词和情态动词进行文本语境化分析。企业形象的

塑造依赖于文本的语境，即语义韵。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是节点词受前后搭配词的语义浸染

而产生的一种连续语义氛围（Louw, 1993），因此词汇搭配、语境化分析、语义韵分析对华为企业

形象构建具有深刻的话语政治意义。

1.高频词

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由于高频词在语言交际中的复现效应，其通常被存储于大脑的长时记忆

系统中，主要分布于海马体及前额叶皮层等深层认知结构区域，这一神经机制使得其在语言识别过

程中能够实现快速激活（Rugg & Doyle, 1992）。因此，企业文本中的高频词分布特征对受众的企业

形象认知建构具有深刻影响。本研究通过语料库统计分析，主要聚焦于动词、名词、形容词（含副

词）实词范畴的高频词研究。

（1）高频动词与华为企业形象

经过数据清理后，《年报》英译本高频动词的词频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高频动词词频表

排序
《华为 2023年年报》英译

高频动词 频次 频率（%）

1
is 573 0.66%

are 523 0.60%

2
have 344 0.40%

has 344 0.40%
3 build 166 0.19%
4 computing 158 0.18%
5 help 148 0.17%
6 be 122 0.14%
7 support 111 0.13%
8 provide 110 0.13%

9 recognized 107 0.12%

10 use 99 0.11%

11 helped 99 0.11%

12 control 97 0.11%

13 worked 92 0.11%

14 continued 87 0.10%

15 improve 8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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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raining 83 0.10%

17 risk 83 0.10%

18 launched 76 0.09%

19 drive 73 0.08%

20 continue 62 0.07%

胡开宝与盛丹丹的研究指出，《华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英译本中高频使用“support”

“help”和“provide”等动词，塑造了积极正面的企业形象（胡开宝、盛丹丹，2020）。本研究在

《2023年报》英译本中也观察到类似的语言特征，这些动词的高频出现凸显了华为致力于社会服务

的企业理念，传递出积极的企业价值观。其中，“build”一词的使用凸显了企业务实进取的特质；

“computing”作为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同样被纳入动词范畴进行分析，其高频使用反映了华为对

计算技术与信息处理的高度重视，这也正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领域；“helped”体现出企业的公益伦

理取向，折射出企业对“互帮互助”价值观的具身化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词具有明确的语

义指向性，其后接宾语多为具体的工作内容，体现了企业务实的工作作风。

为深入探讨华为企业形象的文本建构特征，本研究选取“build”“help”和“provide”作为索

引，通过随机抽样方法提取相关索引行，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build、help和provide的部分索引

排序 索引行（前） 检索项 索引行（后）

1 digital leadership, helping young people to

build

digital skills, and up skilling ICT
2 our carrier,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customers ubiquitous optical networks

3 We have also worked with our partners to a prosperous Harmony OS ecosystem
4 with our global customers and partners, we

want to a leading computing backbone

5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o

help

more rural migrant workers find employment
6 with technology we use advanced ICT solutions

to industries reduce their carbon emissions

7 which offer practical advice and references that industries make the most of intelligence.
8 the CraftArts hardware development pipeline to industries go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9 those for large low-carbon data centers, will

use

green energy to provide more eco-friendly

10 We have also continued to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11 energy efficiency. Energy producers can Huawei solutions to benefit from energy
12 reskilling and upskilling necessary to build and the net-zero technologies required to meet

从上表可知，“build”“help”“use”等动词在文本中呈现出显著的高频特征。通过观察其索

引行及搭配模式，我们可以勾勒出华为企业形象的多个维度：其一，在利益相关者层面，文本展现

出广泛的主体关照，其服务对象涵盖合作伙伴（partners）、终端客户（customers）及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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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people）等多元群体；其二，在业务领域层面，高频凸显数字化（digital）、智能化

（ intelligence）、计算科学（ computing）等核心业务，特别是对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

（Harmony OS）的重点推介；其三，在可持续发展层面，文本通过高频动作动词“help”的及物性

选择“reduce carbon emissions”、“help rural migrant workers find employment”，构建了企业双重

社会责任图景，即环境治理实践与民生保障承诺。从话语建构的角度来看，这些动词的高频使用及

其典型搭配，在文本上传递了华为在绿色发展、创新驱动、责任担当等方面的企业理念，塑造了一

个务实进取、注重环保、重视科技、关心社会的现代企业形象。

（2）高频名词与华为企业形象

经过数据清理后，《2023年报》英译本的高频名词的词频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高频名词词频表

排序
《2023年报》英译

高频名词 频次 频率（%）

1 Huawei 907 1.04%
2 development 287 0.33%
3 cloud 270 0.31%
4 management 261 0.30%
5 services 256 0.29%
6 industry 256 0.29%
7 data 247 0.28%
8 security 240 0.28%
9 customers 224 0.26%
10 network 219 0.25%
11 group 210 0.24%
12 power 207 0.24%
13 partners 206 0.24
14 world 191 0.22%
15 service 176 0.20%
16 solutions 174 0.20%
17 AI 169 0.19%
18 value 161 0.19%
19 products 161 0.19%
20 assets 160 0.18%

上表高频名词集群塑造的华为企业形象如下：其一，核心名词集群建构企业技术权威形象，包

括技术本体（cloud、network、AI、data）、技术能力（development、solutions、products）和技术控

制（management、power）。在语义网络中，“development—solutions—products”体现出技术价值

链，激活读者“创新—转化—产出”的认知图式。相比更中性的 capability，power的选用暗含技术

威权与权力的倾向，需警惕西方读者的负面解读。其二，核心名词集群塑造全球伙伴形象，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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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泛化（we、 group）、搭建关系网络（ customers、 partners、 industry）、企业空间拓展

（world）。其三，核心名词集群呈现责任担当形象，体现在安全承诺（security）、价值主张

（value）、服务导向（services）。这些名词都体现着文本去政治化的倾向。

为深入探究企业形象的话语建构特征，本研究选“Huawei”“development”及“services”作为

索引，通过随机抽样方法提取相关索引行，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2023年报》英译中Huawei、development和services的部分索引

排序 索引行（前） 检索项 索引行（后）

1 in the field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Huawei

worked with Chinese carriers to build

2 The goal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to
make the most trusted supplier and partner

3 contributor of IP rules, as well as an
innovator invests heavily into IP protection

4 With a focus on foundational software, has launched more than 10 influential
5 innovation in new applications for

business. AI

development

has evolved from customization on

6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will
continue to be major trends moving forward.

7 We are committed to driving healthy
industry and creating value for our

8 We have also expanded our talent program –Seeds for the Future –to

9 reliable, secure, trustworthy, and
sustainable cloud

services

. Huawei Cloud also actively innovated

10 in affected areas could access critical
network . In Pakistan, we worked together with

11 communities, giving residents access to
telemedicine through broadband networks and

12 allow us to provide higher-quality
products and for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从上表可知，《 2023 年报》英译本在人称指称策略上呈现出显著特征。高频名词

“Huawei”“development”和“services”及其搭配模式共同构建了多元化的企业形象：首先，作为

技术创新引领者，其角色定位涵盖智能汽车制造商（automobile manufacturing）、基础软件开发商

（foundational software）及知识产权贡献者（contributor of IP rules）等多重身份；其次，在发展主题

层面，聚焦人工智能（AI）、低碳转型（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及远程医疗（ telemedicine

services）等前沿领域；再次，在发展策略维度，强调健康发展（healthy industry）、企业价值创造

（creating value）及“未来种子”人才计划（Seeds for the Future）等核心要素；最后，在服务模式

方面，呈现出云端化（Huawei cloud）、网络化（network services）及远程化（telemedicine）的显著

特征，体现了企业积极拓展服务领域与国际化视野的战略布局。

2.关键词

关键词或主题词是指“与参照库相比，出现频率远超常态的词汇”（Scott & Tribble, 2007）。

关键词能够帮助有效地提炼和概括文本的核心内容，使读者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握文本的主题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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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些词汇不仅体现了文本生产者对特定概念的关注程度，同时也折射出其深层的意识形态与价

值取向，从而在文本层面建构了特定的主体形象。因此，关键词分析具有双重功能：既参与企业形

象的话语建构，又反映已建构的企业形象特征。

根据 Swales（1990）的话语共同体理论（discourse community），同一领域的组织会形成共享

的“语篇惯例”（discursive conventions）。思科(Cisco）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

与华为同属 ICT基础设施核心供应商。在构建关键词表时，本研究使用 WordSmith 8.0，以《华为

2023年年报》英译和《思科 2023年年报》（Cisco Annual Report 2023）相互为参照，关键性居于前

20的关键词如表 5所示。

表 5关键词表1

《华为 2023年年报》英译 《思科 2023年年报》

关键词 BIC2 关键词 BIC

1 HUAWEI 153.48 AI 1,123.52

2 DIGITAL 69.46 THREAT 134.47

3 INTELLIGENT 62.73 SECURITY 113.70

4 INDUSTRY 35.09 ATTACKERS 81.36

5 OUR 32.79 RESERVED 78.39

6 CLOUD 29.32 LLMS 76.48

7 POWER 26.18 ATTACKS 65.35

8 PARTNERS 26.00 MALICIOUS 63.84

9 CONTRACT 24.73 AFFILIATES 63.84

10 VALUE 17.82 DATASETS 61.82

11 CARRIERS 16.91 ARTICLES 47.16

12 TRANSFORMATION 16.36 EXTRACTION 47.16

13 ICT 14.00 PROMPTS 47.16

14 GROUP 13.86 ACTORS 47.16

15 ENERGY 13.63 SAFETY 42.53

16 SERVICE 13.08 PROMPT 42.28

17 BUILD 11.38 SENSITIVE 38.59

18 NETWORK 11.24 UK 37.39

19 MANAGEMENT 10.78 GUARDRAILS 37.39

20 PRODUCTS 10.53 DEVELOPMENTS 34.23

观察华为的关键词可以看出，《2023 年报》英译本使用“DIGITAL”“ INTELLIGENT”

“CLOUD”“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等核心词汇通过构建“数字-智

能-云”的技术语义场（semantic field）。Richard Grandy（2012）认为，语义场是由一组在意义上相

1 由于数据较长，因此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 BIC是一种基于贝叶斯统计的模型选择指标，用于评估关键词的统计显著性。其核心作用是在控制模型复杂度的前

提下，比较不同词汇作为关键词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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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联的词汇构成的系统，这些词汇围绕特定主题，语义场是由一组在意义上相互关联的词汇构成

的系统，这些词汇围绕特定主题形成层级化网络。通过分析语义场中词汇的使用，文本的意识形态

倾向能够得以揭示（Fairclough, 1992）。《2023年报》英译本通过语义场控制，将华为企业定位为

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架构者。另外，相比思科的核心词汇“AI”“POWER”的选用进一步激活“技术

赋能”的隐喻，以塑造技术领导力形象。但是在后现代英文语境内，“POWER”（权力）容易引发

对技术殖民和技术伦理的焦虑，例如“China’s soft power...”“Local governments will be granted more

power over SOE reform...”等，一文中这些论述也与外媒的“国有/国控的‘傀儡’”和“巨大威

胁”等负面评价形成互文。因此，需警惕“POWER”可能触发目的语的技术霸权的解读，笔者建议

增译“COLLABORATIVE”等平衡词消解文本中的权力。

其二，《 2023 年报》英译本通过搭建“ PARTNERS”（例如“We are also sharing these

capabilities with our suppliers, Channel partners, and other partners ” ） “ CARRIERS ” （ 例 如

“...wireless solution, which helps carriers strike the optimal balance...”）“GROUP”（例如“...to the

extent of the Group’s interest in the investee...”）等关系词汇网络，从而构建多方合作者形象。其中，

“OUR”体现主体泛化策略，但同时其模糊指代掩盖具体利益相关方，例如“...we must have our

long-term development goals in mind...”，因此可能招来虚假包容性的质疑，而 PARTNERS的高显著

性可部分弥补此缺陷。因此，在翻译时，可选择性地增译具体利益相关方，明确指出涉及的主体范

围。

另外，该译本基于“VALUE”（例如“ ...at fair value...”）“ENERGY”（例如“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 “ TRANSFORMATION”（ 例 如 “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all industries...”）等价值词汇，在译本中传递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就“intelligent”

这一关键词而言，其在电子通信行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是提升服务质量（service quality

enhancement）和技术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关键驱动力，更是增强企业竞争力

（competitiveness enhancement）和实现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核心要素。随着技

术迭代和应用深化，智能化正在重塑电子通信行业的生态格局。在华为年报英译本中，

“intelligent”的高关键性（high keyness）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企业发展战略核心的地位。

基于关键词对比分析发现，两份年报呈现出显著差异。《华为 2023年年报》的核心关键词

“HUAWEI”彰显品牌中心主义特征，与“BUILD”“PRODUCTS”等词汇共同构建了“研发-生

产”的技术实践叙事框架。相较而言，《思科 2023年年报》以“AI”作为主导关键词，其突出的

BIC值表明文本呈现技术物化倾向，将人工智能塑造为独立行为主体，并着重探讨其伦理风险。该

文本中“THREAT”与“SECURITY”等关键词的显著分布，折射出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技术安全

焦虑，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缘政治议题（“UK”关键词的高频出现即为明证）。本研究创新性地

发现，与既有研究结论（胡开宝、盛丹丹，2020）相异，《2023年报》通过三重话语策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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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关系包容性和价值普适性，成功塑造了去政治化、超地缘化的技术供应商形象，这一建构

路径与西方企业形成鲜明对比。

2.情态动词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韩礼德将情态动词划分为三个量值：低值、中值和高值（Halliday,

2000, p. 6）。这种分类体系为分析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态度立场以及人际关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

分析框架。具体而言，高值情态动词（如 shall、must）通常表达强烈的义务或确定性，体现说话者

的强制语气；中值情态动词（如 will、would）则呈现相对平衡的语义特征，既非绝对肯定也非完全

否定；而低值情态动词（如 may、might）多用于表达推测、建议或较低的可能性，体现较为委婉的

语气。

本研究统计的《2023年报》英译本中情态动词的使用情况如表 6所示。

表 6：《2023年报》英译本的情态动词统计表

情态动词 频数/频率（每万字）

高量值 情态动词

must 14/1.62

need 35/4.06

ought to 0

have to 0

has to 0

had to 0

can’t 0

couldn’t 0

shouldn’t 0

小计 49/5.68

中量值 情态动词

will 246/28.53

would 8/0.93

shall 4/0.46

should 8/0.93

won’t 0

wouldn’t 0

小计 266/30.85

低量值 情态动词

can 133/15.42

could 13/1.51

may 37/4.29

might 1/0.12

needn’t 0

小计 184/21.34

总计 499/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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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可知，《2023年报》英译本中共使用 499次情态动词，频率为每万字 57.87次。其

中，高量值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这种分布特征有助于构建语气委婉的企业形象。值得注

意的是，中量值情态动词“will”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其他情态动词，达到每万字 28.53次。通过平

行语料库对比分析发现，英译本中大量保留了汉语原文中“将”的对应表达，如“我们将坚持……

为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被译为“We will create greater value for our customers and society

by...”。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理论，will具有双重语义特征：既表达将来时间概念，又承载情态意义，

后者包括预测、意愿和能力等语义维度（张楚楚，2009）。在具体语境中，will还可传递说话者的

情感态度，如坚持、决心和期望等（Robinson & Haegeman, 1979）。这种语义特征使其在表达承诺

或义务时具有独特的话语功能，能够有效传达说话者的意图和能力。在《2023年报》英译本中，

“will”的高频使用既体现了对原文的忠实，又通过话语策略传达了企业面向未来的坚定立场、发展

意愿和战略决心，如“Huawei will delve deeper into industry digitalization”等表述。从语用效果来

看，中量值情态动词的适度使用有助于在表达请求或意愿时保持礼貌和温和，使说话者在展现决心

的同时，也能维持谦逊和尊重的态度。这种话语特征有效构建了华为可靠且亲民的企业形象。

在低量值情态动词的使用方面，《2023年报》英译本呈现出以下特征：“can”的使用频率为

15.42次/万字、“could”为 1.51次/万字、“may”为 4.29次/万字。这类情态动词通常用于表达谨

慎或不确定性，有助于建立平和、客观的交际氛围，促进说话者与受众之间的信任和尊重。这种话

语策略能够维持交际平衡，避免过度断言或权威性表达，从而提高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可接受度。

然而，过度使用低量值情态动词可能影响话语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因为这类词汇所表达的语气和态

度可能被解读为不确定性，从而对受众产生消极影响。值得指出的是，《2023年报》英译本中低量

值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相对适中，这种分布特征有助于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塑造平和、亲切且

低调的企业形象。

（二）话语实践分析

话语实践在批评话语分析中指的是人们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表达思想和

情感的过程，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Fairclough, 1989）。话语实践不仅包括语言的选择

和组织，还包括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倾向、权力动态和社会意义的构建（辛斌、高小丽，2013）。作

为企业理念传达、文化传播与运营实践的核心载体，话语在企业机构身份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建构性作用（乌楠、张敬源，2019）。《2023年报》英译本通过话语的传播呈现华为的年度运营、

业绩与发展，旨在增进海外受众对企业的认知与信任，提升其国际声誉与品牌价值。

1.叙事人称与事件主体

在话语分析框架下，“主体”指话语实践的核心参与者（Fairclough, 1989, p.159），其身份定位

常通过叙事人称得以体现，反映话语焦点与权力视角。《2023年报》英译本中，第一人称复数

“we”及“our”呈现高频复现特征，而相比之下在思科的年报中较少出现。研究表明，汉语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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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使用往往体现对听众的尊重与自谦；而在英语语境中，“we”具有双重功能：既建构群体认

同，又划定群体边界（田海龙，2001）。从积极层面看，这种集体化叙事模式通过强调集体行动与

协作，有效传递了企业的合作价值观，对华为形象塑造具有正向作用。然而，这种叙事方式也存在

局限性：其一，与英语惯用的客观化表达（即以物为主语）相比，第一人称复数叙事在读者接受层

面可能削弱文本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其二，集体视角难以呈现多元观点与个体态度，限制了叙事的

多样性与深度；其三，高频使用“we”可能强化排他性，导致海外读者产生疏离感，甚至可能被解

读为民族中心主义倾向。

2.视觉话语与话语传播

在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下，图片作为重要的语义资源，已成为话语传播的关键载体。根据视觉

语法理论，图片具有再现功能，能够客观呈现现实世界（王建华，2019）。《年报》收录的 39幅说

明性图片，旨在系统展示企业的发展历程与经营成果。研究表明，具有积极情感价值的图片更能吸

引视觉关注（Keib et al., 2018）。以《年报》英译本封面（图 1）为例，其构图层次分明：前景为五

位青年，中景呈现盛开的樱花，远景则为春日富士山。这种多层次的视觉设计不仅营造出春意盎然

的氛围，更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图像话语，有效构建了华为务实进取的企业形象。

图 1：《华为 2023年年报》封面

（三）社会实践分析

话语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是为社会制度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种系统组织方式

（刘慧，2008）。因此，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关注话语本身，还关注话语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被

构建和理解。2023年，华为公司经历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彰显了其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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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和市场拓展方面的持续投入，也反映了公司应对外部挑战的韧性。在技术创新方面，华为推

出了搭载自主研发 5G芯片，这一突破性进展凸显了其技术创新的决心与能力。这一战略重点在文

本中通过“industrial innovation”等表述得到反复强调。然而，华为仍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Mate

60 Pro的发布随即引发美国的反制措施，这一事件折射出中美科技竞争的激烈态势。尽管如此，华

为始终坚持自主创新道路，通过提升产品性能和质量赢得市场认可，重视服务端（service、

customer），同时积极寻求全球合作机会。2019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战打响、人工智能时代的到

来，华为企业也顺应时代潮流、抵抗风险，重视企业数字化（digital）、智能化（intelligent）发

展，不断寻求企业转型（transformation），寻求全球合作（world partners）、反对地缘政治。发展

过程中，华为企业响应国家号召，重视云端数据（data、cloud）的构建，以 AI、大语言模型

（LLMs）为发展重点。

四、结语

本研究基于语料库，采用费式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华为 2023年年报》英译本的语言特

征及其企业形象建构策略。研究发现，《2023年报》英译本成功塑造了华为务实进取、注重环保、

重视科技、关心社会的现代企业形象，具有平和、亲切且低调的企业态度，伴随技术重视性、关系

包容性和价值普适性企业特点，保持积极向上、务实进取，作为非政治化、非地缘化的技术供应

商。然而，译文虽忠实于原文，但存在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主观性与排他性较强，未能完全摆脱中

式思维定式；其次，译文的表述有待斟酌，如“power”的权力叙事、主体范围的模糊化等，与美国

媒体的“新兴科技巨头”“国有/国控的‘傀儡’”和“巨大威胁”等负面评价形成互文。基于上述

发现，建议华为翻译部门强化跨文化交际意识，优化翻译策略，以更有效地支持企业国际化进程中

的形象建构。本研究主要侧重于文本层面的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未来有待结合传播学、译介学和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多维度地分析企业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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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斯基《语言政策再思考》中的解构与重塑

方 愈（Fang Yu）1

摘要：斯波斯基（Spolsky）的《语言政策再思考》（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2021）是其在语言政策领域四十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以其标志性的“语言实践、

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三要素模型为基础，提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更新：通过对传统国

家中心视角的解构，将语言政策分析的起点转向个体说话者。斯波斯基通过广泛的全球

案例，系统考察了个体、家庭、机构、社区、政府乃至超国家层面上的语言实践、信仰

和规划努力，深刻揭示了语言政策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混沌性，并强调了非语言因素在

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此书为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权威指南”，但在理论分析深度、对

“命名语言”本体论的阐释、二元对立的呈现以及引用来源的语种多样性等方面仍有改

进空间。作为当代语言政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斯波斯基在此书中对其数十年的学术积

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拓展与重塑，挑战了传统范式，主张从更为整合和动态的视角理

解语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关键词：语言政策；语言管理；数字语境；个体说话者；非语言因素

Title: Deconstruction and Reshaping in Spolsky’s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Abstract: Spolsky’s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2021) is the culmination of his 40 years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policy. The book proposes a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its iconic three-element model of “language practice, language
belief,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state
centered perspective, it shifts the starting point of language policy analysis to individual
speakers. Spolsk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language practices, beliefs, and planning efforts at
the individual, family, institutional,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even supranational levels
through extensive global cases, profoundly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dynamism, and chaos of
language policies, and emphasiz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nonverbal factors in them. This book
provides an “authoritative guide” for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ontology of “named
language”, presenta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s,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of citation sources. 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contemporary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Spolsky deeply reflects,
expands, and reshapes his decades-long academic accumulation in this book, challenging

1 方愈（FangYu），广州商学院国际学院教师，爱丁堡大学硕士，研究方向：语言政策、国际中文教育。电邮：fangyu7
22@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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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paradigms and advocating for a more integrated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Keywords: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management; digital context; individual speakers; non-
linguistic factors

一、引言

在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伯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

者。继《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2004）和《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2009）等

重要著作之后，斯波斯基于 2021年推出了其最新力作《语言政策再思考》（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其过往理论模型的反思与更新，更通过其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案例，为

读者呈现了一幅纷繁复杂、充满挑战的全球语言政策图景。

如书名所示，此书的核心在于“再思考”。斯波斯基对其早前提出的模型进行深刻反思，对传

统范式进行解构，并提出一项大胆而重要的理论转向：将语言政策研究的起点从传统的、以国家为

中心的宏观视角，转移到微观的、以个体说话者为起点。这一转变旨在更好地捕捉语言政策运作中

的多层次互动与非线性影响，解释为何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往往难以奏效。此外，此书还突出强调

了非语言因素在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关键作用，打破了传统上对语言问题“语言中心主义”

（linguicentrism）的狭隘认知。

本文旨在对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再思考》进行全面深入分析，重点探讨其如何深化语言管理

理论，对其进行重塑与拓展，如何将复杂性理论、多模态交流及数字语境纳入考量，以及其对传统

政策实践的批判性评估。我们将分析该书在理论建构、方法论创新及实践启示方面的突出贡献，并

对其潜在局限性提出批判性思考。

二、主要内容概述

《语言政策再思考》全书由导论和 14个章节组成，结构清晰，逻辑严谨，逐层深入地探讨了语

言政策的各个层面和核心议题。

（一）引论：语言政策中的非语言因素

此书的理论核心依然是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三要素模型：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然

而，此书的“再思考”之处在于，它改变了以往的呈现顺序，将个体说话者置于分析的起点，而非

传统上聚焦的民族国家。

更重要的是，斯波斯基在导论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语言中心主义”，强调语言政策并非存在

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涵盖人类生活的复杂环境条件中”。他指出，除了语言本身的特性，物理

地理、人口变化、技术发展、内战、流行病、腐败，甚至冲积土壤、道路系统、出生顺序等非语言

因素，都可能对语言接触、语言选择乃至语言政策的形成和演变产生深远影响。这一视角的引入，

使得语言政策研究变得更加全面和多维，呼应了语言生态学的思想。

（二）从微观到宏观的语言政策图景

此书的章节安排体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从个体说话者开始，逐步拓展到不同的领域和层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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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第 1-2章）：聚焦个体和家庭。斯波斯基明确提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试图

“重新思考以国家语言政策为历史焦点的传统叙述顺序”。他强调个体和家庭是语言政策的基础，

个体通过态度、动机、意识形态和家庭语言选择，不断调整自身语言能力，参与语言政策的协商，

进而影响社区、教育或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结果。家庭被视为“语言维持最重要的场域”。

中观层面（第 3-6章）：聚焦学校、社区、职场、公共机构（媒体、宗教、医疗、法律）和军

队等中观层面。教育被视为“仅次于家庭的第二大语言管理源”，受国家主导但受社会政治、宗教

和经济力量制约。社区和职场通过语言景观塑造语言实践与信念。公共机构和军队则因其特殊性对

语言政策产生显著影响。

核心议题与影响因素（第 7-10章）。以勃鲁盖尔画作《大鱼吃小鱼》为隐喻，探讨殖民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少数民族语言濒危，以及语言管理决策权的分配问题。作者指出，语言政策常成

为维持社会不平等的权力工具，但其权力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梯度化的动态过程。他强

调语言流失往往源于个体对自我发展和社会经济解放的选择，而非仅仅来自外部压力。

宏观层面：权力结构与语言不平等（第 11-13章）。直至第 11-13章才讨论国家和超国家语言政

策。斯波斯基以“但谁在乎”为第一节标题，刻意与聚焦宏观政策的“经典语言规划”时期保持距

离。他认为，以个体为起点更易理解多层级语言政策及个体相对于（超）国家政策的能动性，但同

时也承认民族国家仍是语言政策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结论（第 14章）：理论的局限与实践的复杂性。在最后一章“理论再思考”中，斯波斯基强

调，由于语言政策这个研究对象“反复无常”，使其难以被简化为普适模型。他呼吁持续的“思考

与再思考”，避免草率得出理论结论。理论突破需依托更细致的数据分析、开放的理论视角、实证

的细致入微和对情境的敏锐觉知。

三、贡献与亮点

《语言政策再思考》是斯波斯基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结晶，它不仅是其先前著作的简单重述，更

是对自身理论模型的持续反思、修正和深化。

（一）以个体为起点，应用复杂性理论

此书最核心的创新和贡献在于提出将语言政策分析的起点从宏观的民族国家转向微观的个体说

话者。斯波斯基明确指出，他试图“重新思考通常的呈现顺序，即其历史性地关注国家语言政

策”。这一范式转移正是对传统线性思维的解构，也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一次重要重塑，不仅是理论

上的突破，更是对语言政策现实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往往忽视了语言政策

执行者和承受者—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及其日常语言实践。他强调个体说话者的语言能力、语

言信仰和自我管理，揭示了个体在语言维系与转向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何国家层

面的语言政策往往难以奏效。

斯波斯基将语言政策视为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强调其

非线性互动、涌现现象、自组织特性和适应性。这意味着语言政策的制定不应是僵化的蓝图，而应

是持续的、实验性的、需要不断学习和调整的过程。

同时，斯波斯基对过去许多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模式进行了批判性审视，指出其

脱离实际、忽视非正式力量、线性思维和政治驱动等局限。他呼吁更理性、科学、适应性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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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强调在地性、社区参与和对语言系统内在规律的尊重。此书贯穿始终的反思精神，使得此书

不仅仅是对已有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注入了作者四十年研究生涯中积累的最新洞察和理解。

（二）深化语言管理理论与新维度整合

斯波斯基在此书中对“语言管理”维度进行了更细致的剖析，强调其并非单一的、自上而下的

政府行为，而是一个包含多层级、多主体的复杂互动过程。他参考了捷克学者的语言管理理论模

型，凸显非正式语言管理的重要性，指出家庭、社区、社交媒体乃至个体都在无形中实施着语言选

择、规范和传播的管理行为（Jingzhen Liu & Manchun Dai，2024）。语言政策并非一劳永逸，需要

建立持续的监测和评估机制，根据语言生态的动态变化和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及时调整。这与中国

学者一直在探讨的“语言治理”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更重要的是，斯波斯基将多模态交流和数字语境等新维度纳入考量。他探讨了图片、视频、表

情符号等多种模态如何共同塑造语言使用（Kress，2009），并前瞻性地关注互联网、社交媒体、人

工智能、机器翻译对语言政策的深远影响。他讨论了数字语言景观、机器翻译的影响、算法与语言

偏见以及在线社区对语言活力的作用，使得其理论更具时代感和前瞻性。

（三）强调非语言因素与跨学科视野

斯波斯基在此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语言政策不应被孤立地视为纯粹的语言问题，而应置于其

复杂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中考察。他反对“语言中心主义”，强调了地理、人口、技术、政治、经

济、战争、流行病甚至腐败等众多非语言因素对语言政策的深远影响，是该领域研究的重大贡献。

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使得语言政策研究能够更多地与其他学科进行深度对话。

这一洞见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促使未来的语言政策研究超越狭隘的语言学范畴，走向真正的跨

学科融合（Wang，2022）。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

地理学乃至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更“脚踏实地”的研究，以期得出更具实践指导

意义的发现。

（四）范式创新：从“层层剥洋葱”到“解剖政策之鱼”

正如该书封面所选用的版画《大鱼吃小鱼》所寓意的，语言政策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生态系

统。斯波斯基试图通过“解剖政策之鱼”，而非“层层剥洋葱”（如 Ricento and Hornberger，

1996），构建一种重新审视语言政策本质的“更新版”理论，展现其混乱而复杂的特性。“解剖政

策之鱼”暗示着一种对政策进行深入、彻底、系统性分析的方式。就像解剖生物一样，它试图揭示

政策的内部结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隐藏的功能、矛盾和潜在的缺陷。

“层层剥洋葱”意味着一种渐进式、由外及内、逐步揭示的方式，每次只揭示一层信息或一个

层面，然后继续深入下一层。它可能关注不同层次的政策影响、参与者、或政策的不同阶段，但每

次只集中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层面。“解剖政策之鱼”更强调深入到政策的本质和核心机制，揭示其

内在的混乱与复杂性。它试图构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性的理论模型。

“层层剥洋葱”偏向于描述性和分层分析，侧重于对现象的细致分析和多维度呈现。“解剖政

策之鱼”是为了构建“更新版”理论，暗示着对既有观念的更强烈的挑战和更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试图揭示政策的“真实面貌”，即便这个面貌是混乱而复杂的，表明了作者理论建构和解释力的抱

负。

（五）广博的范围与丰富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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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的另一显著亮点在于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广度和案例的丰富性。斯波斯基不仅涵盖了从个

体、家庭到教育系统、社区、工作场所、公共机构、军事等所有重要的社会领域，还拓展到更广泛

的历史与社会经济议题，如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语言濒危与保护、倡导者与管理者、以

及超国家层面的语言权利与政策。他从世界各地（非洲、欧洲、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案例中汲取

素材，包括濒危的土著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极大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案例

汇集，不仅证实了语言政策的普适复杂性，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不同情境下语言现象的丰富语料。

四、挑战与可改进之处

尽管《语言政策再思考》具有诸多亮点，并被誉为该领域的“权威指南”，但该书在某些方面

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一，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该书未能充分吸收和讨论近年来语言政策研究领域中，采用民族志

（ethnography）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路径的最新文献（Hult & Johnson，2015）。这些研

究方法能够追踪政策话语在不同层级间的流转，帮助解释语言政策是如何被建构、辩论、实施、采

纳或抵制的，从而为斯波斯基所强调的个体能动性与多层次互动提供更细致的分析工具。未能与这

些前沿研究进行明确对话，或许是此书的一个遗憾。

第二，“命名语言”的争议。此书倾向于使用“语库”（linguistic repertoires）而非“命名语

言”（named languages）来描述语言现象，认为“命名语言”更多存在于语言信仰和意识形态层

面，缺乏本体论上的现实性。然而，这一立场对于语言政策研究而言可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操

作”（Soler，2023）。将其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建构，可能过于简化语言的本体论地位，并可能给

那些试图削减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濒危语言推广和保护资源的政策制定者提供“现成借口”。书中自

身仍大量使用“命名语言”进行分析，也印证了在语言政策领域完全脱离“命名语言”进行分析的

巨大困难。

第三，理论的抽象性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欠缺。斯波斯基引入复杂性理论提升了理论解释力，

但其固有抽象性可能导致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中面临挑战，如何将“非线性互动”、“涌现现

象”等概念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指南仍是一个难题（Soler，2023）。此外，尽管斯波斯基的语言

管理理论承认了信念和实践层面的复杂性，但他对权力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深层分析可能仍有提升

空间。语言的地位和选择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结构、历史霸权、全球资本流动以及社会阶层划分紧密

相关。强势语言的传播往往伴随着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推动，而不仅仅是其“市场效用”或“效率”

所能完全解释的。

第四，二元对立的呈现与引用来源的局限性。虽然斯波斯基致力于揭示语言政策的复杂性，并

强调各层级间的相互关联，但他在书中通过对比微观与宏观层面，以及将它们置于不同章节进行讨

论的方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个体与国家”“微观与宏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二

元对立。这种理论上的对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此书更彻底地展现语言政策作为一种复杂、混沌

现象的精髓。

同时，此书在引用来源上过度依赖英文文献，在长达 45页的参考文献中，非英文来源数量非常

有限。这种单一语种的偏好，可能会忽视其他非英语学术传统中宝贵的知识贡献，导致知识的盲点

（Soler，2023）。虽然此书的案例广博是其一大优势，但这种广度也带来了一定的牺牲。大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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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案例的描述“缺乏精确性”，或者仅仅是“蜻蜓点水”。在有限的篇

幅内，作者难以对每个案例都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此外，在某些特定国家（如中国）的语言管

理分析中，斯波斯基的分析未能充分引用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李宇明，2014；周庆生，

2010），反而参考了一些存在偏见的资料，从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五、结论

伯纳德·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再思考》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学术著作，无疑将继续深刻影响语

言政策领域的研究和讨论。此书最大贡献在于成功地将语言政策分析的重心从宏大的民族国家转移

到微观的个体说话者，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通过丰富的全球案例，揭示了语言政策的复杂性、动

态性和混沌性。他对非语言因素的强调，突破了传统“语言中心主义”的桎梏，为语言政策研究提

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同时，书中贯穿始终的反思精神，也鼓励读者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理论和实

践，不轻易下定论。

然而，作为一部力求构建全面理论的巨著，此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局限性。在理论深度方

面，它更多地展现了“是什么”，而非深入挖掘“为什么”和“如何”；对“命名语言”本体论的

激进观点，可能在实践层面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在方法论的讨论上，未能充分吸收和整合民族志

与话语分析等新兴路径；在参考文献方面，对非英文来源的有限关注，则提示了学术界内部存在的

语种壁垒。此外，尽管此书致力于展现语言政策的复杂性，但在呈现微观与宏观互动时，仍未能完

全摆脱二元对立的痕迹。

总体言之，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再思考》是其学术生涯的又一座丰碑。它不仅是对语言政策

领域既有知识的梳理和整合，更是对未来研究方向的指引。这些案例所暗示的语言政策的情境化、

动态性和规模化特征，绝非简单的“语言现实政治”。相反，此书的优势与不足共同表明，语言政

策理论创新的潜力将在于更细致的数据分析、理论层面的批判性开放、经验的微调以及研究者在面

对不同情境时所具备的意识。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再思考》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份对未

来语言政策的远见卓识，其深远影响将持续引领语言政策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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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语言少数群体的多语危机沟通研究

——《多语危机沟通：中国智慧》评介

曹友谊（Cao Youyi）1

摘要： 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Insights from China（《多语危机沟通：中国智

慧》）是首部以中国社会为背景，关注语言少数群体多语危机沟通问题的学术著作。该

书提出多语危机沟通研究的多语转向、多模态转向和包容性转向，创新了该领域的理论

框架。基于这一框架，研究者们通过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少数民族群体、外籍群体和

弱势群体在危机沟通中的挑战与行动，剖析背后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并提出针对

性的策略和建议。作为该领域的前沿成果，该书通过创新性的理论探索和丰富的实证案

例，为全球语言少数群体应对危机沟通、构建包容型社会、促进社会正义贡献了中国智

慧。

关键词：多语危机沟通；语言少数群体；能动性；沟通正义

Title: Research on 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for Linguistic Minorities：A Review

of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Insights from China
Abstract: 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Insights from China is the first academic
monograph to focus on 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of 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he book proposes three “turns” for 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studies: multilingual, multimodal and inclusive turns, which innovat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field.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researchers adopt ethnographic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challenges faced and actions taken by ethnic minorities, foreign migrants and
othe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during crises. Researchers further analyze the deep-rooted
structural vulnerabilities underlying these challenges and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and
solutions. As a cutting-edge achievement in this field, the book combin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with rich empirical research. It contributes Chinese perspectives and wisdom to
global efforts in 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 building of inclusive societ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
Keywords: 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China; linguistic minorities; agency;
communication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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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正置身于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风险社会，诸如自然灾害、战争冲突、公共卫生危

机等突发事件频发。每场危机都在考验各国政府和社会系统的应对能力。危机应对在多语社会中更

为复杂。当多语被视为危机应对的障碍，而非桥梁时，语言弱势群体在危机中的脆弱性将更加突

出。在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中，多语危机沟通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因为语言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

具，更是在危机中建立信任和构建社会韧性的关键（Piller, Zhang, & Li, 2020; Li, Zhang, & Piller,

2023)。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了危机沟通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Insights from China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Insights from China 由李佳和张洁编著，于 2024 年经

Routledge（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这一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国家为例，关注语言少

数群体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多语危机沟通。书中集结了来自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翻译、公共卫生

等学科的研究者、从业者和研究生团队，通过多方视角、民族志研究和丰富的实证案例，系统探讨

了语言少数群体的危机沟通实践，揭示了多语危机沟通背后的复杂结构性问题。该书为多语危机沟

通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也为实现沟通正义提供了实践借鉴。以下对该书的主要内容进行简

要介绍和评述。

二、内容简介

全书由引言、正文和结语构成。根据语言少数群体的人口和社会状况，正文分为三大部分，共

计 8个章节。

（一）引言

引言由该书主编撰写。作者首先回顾了多语危机沟通领域的研究现状，指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

译员与翻译工作在危机场景中的作用，缺乏对语言少数群体的关注。然而，推进多语危机沟通理论

与实践的核心挑战，正在于对语言少数群体的系统认知。基于此，作者阐明此书所关注的研究对象

为中国境内较少被讨论的语言少数群体——即在语言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并围绕三个核心问

题展开研究：其一，语言少数群体面临哪些沟通障碍？其二，语言少数群体如何调动多语及多元文

化资源来克服沟通挑战？其三，如何实现语言少数群体的沟通正义？最后，作者提出多语危机沟通

的三大转向，并结合各章的主要内容进行论述：多语转向（the multilingual turn）、多模态转向（the

multimodal turn）、包容性转向（the inclusive turn），为多语危机沟通研究构建了系统性的理论框

架。

（二）少数民族群体的多语危机沟通（第 1～3章）

在第 1章中，Hongmei Yang和 Hongyan Yang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探讨了白族

本土文化形式“剑川白曲（Baipkv）”在新冠疫情期间参与公共卫生政策传播与危机沟通中的作

用。研究发现，白曲表演融合了多语言、民族服饰、民族乐器等多模态资源，将传统艺术形式与官

方健康话语相结合，促进了防疫信息的有效传播。例如，白语词曲“该别居温别苏心（冠状笑脸蛇

蝎心）”中借助“别苏心（毛虫心）”等易被当地人感知的本土符号来隐喻病毒的危害。然而，作

者指出白曲的创新也反映出“理性化创造（rationalized creativity）”和“截断性民俗资源（truncated

repertoires）”之间的张力。传统文化在被重新设计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时，某些内容被简化或“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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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通过多模态资源的融合，白曲为白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平台，也凸显了本土语境的传播

资源在危机沟通中的重要价值。

在第 2章中，Jia Li, Zhenyao Lu, Mengyi Luo 和 Zhuyujie Zou通过对云南壮族乡村医生和患者的

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和田野笔记等方法，探讨了壮族乡村医生在医患沟通中的角色与作用。面

对文化水平有限的壮族老年患者，壮族医生成为语言和文化交流的中介者。他们以壮语为主要沟通

语言，并通过亲属式称呼、提供情感支持等方式增强与患者的“粘性”。他们也会借助微信语音、

（乡村）大喇叭等多模态沟通渠道加强沟通效果。此外，壮族医生还充当非正式翻译，帮助患者理

解医疗政策和医疗报告，弥合健康素养差距。基于对壮族医患互动的实证分析，该研究提出了在多

语危机沟通中应秉持的“认知齐力（epistemic solidarity）”维度：感知-感受-行动（see-feel-act），

即医疗服务者要认识到患者的语言障碍及其他脆弱性因素、要尊重和理解患者的文化知识与需求、

要将改变认知不公视为道德责任并付诸行动。

第 3章关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资助的 3个休闲场馆的语言景观，Ying (Ivy) Wu通过实地考

察、在线数据收集、田野笔记等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语言景观资源是如何被政府和民众调动，来

创造积极的生活体验，帮助少数民族群体应对危机。研究显示，场馆里的语言景观承载着展览、收

藏、教育、研究、服务和党建的功能。中文不仅承载这六项功能，还用于提供实时活动信息。英语

未承载党建功能，但在塑造场馆的国际形象上作用突出。壮语和其他外语仅承载展览功能。另一方

面，作者通过分析场馆中的“游客留言板”和“读者评论”，发现场馆中的语言景观（如“三月

三”）与游客的评论（如“特别喜欢绣球”“贝侬情深”）为游客营造出了一种包含团结感、身份

认同感的积极体验。但也有游客建议增加场馆的壮语教育功能，这反映出壮语等少数语言资源未得

到充分利用。合理的语言景观能为人们带来积极体验，对于缓解压力、增强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

义。

（三）外籍群体的多语危机沟通（第 4～6章）

第 4 章聚焦中国边境地区在危机时期的翻译和口译问题，Jinhyun Cho, Jia Li, Jie Zhang 和

Meichun Xue以 6名在瑞丽为缅甸流动人口提供翻译服务的志愿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访谈展

开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志愿者在提供翻译和口译服务时遭遇三大问题：第一，少数民族语言翻译

人才缺乏，志愿者承担了主要的翻译工作，暴露出语言服务体系的结构性问题。第二，大学教育强

调标准语言意识形态，注重标准缅甸语的教学，但许多缅甸流动人口使用方言，导致译者与他们在

实际沟通时受阻。第三，翻译过程中面临遵循主流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抉择，比如，在翻译缅

甸流动人口的姓氏时，存在依据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争议。为此，作者建议职业和高等教育机

构增设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课程，并呼吁决策者重视并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服务政策。

第 5章关注的群体为新冠疫情期间居住在义乌的外籍商人，Sixuan Wang和 Yongyan Zheng通过

半结构访谈、资料搜集和民族志观察方法，考察外籍商人在疫情期间的语言服务实践。义乌作为

“世界小商品之都”，吸引了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外国商人，但也增加了城市语言生态的复杂性。

疫情期间，政府尝试通过社交媒体为外籍人士提供多语防疫服务，但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语言需

求。调查发现，外籍商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危机沟通：自发翻译政府和卫生部门信息，并制作

多模态防疫指南、建立微信群等社交网络，解答疫情问题、通过社交平台发布鼓励视频，组织在线

活动。外籍商人通过集体行动有效应对沟通危机，凸显了集体能动性在危机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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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以 13名在广州高校就读的国际学生为研究对象，Hongqiang Zhu, Jiwei Li和 Pan Pan采用

半结构访谈法，探讨国际学生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跨文化适应及学业表现。在学业方面，他们面临中

文书面理解与写作困难、中文授课内容理解困难、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切换导致的互动困难等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则遇到广州粤方言交流障碍、中文情境使用不熟悉、医疗程序语言障碍等问

题。国际学生会通过表明自己“中文水平有限”，降低他人的沟通期望、通过使用英语等多语资源

作为沟通中介、并借助数字设备和翻译软件辅助沟通。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开展国际学生

对中文环境的适应性研究愈发重要。此类研究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好的理解和帮助国

际学生应对危机时期的语言挑战。

（四）弱势群体的多语危机沟通（第 7～8章）

Li Lyu, Jie Zhang, Lei Mu, Jing Cui和 Wan-Chen Chen在第 7章中采用“基于社群的参与式研究

法（community- 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分析了武汉聋人群体面临的沟通挑战以及志愿者在

应急服务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聋人群体在疫情期间面临信息获取障碍、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困难以

及诸多因素导致的复合劣势问题。危机期间，聋人志愿者在危机沟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为聋

人提供了精准的应急服务，还提高了聋人的应急响应能力和复原力。该研究还强调聋人的脆弱性是

情景性的，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知识、社会资本、共同信念等发挥自身的能动性。通过该研究可以发

现，当政府主导的应急管理模式效用不足时，聋人志愿者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凸显出开展自下而上

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最后，作者建议将聋人及其组织纳入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更具参与式和包

容性的应急管理模式。

第 8章的研究地点位于云南省临沧市, Rui Deng, Yan Xiao, Jia Li和 Yongqin Dong以感染 HIV的

缅甸妻子、她们的中国丈夫以及当地医护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收集官

方政策和相关书面资料、田野笔记等方式获取数据,分析他们在医患沟通中面临的语言相关挑战、应

对策略以及结构脆弱性。研究发现，医护人员面临语言障碍、缺乏多语医疗服务意识等挑战。他们

会通过简化医疗术语、表达情感关怀、使用文化隐喻等方式来增强沟通效果，如将 HIV抗病毒药物

比喻成“仙丹”。然而，患者的流动性和合法身份缺失增加了医护工作的难度。中国丈夫受制于语

言障碍和有限的文化水平，在向妻子有效传达医疗信息方面存在困难，有限的经济条件更是成为他

们难以跨越的结构性障碍。缅甸妻子面临汉语能力缺乏、合法身份缺失以及权力不平等的问题。尽

管她们会使用肢体语言辅助交流，并努力学习当地语言，但难以免受单语主导的医疗系统和传统性

别模式等结构性问题的困扰。

（五）结语

Piller在结语中指出，随着全球危机的日益加剧，语言障碍正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与脆弱性的重

要因素。多语危机沟通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滞后性、零散性的特点。结合书中的主要内容，Piller

提出了对语言障碍的四点新思考：第一，语言障碍具有情景性，语言需求不能仅凭人口普查中的语

言状况预先确定。第二，最难弥合的语言鸿沟存在于非标准化的、未命名的语言之间。第三，语言

障碍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角中存在显著差异。第四，数字技术在危机沟通中发挥着巨大作

用，但需要谨慎其带来的新障碍。最后，Piller呼吁，我们需要采取共创、参与的方式应对多语危机

沟通，在进行全球思考的同时，也要注重本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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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评

（一）主要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多维特征突出

该书突破传统语言服务研究对“国家主流群体”的关注，研究对象的选择具有多维特征。首

先，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地位弱势性，如居住在云南的缅甸籍 HIV感染者（第 8章）、浙江义乌的

外国商人（第 5章）、武汉聋人群体（第 7章）等。这些群体在危机情境下常因语言和文化差异处

于弱势地位，面临更大的沟通障碍。其次，研究对象的身份具有交叉性。第 8章的缅甸 HIV感染者

集“移民、女性、患者”三重脆弱性于一身，其语言障碍与非法身份、经济贫困等不利因素相互交

织。此外，部分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如第 4章中居住在瑞丽的缅甸移民、第 5章中居住在

义乌的外籍商人等。对这些流动性群体的关注有助于促进边境与全球化城市的语言服务建设。

2.民族志研究路径贯穿

研究者们通过民族志研究路径，将语言少数群体在危机情境下的语言实践生动地呈现出来。例

如，在第 8章中，研究者为调查患有 HIV的缅甸妻子在疫情期间的多语沟通经历，开展了为期 20

个月的民族志研究，通过半结构访谈、在医院和患者家中进行田野调查等方式获取到真实的数据。

此外，书中的部分研究者本身便属于少数群体，比如，在第一章中，关注“白曲”的作者便是白族

人。这种“局内人视角”在便于研究者接触到真实田野的同时，也有助于深度阐释社会现象。正是

这种民族志的研究路径，深入田野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多语危机沟通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使得

全书不仅具有扎实的实证基础，还饱含人文关怀。

3.多语危机沟通的中国特色凸显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该书剖析了中国少数民族群体在危机沟通中的语

言实践，如白族、壮族等在危机沟通中运用本土语言或传统艺术形式来传递信息、凝聚共识，彰显

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传承，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随着移民、留学生、外国

商人等多元主体涌入中国，当代中国的语言环境更加复杂。书中描述了这些外来群体如何通过自发

的社群协作、数字化工具应用等方式，在语言与文化差异中寻求平衡。这些案例反映了中国的本土

化和国际化特点，呈现了中国在危机状况下的多语沟通图景。

（二）贡献与不足

1.创新多语危机沟通的理论框架

该书从批判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提出了多语危机沟通的三个转向：多语转向、多模态转向和包

容性转向，为多语危机沟通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参考。第一，多语转向挑战了传统危机沟通中的单

一语言沟通模式，尊重不同语言在危机沟通中的价值。多语转向还强调要认识到沟通差异的复杂

性，如翻译质量低、翻译中缺乏情感与伦理考量等因素会影响沟通效果。第二，多模态转向基于

“拓展的语言观”（Shohamy, 2006），将语言看作是人们在交流时使用的资源与工具的整合（如语

音、图像、文本、手势、符号、凝视、面部表情、姿势、物体等）（Kuster, 2021）。危机沟通并非

只能通过语言和文字达成，还可以通过各种模态和资源实现。第三，包容性转向从社会正义的角度

出发，包括“认知参与（ epistemic engagement）”和“结构性干预（ structural intervention）”两个

维度。认知参与承认少数群体具有知识主体性，赋权其特有的语言、文化资源与自身能动性。结构

性干预强调通过系统性的政策改革，消除信息获取不均、沟通不平等现象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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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彰显语言少数群体危机应对的能动作用

该书的第二大贡献在于彰显了语言少数群体在危机应对中的能动性。能动性是个体、群体、机

构等多元主体受社会文化中介的一种行动能力，主体行动既受社会结构制约，又能重构社会关系

（Ahearn, 2001）。语言少数群体在危机沟通中并非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调动自身资源，

实现自我赋权，例如，广西游客通过场馆中的“留言板”和“读者评论”在疫情期间营造积极的生

活体验、广州高校的国际学生运用多语资源和数字技术克服学习和生活障碍、义乌的外国商会自发

组织语言服务、聋人群体在志愿者的协助下从疫情受害者转变为助人者等。然而，该书也强调能动

性与脆弱性共存，并且个体能动性间存在差异性，如聋人和 HIV患者等弱势群体在危机沟通中很难

仅凭个体能动性解决各种困难。因此，需要努力构建来自机构、社群以及整个社会的韧性支持。

3.推动危机沟通的参与式转型与政策革新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各级政府与学术界积极开展应急语言服务及相关研究。中国政府推行的自

上而下的语言服务模式虽然运作高效，但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语言需求。书中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

明危机沟通的自下而上参与式转型有助于填补官方语言服务的空白，从而更灵活、有效地回应多元

群体的需求，如第 5章介绍了外国商贸群体自发组织翻译服务，并利用社交平台共享防疫信息、第

7章描述了武汉聋人志愿者为聋人群体自发提供应急语言服务。此外，该书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

同场景下的危机沟通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为未来危机沟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

宝贵的参考。例如，针对聋人群体的危机沟通困境，书中提出了九项具体建议，如保障突发危机中

聋人群体的权利、在政府应急机构中设立专门的聋人部门、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无障碍意识培

训、加快建立聋人信息库、构建无障碍紧急呼叫系统以及为聋人提供手语翻译服务等。

该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缺少基于大样本数据的量化研究。书中的研究主要采用民

族志、半结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虽然有助于深入了解语言少数群体的微观实践，但缺

乏量化数据作为支撑。例如，在第 6章中，作者在调查广州高校国际学生疫情期间面临的语言相关

挑战时，若能开展更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可能会使研究结果在统计方面更加显著。未来，相关研究

可以考虑通过问卷调查、开发量化指标等手段来评估语言服务的实际效果。其次，该书对数字技术

在危机沟通中的使用探讨不够深入。书中的个别案例虽然提及数字技术在危机沟通中的使用，但缺

乏系统、深入的论述。数字技术在促进多语危机沟通的同时，也可能为无法使用数字技术的群体带

来新的困扰。未来研究有必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探索数字时代下多语危机沟通

的新路径和新模式。

当然，瑕不掩瑜，Multiling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Insights from China以其扎实的民族志研究

和丰富的实证案例，展现了多语危机沟通的前沿成果，为全球多语危机沟通贡献了中国智慧。该书

通过对语言少数群体的深度关注，不仅揭示了危机沟通与语言、身份、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交织关

系，更展现了语言少数群体的自身能动性以及自下而上参与式路径在危机沟通中的重要作用。正如

Piller在该书结语中所言：多语危机沟通的未来在于当地社区参与的、共同设计的危机沟通模式。该

书为我国及全球多语危机沟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值得反复研读与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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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机制解析

——评《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

熊瑾如（Xiong Jinru）1

摘要：《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的以中东欧地区为研究对

象，通过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多维分析，揭示了该地区转型国家语言建构的内在机制。

该书既丰富了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内涵，又为全球语言治理提供了区域经验。该书展现

了当代中国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和语言政策学交叉领域的前沿探索，对理解现代民族国

家认同建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国家语言建构；中东欧转型；语言政策；区域国别研究；语言治理

Title: Analysis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Mechanism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 Review of National Language Construction in Transitioning CEE Countries
Abstract: National Language Construction in Transitioning CEE Countries focuses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book adopts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hat combines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in countries undergo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It not only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policy but also offers valuable regional insights for
global language governance. The work exemplifies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rea studies and language policy, and it provides
important perspectives 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nation-state identities.
Keywords: national language construct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transition; language
policy; area studies; language governance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背景下，语言作为民族身份的标识、国家文

化的载体以及国际交流的桥梁，其重要性愈发凸显。中东欧地区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经历了社

会结构的巨大转变，见证了新“国家语言”的诞生与旧有语言格局的重塑。何山华教授所著《中东

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2023年出版。该书深入剖析

了该地区国家语言建构与消解的复杂过程，为语言政策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乃至全球语言治理提供

了丰富的理论滋养与实践指引。

1 熊瑾如（Xiong Jinru），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组织与语言政策研究。电邮：

xjr1305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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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概要

此书绪论深入探讨了语言、民族与国家三者间的联系。从哲学思辨到政治实践，从历史演进到

文化传承，全方位阐述了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语言，不仅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工具，更

是民族认同的情感纽带和国家主权的象征标识。在中东欧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下，

这种联系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为后续章节对该地区国家语言建构的深入研究埋下了伏笔。

该书开篇章节从三个关键维度勾勒出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的时空与社会背景。在地理上，中东

欧地处东西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文化、语言相互碰撞、交融的前沿地带，造就了其复杂多元

的语言和民族成分结构。历史的纵深中，悠久的民族主义传统和深厚的语言民族主义土壤，使得语

言成为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而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从苏联解体后的政治

体制变革到经济市场化的全面推进，成为国家语言建构的强大动力与关键契机。这些独特的背景因

素，深刻塑造了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的路径与模式。

第二章是该书研究的方法论核心。在理论视角上，何山华巧妙融合了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的经

典理论与语言权利、多语主义等前沿理论思潮，为剖析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支

撑。具体而言，该书引入起源于中欧国家的“语言管理理论”并结合经典语言规划研究框架，构建了

一套涵盖社会文化背景、国际国内语言关系、建构主体、建构理念、建构策略以及建构效果六个方

面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远程访谈、线上调查等多种手段，广泛

采集数据，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拉脱维亚四个国家的“国家语言”建构

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以斯洛伐克为例，该书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探讨在复杂的内

外关系中，国家语言建构主体如何秉持特定的建构理念，运用诸如确立语言法律地位、开展本体规

划、推动教育研究以及拓展领域应用等策略，实现国家语言的建构，并评估其建构效果。该书对每

个国家的研究都细致入微，通过丰富的一手资料和详实的案例分析，生动展现了各国在语言建构过

程中的共性与差异，为后续群像勾勒和特征总结提供了坚实基础。

通过前四章对四国案例的横向比较，第七章深入分析了中东欧地区国家语言建构和消解的机

制。在“国家语言”的象征功能定位上，各国虽有所差异，但都将其视为国家身份与民族认同的重

要标志。在语言关系博弈中，主体民族与境内小族、周边邻国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错综复杂，

背后反映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而各国在语言建构和消解过程中，在建构主

体、理念、策略和效果等方面呈现出类似的机制，如建构主体的宏观与微观互动、理念上单语主义

与多语主义的动态平衡等。

该书终章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技术信息化和治理多维化的时代浪潮下，中东欧

国家语言建构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语言建构目标与国家转型步伐紧密同步，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关系与国际国内关系深度交织，既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又反作用

于国家间的外交、贸易等关系；语言建构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相互依赖，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

展；国家语言建构还积极促进个人多语主义发展，提升国民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这些特征充分彰显

了中东欧国家在时代变革中的语言智慧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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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贡献

该书的学术贡献不仅体现在对语言研究理论层面的深化与拓展，更在于其方法论创新与实践应

用的双向突破。通过深度挖掘独特样本价值，研究为语言学科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在此基础上，

对语言建构内在机制的揭示，既深化了学界对语言本质的认知，也为全球语言治理提供了学理支

撑。与此同时，研究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将学术探索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彰显了语言学研

究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1.统筹研究视角，融通多维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此书做出了多方面的创新融合。在理论视角方面，该书将经典理论与前沿思潮

有机统一，为研究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论支持。例如，将语言生态学理论与语言权利理论相

结合，既能够从宏观层面分析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能够从微观层面关注不同语言群

体的权利保障问题，使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语言生态学理论强调语言是一个生态系统，与周围的

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陈茜，2014）。中东欧地区复杂的历史、政治

和社会环境，为研究语言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丰富素材。通过运用该理论，研究者可以深入

分析不同语言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功能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关系。

而语言权利理论则聚焦于个体和群体在语言使用、学习、传播等方面的权利（孟祥瑞，2022）。在

中东欧国家，不同民族语言群体的语言权利诉求差异显著，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研究者深入探讨如

何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保障各群体的合法语言权利，避免语言歧视和不平等现象的出现。

二者结合，为理解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另一方面，该书实现了分析视角上历时与共时的结合，使研究者既能从历史长河中探寻语言建

构的演变轨迹，又能在当下时代背景中把握其发展动态。通过对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历史的梳理，

了解其语言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同时，结合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分析语言建构面临的

新挑战和机遇，为制定合理的语言政策提供依据。从历时角度看，对中东欧国家语言历史的研究揭

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如塞尔维亚语在南斯拉夫时期经历

了与其他斯拉夫语言的融合与分化过程，受到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书写系统、词汇

构成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何山华，2023）。这种历史分析为理解当前塞尔维亚语言政策的形成和

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从共时角度出发，该书聚焦于中东欧国家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时代

背景下语言建构的现状。在这一时代，国际语言交流日益频繁，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语言传播和

使用的方式。通过共时分析，该书探讨了中东欧国家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如在教育领域如何调整语

言课程设置以培养适应全球化需求的人才，在媒体领域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推广本国语言文化等。

这种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打破了传统研究中仅从单一时间维度进行研究的局限，为语言

政策研究提供了更全面、动态的研究视角。

同时，观察视角上，该书统筹宏观与微观，兼顾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与地方、群体的实际反

应。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制定往往具有全局性和指导性，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配合程

度、不同社会群体的接受度和参与度都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中东欧国家，一些国家推行的语

言标准化政策在地方层面可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因为地方语言变体承载着当地的文化特色和

居民的情感认同。通过关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互动，有助于深入了解语言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 129

2.深度挖掘样本价值，丰富语言研究内涵

何山华的这部著作是国内首部对中东欧地区“国家语言”建构和消解现象进行的系统研究。中东

欧地区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和政治环境，使其在国家语言建构方面具有独特性。与 19世纪或二

战后的后殖民国家不同，中东欧国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开展语言建构，面临着国际强

势语言的冲击、多元文化思潮的挑战以及复杂的民族关系协调等诸多难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英

语等国际强势语言在中东欧地区广泛传播，对当地语言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中东欧国家需要

在保护本国语言文化的同时，积极应对国际强势语言的竞争，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语言发展道路。

多元文化思潮的兴起也使得中东欧国家的语言建构面临着新的挑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观念和

价值取向相互碰撞，要求中东欧国家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协调不

同语言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此外，中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语言问题更加敏感和复杂。不

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异可能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因此，在语言建构过程中，如何平衡不同民族的

语言权利，促进民族和谐共处，成为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通过对该地区的深入研究，该书提炼出的国家语言建构的典型特征和共同特征，为语言政策研

究提供了全新的样本和视角，丰富了语言与民族、国家关系的理论内涵。从语言与民族关系层面来

看，中东欧国家的实践揭示了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认同中的核心作用。民族语言不仅是民族文化的

载体，更是民族情感的寄托，强化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在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语的标准

化和推广成为斯洛伐克民族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独立后确立民族身份的关键因素，它在传承

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构建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何山华，2023），这种现象深化

了学界对于语言在民族形成与发展中基础性作用的理解。

在语言与国家关系方面，中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语言建构是国家主权和国家认同构建的

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政策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紧密相连，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

转型和提升国际地位的有力工具。拉脱维亚在独立后，通过强化拉脱维亚语的官方地位，在教育、

媒体、政府行政等领域广泛推广使用，不仅增强了国内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也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

独特的国家形象，彰显了国家主权（何山华，2023）。这一案例丰富了语言与国家关系的理论研

究，促使学者从更宏观的国家发展战略角度审视语言建构的意义。

同时，对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过程中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也为其他国家在制定和实施

语言政策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有助于避免类似的问题和错误。例如，部分国家在处理少数民族语

言权利问题上，采取强制同化或忽视的政策，引发了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和社会冲突，这警示其他国

家在制定语言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语言权益，保障语言多样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揭示语言建构内在机制，服务全球语言治理

从理论层面深入探讨国家语言建构与消解的内在机制，是此书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何山华教

授通过对中东欧国家的研究，揭示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家语言建构和消解的一般性特征。

在语言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是一个核心要素（胡铁生等，2016）。国家权力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

施中起着主导作用，通过立法、行政手段等确立国家语言的地位，推广国家语言的使用（戴曼纯，

2011）。在中东欧国家，政府往往通过制定语言法律，规定国家语言在教育、政府行政、公共服务

等领域的官方地位，确保国家语言的权威性和普及度。同时，社会权力也在语言建构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普通民众的语言态度、语言实践会影响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语言发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130

展的方向（赵杰、刘永兵，2013）。例如，一些民间文化组织通过举办语言文化活动，推广少数民

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促进了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

语言意识形态也是影响语言建构的重要因素。单语主义和多语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不同国家和不

同历史时期交替出现，影响着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民族国家形成初期，为了强化国家认同和

民族凝聚力，许多中东欧国家倾向于推行单语主义政策，强调国家语言的统一性。随着全球化和多

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多语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受到重视，一些国家开始采取更加包容的语言政策，保

护和促进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以适应国际交流和文化多样性的需求。

此外，资源分配在语言建构中也起到关键作用。语言教育资源、媒体资源、文化资源等的分配

直接影响着语言的传播和发展。在中东欧国家，政府对国家语言教育的投入往往较大，通过建设学

校、培训教师、编写教材等方式，保障国家语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度。而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

资源分配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发展。在媒体领域，国家语言在

主流媒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少数民族语言媒体的发展则面临诸多困难。合理的资源分配对于平衡

不同语言的发展、促进语言和谐至关重要。

这些成果不仅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政策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也为全球语言治理

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语言多样性保护和国家语言统一推广之间的矛

盾。中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语言政策，平

衡不同语言群体的利益。

三、结语

《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的学术力

作。该书立足中东欧地区独特的语言转型实践，通过多维视角的交叉分析，既揭示了语言建构的内

在机制，又丰富了全球语言治理的理论资源。研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将历时演变与共时特

征有机结合，展现了语言政策转型的复杂图景；另一方面通过深度挖掘中东欧样本，为理解后社会

主义国家的语言重构提供了典型范例。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边界，也为处理全

球化时代的语言多样性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

该著作的成功实践表明，区域语言研究应当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证分析的辩证统一。未来研究可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不同区域语言治理的共性与特性，推动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这部

作品既是中国学者对国际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贡献，也展现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全球视野。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陈茜（2014）：“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辨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36-140.

[Chen Xi (2014).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inguistic Ecology and Ecolinguistics”.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4):136-140.]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 131

戴曼纯（2011）：“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语言文字应用》(4):123-131.

[Dai Manchun (2011). “National Language Capabilities, Language Planning and National Security”. Applied Linguistics
(4):123-131.]

何山华（2023）：《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He Shanhua (2023). National Language Construction in Transitioning CEE Countries.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胡铁生、张凌坤、赵远（2016）：“语言转向中的话语意义及其权力”，《外语教学》(3):18-21.

[Hu Tiesheng, Zhang Lingkun, Zhao Yuan (2016). “Discourse Meaning and Its Power in the Linguistic Tur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18-21.]

孟祥瑞（2022）：“语言权利的规范内涵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4):180-191.

[Meng Xiangrui (2022). “Analysis of the Normative Connotations of Language Rights”. Journal of CUPL (4):180-191.]

赵杰、刘永兵（2013）：“语言·社会·权力——论布迪厄的语言社会观”，外语学刊(1):2-7.

[Zhao Jie, Liu Yongbing (2013). “On Language, Society and Power -- A Study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Language
Perspective”.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1):2-7.]



语言研究的社会自觉转向

——《“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新视野》评介

全玉珍（Quan Yuzhen）1

摘要:《“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新视野》立足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系统探

讨语言作为战略资源的核心作用。该书构建“语言战略—语言服务—语言教育—民心相

通”四位一体理论框架，突破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强调语言研究需服务于国家

战略需求。理论创新方面，提出语言服务的沟通、教育、调节、叙事、传播五大功能，

推动语言规划从工具性向战略价值共创转型；方法论上，融合田野调查、跨学科分析，

实证语言服务对经贸合作与文化互鉴的增值效应。实践层面，倡导“中文+专业”复合

型人才培养模式，助力中资企业本土化与民心相通。该书为“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提供

了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的范式，推动语言学从学科自觉转向社会自觉。

关键词：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国际中文教育；语言战略

Title: The Shift Toward Social Self-Awareness in Language Studies: A Review of New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Studies of“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New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Studies of“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ore role of language as a strategic resource. The book constructs a four-in-on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anguage Strategy—Language Services—Language Education—People-to-
People Connectivity,”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and emphasizing that language studies must serv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t introduces five key functions of language service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regulation, nar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dvocating for a shift in language planning
from a functional tool to the co-creation of strategic value. Methodologically, it integrates field
research and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value-added effects
of language services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On the
practical level, it promotes a “Chinese + Professional” compound talent development model to
support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This book offers a paradigm for language research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at combines both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driving the shif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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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国际中文教育。电邮：3933101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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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s from academic self-awareness to social self-awarenes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language Service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language
strategy

一、引言

在全球化深度重构与地缘政治格局剧变的背景下，语言已从文化载体跃升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核心战略资源。《“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新视野》由邢欣、郭安、张全生合著，2022年由南开大

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与实践导向性，系统回应了“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服

务供给不足、文化误读风险加剧与语言治理体系滞后等核心问题。此书立足中亚语言生态，构建

“语言战略—语言服务—语言教育—民心相通”四位一体的理论框架，标志着中国语言研究从“学

科自洽”迈向“国家战略赋能”的范式跃迁。本文从内容简介、研究理论创新、方法论突破等维度

评析其学术贡献，并探讨其学科边界拓展的可能路径。

二、内容简介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语言应用研究新动向”以宏观视野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下语言研究

的转型与突破。作者指出，传统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内部问题，而

“一带一路”倡议的跨国性、多元性特征要求语言研究必须转向更广阔的视域。由此语言战略的制

定需兼顾“内外并举”：对内需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语言安全体系建设；对外则需探索

中文国际传播策略，并关注沿线国家的语言需求与文化差异。这一双重维度的提出，体现了作者对

全球化语境下语言功能的深刻洞察。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文化

认同的象征。作者以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为例，分析了多语言环境下可能存在的文化摩擦，并提出

通过语言服务和文化对话构建互信机制。这种从冲突到融合的视角，为跨文化语言研究提供了新思

路。

第二章“语言需求调查新实践”展现了该书研究团队扎实的田野工作。通过对中亚国家的实地

调研，该书揭示了语言需求从“静态描写”向“动态服务”转变的必然性。例如，在哈萨克斯坦的

案例中，作者发现中资企业对本土化语言人才的需求不仅限于汉语能力，还需具备法律、贸易等领

域的专业知识。这一发现呼吁人才培养模式的“语言+专业”的复合型转型。书中介绍了“城市语言

商业景观调查”方法，通过分析北京城市中语言标识的分布与功能，映射出语言使用的经济属性和

社会分层。这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为宏观语言规划提供了数据支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

结合。

第三章“语言服务新需求”重新定义了语言服务的内涵与功能。作者突破传统“语言工具论”

的局限，提出语言服务应具备沟通、教育、调节、叙事与传播五大功能。例如，在“一带一路”项

目中，语言服务不仅需要解决即时沟通问题，还应承担文化调适、形象塑造等长期任务。这一理论

框架的构建，使语言服务从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书中对《现代汉语八百词》和“三个平面语

法理论”的回顾颇具启发性。作者指出，这些经典研究虽以汉语本体为核心，但其方法论可为跨境

语言服务提供借鉴。例如，针对中亚国家的汉语教材开发，需结合当地语言结构特点，如俄语的格

系统、哈萨克语的黏着性，而非简单照搬国内教学模式。这种对比语言学的视角，彰显了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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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的特质。

第四章“国际中文教育新模式”聚焦于人才培养的转型与挑战。作者提出，传统的“汉语国际

教育”需向“中文国际化教育”升级，即从单一语言教学转向跨学科能力培养。以哈萨克斯坦为

例，当地孔子学院通过“中文+能源工程”“中文+物流管理”等课程，培养了一批既懂汉语又熟悉

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有效满足了中哈合作项目的用人需求。这一案例揭示了中文教育从“文化

传播”到“服务产能合作”的功能转变。

第五章“民心相通新融合”将语言研究置于文明互鉴的宏大叙事中。通过讲述中资企业参与中

亚民生工程，如交通建设、人文教育交流的案例，作者揭示了语言在促进双方往来中的“润物细无

声”之力。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国企业通过雇用本地员工、开展公益项目，不仅

解决了一定的就业问题，还增进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同。这种“以语言促发展，以发展固民心”

的路径，体现了语言研究的现实关怀。同时，艺术通过形象和美感反映现实，与语言传播形成互

补，共同构建了跨文化理解的交互网络。例如，中哈合作拍摄的电影《音乐家》，既突破了语言障

碍，又深化了情感共鸣。这一视角拓展了语言研究的边界，凸显了多元文化交流的价值。

三、价值及展望

语言研究的战略定位。该书提出语言研究需服务于国家战略，强调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的基础性作用。继承并发展了李宇明（2015）提出的“语言铺路”理念，将语言规划提升至国家治

理层面，提出“精准化、多层次、专门化”的语言服务理论。例如，针对中亚语言需求调查，书中

提出复合型语言人才培养机制，强调从“通用型”向“专门化”转型。

语言服务的功能扩展。作者将语言服务功能从“信息传递”升级为“价值共创”，面向语言服

务的功能拓展与叙事转向。书中指出语言服务具有的沟通、教育、调节、叙事、传播等五大功能。

这是继屈哨兵（2007，2012）提出语言服务的属性及概念系统后，从功能方面的进一步分类，有效

扩充了语言服务的理论体系。如书中指出叙事功能重在用语言讲故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用语

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语言教育的转型突破。“一带一路”的语言需求与新时代智能化要求促使中文国际化人才培养

模式的转变：从繁华过渡到精准化、从单层次过渡到多层次、从通用型过渡到专门化、从单一化过

渡到多样化。进而提出“文化嵌入式”教材设计理念，主张将阿凡提故事、皮影戏等丝路文化元素

融入教学内容，既增强学习趣味性，又促进民心相通，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认同的深度融合。这一

“中文+专业”的国际化教育模式，推动中文教育从“文化传播”向“服务产能合作”转型。

方法论的实证取向。该书摒弃传统书斋式研究，通过对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实地调研，覆盖政府机构、中资企业、本土高校等多类主体，获取

一手数据。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量化分析政策沟通、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具体语言

需求。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而需要大量的既懂政策又懂语言的双

向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如哈萨克斯坦的新疆轻工国际有限公司，需要懂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和通俄

语、中文的当地法律人才。中国政府奖学金、“汉学计划”项目等虽在中亚高层次中文人才培养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培养周期长，不能短期见效，应注重“质”而非“量”。

实践的行动指南。此书的实践意义贯穿“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场景，从企业微观层面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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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人才培养，到中观层面的语言政策适配，再到宏观层面的区域治理与软实力构建。其提出的

解决方案，如“中文+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音乐舞蹈等非语言符号协同传播方式等，均基于

中亚实地调研数据，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

具体行动指南。

尽管该书成效显著，但仍有以下方面可进一步拓展：覆盖广度方面，该书要聚焦中亚地区，未

充分衔接东南亚、中东欧等次区域经验，需构建“宏观区域—中观国家—微观社群”的多尺度比较

框架；部分案例分析深度方向，未能完全展现语言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复杂互动，案例分析深度稍显

不足；技术融合方面，关于数字技术对语言服务的革命性影响，该书虽有所提及，但未形成系统论

述。同时，该书主要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方法来调查语言需求与服务，将来可探索人工智能在语言

服务产品供给中的应用。

四、结语

《“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新视野》的突出价值在于，它既未陷入“就语言论语言”的窠臼，也

未止步于政策解读的浅层分析，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在理论建构、方法创新与实践应用之间实现了

有机统一。这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语言方案，更推动了语言学从“学科自觉”向“社会

自觉”的转型。尽管在区域覆盖的全面性、案例分析的深度、技术融合上仍有拓展空间，但该书无

疑为新时代语言研究树立了标杆，其学术生命力将随着“一带一路”实践的深化而持续彰显。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2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基于个体产出与感知关系的广西粤方

言声调变异研究”（项目编号：22FYY012）；2025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

目“来宾市汉语方言岛语言生态调查及多模态语料库建设”（项目编号：2025KY0884）；2023年

来宾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来宾市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路

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LBZS024）的阶段性性成果。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邢欣、郭安、张全生（2022）：《“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新视野》。南开大学出版社。

[Xing, X., Guo, A., & Zhang, Q. (2022). New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Stud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李宇明(2015)：“‘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人民日报》，第 7版。

[Li Yuming (2015).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eds Language to Pave the Way”. People’s Daily.2015-09-22(7).]

屈哨兵(2007)：“语言服务研究论纲”，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06）：56-62.

[Qu Shaobing (2007). “An Outline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Services”. Journal of Jiangh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Edition)
(06): 56-62.]

屈哨兵（2012）：“语言服务的概念系统”，《语言文字应用》 （01）：44-50.

[Qu Shaobing (2012).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 Language Services”. Applied linguistics (01): 44-50.]



功能转向与意义建构

——韩礼德《语言与教育》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宋 迪（Song Di）1

摘要：《语言与教育》基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了语言教育的

社会实践本质及其跨学科价值。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更是构建社会意义的资源，其教

育实践需突破传统形式化语言学桎梏，转向功能导向的适用语言学范式。通过母语教育

中的“意义潜势”理论、二语习得的“再社会化”模型、多语社会的功能规划理论及教

育语言学的“意义建构科学”定位，构建了贯穿个体发展与社会文化维度的分析体系。

语言教育应注重语境适应性，通过语域敏感度培养、跨文化语码转换机制构建及学科语

言特征解析，实现从工具性技能训练到意义资源创生的范式转型。该理论为破解全球化

语境下的多语冲突、语言生态失衡及教育异化问题提供新路径，尤其对汉语教育突破印

欧语框架束缚、培育文化协商能力具有启示意义。著作最终指向“语言育人”的哲学愿

景，强调语言学习应成为个体参与社会变革、实现意义共创的主体性实践。

关键词：韩礼德；语言教育；教育语言学；《语言与教育》

Title: Functional Turn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Halliday’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Abstract: Language and Education, grounded in Halliday’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sociopractical ess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ignificance of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is not merely a communicative instrument but a
resource for constructing social meaning, necessitating a shift in pedagogical practices from
traditional formal linguistics toward a functionally oriented “appliable linguistics” paradigm.
By synthesizing theories such as “meaning potential” in mother-tongue education, the
“resocialization” model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functional planning in multilingual
societies, and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the work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tegrating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Emphasizing contextual adaptability,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advance from instrumental skill training to meaning-resource generation
through register sensitivity cultivation, cross-cultural code-switching mechanisms, and
disciplinary language analysis. This theory offers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global challenges,

1 宋迪（SongDi），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育博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电邮：taimounta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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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multilingual conflicts, linguistic ecological imbalances, and educational alienation,
while illuminating pathways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o transcend Indo-European
linguistic constraints and foster cultural negotiation capacities. The work culminates in a
philosophical vision of “educating through language”, positing language learning as an
agentive practice enabling individuals to engage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ollaborative
meaning-making.
Keywords: Halliday; language educatio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一、引言

在将语言学理论深度应用于教育实践并推动其变革的历程中，韩礼德（M. A. K. Halliday）是一

位具有开创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巨匠。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早在上世纪中叶便提出

“语言即社会符号” 的核心命题，并毕生致力于探索语言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作用。韩礼德关于语

言与教育的思想精华凝聚于其文集《语言与教育》之中（英文原版编辑：Jonathan J. Webster，中文

编译版：彭宣维团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这部跨越数十年的思想合集，不仅是对其 “适

用语言学” 理念在教育语境下的集中阐述与深化，更以其对母语发展、二语习得、多语教育、教育

语境及学科本体等关键议题的系统剖析，为全球教育者提供了理解语言如何建构学习、塑造社会化

的理论透镜与实践指南。

《语言与教育》是《韩礼德文集》的第 9卷，《韩礼德文集》收集了韩礼德 20世纪 50年代到

2007年间发表的重要论文，按主题分为语言学研究、科学语言、语言与教育、语言与社会等 10

卷，与韩礼德的其他著作一起，构成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体系。

其中第 9卷《语言与教育》收录了韩礼德从 1966到 1999年间发表的 19篇论文，论述了语言与

教育以及文化的关系。全书共包括引言和五个部分：1.母语教育，2.第二语言学习，3.多语社会，4.

语言教育的语境，5.教育语言学。集中呈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实践应用。这部著

作跨越半个世纪，收录了作者对母语教育、第二语言教学、多语社会语言规划等核心议题的深度思

考。全书系统阐释了语言作为社会符号资源的本质属性，为当代语言教育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

方法论框架。

二、内容述评

引言，适用语言学的理论奠基。此书引言是韩礼德在 2002年由于其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突出贡

献而被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授予金质奖章的仪式上的讲话，题目是“作为一个发展性主题的应用语言

学”。韩礼德在引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创建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初衷是“教育性的”，由于

他自己最初是一名语言学习者，然后成为语言教师，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不断思考并力图解决一系

列关于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艰难问题。因此，他要建构“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即

能够有效解决现实语言问题的理论体系。适用不是可应用（applicable），可应用是指用语言学实现

一种目的，而适用语言学是指在不同语境中可使用的语言学。这一理论立场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对抽

象规则的形式化追求，转而关注语言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功能实现。接下来正文的五个部分皆以此

思想为基础，如语言学适用于探索儿童语言发展，特别适用于促进儿童语言发展和母语学习；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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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适用于第二语言教育；语言学适用于多语国家的语言教育和语言计划；语言学适用于探讨不同功

能变体的语言等。

1.母语教育的功能语言学路径

《语言与教育》以《语言学与英语教学》（1967）为开篇，系统批判了传统语法教学的机械

性。韩礼德提出，语言教师需掌握两套知识体系：描述语言学聚焦语言系统的内部规则，机构语言

学则解析语言的社会功能分层。这一理论框架直接挑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简化为形式规则的

教学范式。

基于此，《突破读写》（1967）课程设计成为功能语言学应用于母语教育的实践典范。该课程

摒弃传统字母拼写训练，开发“词汇语法卡片”工具包。儿童通过组合功能标签与词汇单元，将碎

片化口语表达扩展为符合书面语法的完整句式。这一过程严格遵循儿童语言发展的七种原始功能

（工具、调节、互动、个人、想象、启发、信息），实现从意义潜势到语法结构的自然过渡。韩礼

德强调，写作能力的本质是“对语言系统的有意识操控”，而非对规则的机械记忆。

针对青少年语言社会化的关键阶段，《关于中学语言的一些思考》（1977）揭示了家庭“局限

语码”与学校“精密语码”的认知冲突。家庭对话依赖共享语境隐含意义，而学术文本要求显性逻

辑衔接。为此设计的《探索语言》项目，通过分析广告修辞、新闻标题的语法隐喻，训练学生识别

语域特征，理解语言如何通过形式选择建构社会现实。

在《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1979）中，韩礼德从历史语言学视角揭示了两大语域的演化规

律：书面语因物质载体的稳定性趋于保守，古英语文献的句法结构在中世纪手抄本中得以完整保

存；口语因即时互动需求不断革新，俚语演变即为明证。这种历时差异塑造了共时语法特征：口语

依赖小句嵌套和语调变化传递隐含意义；书面语偏好名词化压缩信息，通过复杂名词词组提升词汇

密度。韩礼德建议教师设计对比练习，将口语讨论改写为书面报告，以此强化学生对语域功能差异

的认知。

2.第二语言习得的符号重构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是母语学习的翻版吗？》（1978）突破了“干扰论”的局限，提出二语习得本

质是“符号系统的再社会化”。香港双语教育案例为此提供实证支持：学生将英语用于学术写作

（概念功能），粤方言用于家庭交流（人际功能），形成功能性语码切换能力。韩礼德强调，二语

学习的成功标准是“功能性交际能力”而非“形式完美性”，这一观点在《亚洲语言学习》

（1986）中得到延伸。面对汉字系统与英语的符号差异，韩礼德建议通过早期沉浸和语境化任务跨

越文化距离，而非追求语法形式的精确性。

《跨文化语言》（1986）进一步指出，学科语言的特殊性要求教育者引导学生识别语域特征。

这种功能导向的教学理念在《语言在哪里相遇》（1998）的香港经验中得到验证：英语作为国际语

言与粤方言的本土活力通过功能分层实现符号生态平衡，证明了多语接触可能产生创造性互渗而非

单向文化霸权。

3.多语社会的语言规划与符号生态

韩礼德在《多语社会中的国语和语言计划》（1972）中提出“符号生态工程师”的隐喻，主张

语言学家协助政府建立功能互补的语言层级。香港“两文三语”政策（中文承载文化认同、英文服

务国际事务、粤方言维系日常生活）即为此理论的实践范本。非洲国家的语言规划案例进一步验证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 139

该模型：斯瓦希里语强化国家认同，英语处理外交事务，部落语言保留家庭传承，三者构成稳定的

符号生态系统。

针对濒危语言保护难题，《对多语社会中语言教育的反思》（1979）提出通过教育实现“符号

发电站”功能再生。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教学将口述传统（文化语境）与学校课程（情景语境）相

结合，使濒危语言从文化标本转化为活的意义系统。韩礼德强调，语言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需

防止“符号生态”失衡。这一理念在《英语的语境》（1994）中延伸至后殖民语境：印度作家通过

英语的“重新语义化”（如奈保尔小说的混合叙事策略），实现本土经验的全球化表达，进一步证

明语言接触可能产生创造性互渗而非单向文化霸权。

4.教育语境的系统功能阐释

《语言教育中的“语境”概念》（1991）构建了双重语境模型：情景语境指课堂互动的即时环

境，文化语境则是教育体制的宏观框架。韩礼德指出，教师需引导学生将学科语言与日常经验关

联，避免认知断层。理想的教学应像“语境剪辑师”，在两种语码间架设过渡阶梯。

5.教育语言学的学科范式

《关于“教育语言学”的概念》（1990）明确学科定位：这是语言学与教育学在“意义生成”

与“学习理论”交界处的新兴领域。《教育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1988）确立五大理论支柱：

第一语言发展、语义潜势扩展、语言建构现实、多语接触、功能变体（口语/书面语）。其中，《教

育的语言发展方法》（1994）提出的七阶段模型最具创新价值：从儿童语前单功能到成人语言的多

功能整合，最终通过语法隐喻实现学术语言能力跃迁。

三、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语言与教育》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方法论层面，其核心突破在于确立了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将语言形式分析与教育实践深度融

合。这一范式强调语言描述必须服务于教学实践，要求教师同步掌握两大知识体系：一是聚焦语言

内部系统的描述语言学，二是解析语言与社会权力关系的机构语言学（如方言地位差异、语域功能

分层）。这种“适用语言学”立场彻底摒弃了形式语言学对抽象规则的孤立研究，转而通过真实语

篇分析揭示语言变体的社会功能，为教育实践提供直接依据。

理论建构层面，韩礼德发展出完整的语言社会化模型，有机贯通个体发展与社会文化维度。该

模型以“意义潜势扩展理论”为轴心，揭示语言能力发展的动态过程：在个体维度，儿童经历从婴

幼儿单功能表达到成人期语法隐喻的七阶段跃迁；在社会维度，语言作为文化符号载体，通过家庭

“局限语码”与学校“精密语码”的冲突与融合，实现文化再生产。这一模型进一步延伸至多语社

会研究，提出“符号生态观”，主张语言按功能分层互补（如香港三语制度中粤方言维系日常生

活、英语承担学术功能、普通话强化国家认同），形成动态平衡的符号生态系统。

实践指导层面，韩礼德系统构建了从课程设计到政策制定的应用框架。在课程领域，《突破读

写》开创“词汇语法卡片”工具，将儿童口语功能自然转化为书面结构；教学法层面，强调创设

“再社会化”语境任务；政策制定则提供功能互补的语言规划范式（如非洲采用斯瓦希里语强化民

族认同、英语处理国际事务、部落语言保留家庭传承的三级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对汉语教育的启示尤为显著。韩礼德早年研习汉语的经历使其理论天然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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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对孤立语特征的思考。他关于“汉语语法隐性关系”的论述，为突破印欧语框架下的语法教学提

供了新视角。其语篇分析理论对中文读写教学改革具有直接借鉴价值。香港经验证明，后殖民语境

下可通过“重新语义化”策略实现本土概念的全球传播，这为汉语国际教育提供了新的文化转换范

式。

最后，在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下，此书展现的前瞻性愈发凸显。韩礼德在 20世纪预见的语言接

触、文化混杂交融现象，正是当今“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研究的先声。他对多模态交际的

论述，为数字时代的语言教育转型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语言教育的意义革命

这部历时半个世纪的思想合集，实质是场静默的语言教育革命。韩礼德将语言从形式规则的桎

梏中解放，还原其作为社会意义实践的本质。这种范式转换要求教育者重新审视教学目标：不是培

养遵循语法规范的语言使用者，而是造就能够创造性运用意义资源的社会主体。

在机器翻译日益精进的今天，书中强调的“文化意义生成能力”更具现实意义。当技术可以解

决表层符号转换时，教育的根本使命转向培养深层的跨文化意义协商能力。这种能力植根于对语言

社会功能的深刻理解，正是韩礼德理论留给当代教育最宝贵的遗产。

《语言与教育》最终指向一个更具人文性的教育愿景：通过语言学习，学习者不仅掌握交际工

具，更获得理解世界、建构意义、参与社会变革的能力。这种将语言学转化为育人哲学的理论追

求，使得韩礼德的学术思想超越学科边界，成为照亮现代教育的精神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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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规范与学科自觉

——《语言政策与规划核心术语》多维价值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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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政策与规划核心术语》一书以“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语言资源与语言

规划丛书”的 14本经典译著为基础构建语料库，基于语料库进行语言政策与规划核心

术语提取、术语汇编、译名整理和观点摘编。该论著体现了中国学者在推动语言政策与

规划学科术语工作方面的学术自觉，对夯实学科建设的基础，促进语言规划理论研究，

推进学科术语规范统一等具有多维价值。同时，本研究也指出该书在语料来源的多元

性、新兴术语的动态纳入、知识呈现方式的优化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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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ising two major sources: 14 translated works from the Classic Translation Seri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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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s well as other authoritative trans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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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 key terminology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while extracting, analyzing, and
critically evaluating releva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However, the book exhibits limitation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clusion of local case studies, overreliance on homogeneous source
materials, and inadequate coverage of emerging subfields. As a terminological compendium
that balances academic rigor with practical utility, this work provides a critical reference for
advanc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discourse systems within language planning studies. It
also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future endeavors in digitizing and dynamically updating
terminolog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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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走向成熟与独立的重要标志，更是构建学科知识体系、促进学术交

流与知识传播的基石。李宇明（2003）指出术语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类科学知识的系统梳理，术语的

传播就是人类科学知识的传播。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门迅速发展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领域不断拓

展，涉及概念日益复杂，但长期以来，术语使用不规范、译名混乱、缺乏系统性整理等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科的深入发展与国际对话（方小兵、张立萍，2022）。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实践与理论亟待建立共通的术语体系，以消除概念壁垒，

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学术共鸣。

在这一背景下，由方小兵、张立萍编著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核心术语》于 2022年由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正式出版，无疑填补了学科术语系统化整理的空白。该书作为一本系统整理语言政策与

规划领域术语的工具书，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以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出版的 14本语言政策与规划

经典译著为专业语料库，在此基础进行术语提取、术语汇编、译名整理和观点摘编。这不仅是对既

有学术成果的系统性整合，更是中国学者在推动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术语工作方面展现学术自觉的

里程碑式尝试。本研究旨在从术语的权威性、系统性、多维性，以及其作为研究工具、跨语际桥梁

和学科前沿导航等多维价值，对该书进行深入评析，并探讨其未来可优化的方向。

二、内容简介

全书由三个板块构成。

第一板块是核心术语，包括核心术语检词表和观点摘录。作者精选了 150条核心术语，涵盖了

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文化、语言保护、语言接触、语言分化、语言社群、语言能力等，以术

语汉语拼音首字母为序进行排列，构成核心术语检词表。作者在给出术语定义的同时，摘录了不同

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论述，可供读者进行对比分析，全面把握和加深理解，有助于对

术语的批判性接受。

第二板块是术语对照表，包括英汉术语对照和汉英术语对照两个部分，各包含 1083条。对照术

语覆盖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核心概念、实践方法及新兴议题，为术语的中英互译提供了翻译规

范。

第三板块是常用专有名词术语表，包括对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人名、法规（报告）名、组织

机构名和语言事件名，共 1261条。其中，重要学者人名 963条，既包括索绪尔（Saussure）、洪堡

特（Humboldt）等语言学经典理论奠基者，也包括布尔迪厄（Bourdieu）、巴尔道夫（Baldauf）等

跨学科研究者，同时兼顾当代学者如徐碧美、赵金运等。法规（报告）名 93条，覆盖了从古代法典

《汉穆拉比法典》到现代政策《每个孩子成功法》等涉及语言的重要法规。组织机构名 159条，包

括主要国家的重要语言类机构，包括学术机构，如美国应用语言学协会，政策执行机构，如威尔士

语言委员会和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机构，如孔子学院等。语言事件名 46条，包括重要国家的标志性语

言事件，如刘氏诉尼克尔斯案、唯英语运动等。

三、主要特色

《语言政策与规划核心术语》凭借其独到的编纂理念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呈现出显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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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体现在其术语的权威性、汇编的系统性以及释义的多维性上。

（一）术语的权威性

此书的权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术语提取自学术经典著作。此书的核心术语所摘录的定义、观点和论述均来自由国家语

委科研机构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与商务印书馆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推出的“语

言规划经典译丛”和“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的 14种译著。这些译著的原著在国际上被公认为

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领域的奠基性、经典之作，代表了该领域最核心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因此，基

于这些经典构建的语料库，从源头上保证了术语的理论深度和学术公认度。

第二，译者专业水平高。这两套丛书的翻译与审订工作，均由国内数十位具有深厚英语专业背

景、长期从事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的博士、副教授或教授参与完成，审订者更是该领域享有盛誉的

知名学者。译者和审订者的高水平确保了译丛的翻译规范与精准，从而也为此书关于术语汉英对照

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提供了坚实保障。

正如方小兵（2022）所言，这些译丛“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语言规划研究学者们的案

头参考书，部分成为该领域研究生的入门教材”。这种源头上的权威性，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

的参考依据，更在学科内部构建了共同的认知基础和交流平台，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学术共识，有效

避免了因术语理解偏差而导致的学术交流障碍。

（二）术语汇编的系统性

此书在术语汇编上展现出高度的系统性。作者依据学科概念体系，对术语进行精心的归并和分

解，排查假同义术语，从而较为全面地建立了术语相互参照体系。例如，通过识别和区分同源术语

（如“土著语言”与“原住民语言”）、多义术语（如“双语教育”与“多语教育”）和多源术语

（如“弱势语言”与“非主导语言”），此书有效地理清了概念边界，减少了歧义。第一篇中共计

有 50组以“XX见 YY”形式呈现的术语组，整理如下表 1。

表 1：具有相关关系的术语对照表*

序号 整合术语 参照术语 语义关系 序号 整合术语 参照术语 语义关系

1
土著语言

原住民语言 同源术语 26 共同语 通用语 多源术语

2 本土语言 同源术语 27 宏观语言规划 微观语言规划 多源术语

3 祖传语 传承语 同源术语 28 语言适应 文化适应 多源术语

4
双言制

高变体 多义术语 29 隐性语言政策 显性语言政策 多源术语

5 低变体 多义术语 30 言语社区 言语共同体 同源术语

6 双语教育 多语教育 多义术语 31 语码 语码转换 多义术语

7 双语制 双语教育 多源术语 32 语言保护 语言保存 多义术语

8 单语制 多语制 多源术语 33 濒危语言 语言濒危 多义术语

9 弱势语言 非主导语言 多源术语 34 语言竞争 语言冲突 多义术语

10 融入性动机 工具性动机 多源术语 35 语言推广 语言传播 多源术语

11 国语 官方语言 同源术语 36 语言复兴 语言复活 多源术语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144

序号 整合术语 参照术语 语义关系 序号 整合术语 参照术语 语义关系

12 政策文本分析 互文性分析 多义术语 37 语言教育规划 语言教育政策 多源术语

13 家庭语言规划 家庭语言政策 多源术语 38 语言法 语言立法 多义术语

14 教学用语 教学媒介语 同源术语 39 语言权利 语言人权 多源术语

15 书面语 口语 多源术语 40 语言活力 语言韧力 同源术语

16 母语 母语者 多源术语 41
语言经济

语言产业 多义术语

17
克里奥尔语

混合语 多义术语 42 语言市场 多义术语

18 皮钦语 多义术语 43 读写能力 语言素养 多义术语

19 语言测试 入籍语言测试 多义术语 44 语言认同 语言态度 多义术语

20 方言连续体 上层方言 多源术语 45 语言意识形态 语言信仰 同源术语

21

新英语

全球英语 多源术语 46 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 多源术语

22 英语通用语 多源术语 47 语言管理 语言治理 多义术语

23 世界英语 多义术语 48 语言资源 语言资本 多义术语

24 属地原则 属人原则 多源术语 49 强势语言
主导语言

同源术语

25 共同语 标准语 多义术语 50 主体语言 多源术语

表注*：同源术语：表示这些术语具有相似或相同的起源和语义，例如同义、同位关系等。多义术语：表示这些

术语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例如上下位关系、过程与结果关系等。多源术语：表示这些术语来自不同学科或

语境，并且它们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如对立、互补等。

这种系统性整合极大地减少了术语使用的歧义和混乱，使得研究者能够更精准地把握概念内涵

与外延，厘清术语间的复杂关系，从而避免概念误用和理论混淆。它为学科的理论构建与知识传播

提供了坚实的框架，例如，对“双言制”与“双语制”这类易混淆术语的区分，便能有效引导读者

进行精准辨析。这促进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三）术语释义的多维性

为加深读者对术语的把握和理解，此书不仅给出核心定义，更通过摘录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

同一概念的不同论述，搭建了可溯源、更全面的学术对话平台。这便于读者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实

现对术语的批判性接受。例如，在阐释“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时，此书在给出其核心定义

“本体规划是针对语言文字形式或结构的语言规划，如创制或完善文字，新词培育，语言纯洁化、

规范化和标准化”之后，系统摘编了来自埃杰（Ager）、卡普兰（Kaplan）和巴尔道夫、赖特

（Wright）、肖哈米（Shohamy）、弗格森（Ferguson）、格兰（Grin）等学者的 10条重要论述。每

条引用均详细标明作者、出版年份和页码，方便读者追溯原文。这些观点，如卡普兰和巴尔道夫

（2014：236）强调的“本体规划指的是为使语言能够发展和维护语言环境，对语言进行定型、规范

化、修改或完善必须设定的内在语言目标”，以及弗格森（2018）提出的“本体规划要解决的则是

语言形式或编典标准，并试图设计编典变化，包括图形化（书写系统的发展）、标准化和现代

化”，展现了学者们对同一概念的多元理解与侧重。

又如术语“国语”。此书在对比分析“国语”与“官方语言”的区别后，摘录了斯波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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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lsky）（2016：204）关于“对前殖民地国家而言，国语指具有重要意义的本土语言，而且被

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而官方语言往往是指前殖民语言”的论述，以及肖哈米（2018：65）关于

“语言国语化与国家的概念有关，是指民族国家把特定的语言用于代表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当某

一种语言被确定成为国语，也就意味着它的使用者比其他群体享有了更高的地位，因为他们已经变

成了民族国家的公认代表”的观点。这种多视角的呈现方式，不仅仅是简单的罗列，更是一种学术

对话的搭建，鼓励读者进行批判性思考，而非被动接受单一观点。它有助于训练研究生的文献梳理

能力和理论辨析能力，促进学术创新的发生，同时大大节省了读者自行查阅和比较文献的时间成

本。

四、多维价值

《语言政策与规划核心术语》以“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的 14册

译著构建语料库，通过系统性整合与创新性编排，在多个维度实现了价值的深化和拓展。

（一）是语言规划研究的工具书

此书作为多要素整合的“语言规划术语范式”，遵循词典编纂逻辑，将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涉

及的文字、语法、词汇、语用、意识形态等分散要素整合起来。例如，对“语言复兴”的阐释既包

含语言本体要素（如毛利语的书写系统），又涉及政策要素（如新西兰的“语言巢”教育模式），

体现了词典“补规范文件之不及”的功能（李宇明，2004）。这种整合弥补了单一政策文件或理论

著作的碎片化缺陷，为学习者提供了结构化的认知路径。

此书还是柔性规范的“标准化载体”。这种柔性规范既避免政策法令的“硬着陆”风险，又为

术语选择提供“软着陆”环境（王东海等，2013）。此书通过推荐术语的标准译名，并系统对比不

同学术观点，以柔性规范的方式构建学术共识，推动语言规划理论体系的规范化发展。例如在“新

英语”与“世界英语”的辨析中，既尊重国际学界的分歧，又通过卡楚（Kachru）的“三圈模式”

推进理论共识。此书的出版正是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学者在学科发展关键阶段，积极响应术语规范

需求、展现学科自觉的重要体现，它为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是跨语际术语建设的桥梁

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长期存在的术语误译和碎片化问题，严重阻碍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例

如，“heritage language”一词在中文中曾出现多达 8种译名混用现象，造成了概念混乱。此书通过

对译丛语料库进行穷尽式整理和汇编，旨在解决术语使用和翻译混乱问题，破解术语碎片化，构建

起中英互译通道。例如，此书对“语言权”与“语言人权”进行了清晰区分，指出前者侧重法律保

障，后者关联国际公约，这为政策制定和法律研究提供了精准的概念工具。

此外，该书也积极尝试对汉源术语（如中国语境下的“语言生活”）进行创造性英译（如

“language life”），这不仅保留了本土概念的特色和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其在国际学界传

播的通道，为“术语双向译介”提供了本土化策略。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促

进本土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更能推动全球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形成更为均衡和多元的理论对话格

局，真正实现跨文化、跨语际的知识共享与协同创新。

（三）是学科前沿热点的导航

此书对学科前沿热点的敏锐捕捉和及时收录，使其成为一本具有前瞻性的导航工具。通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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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二十年（2002-2021年）语言规划研究热点（张小曼、骆新春，2023）与此书核心术语，可以

发现二者高度重合，精确匹配的术语有 15个，分别是标准语、语言产业、濒危语言、语言服务、多

语教育、语言管理、多语制、语言能力、跨境语言、语言政策、世界语、语言治理、双语教育、语

言资源、语言安全。这种高度对应有力验证了此书核心术语的代表性、流通度与适时性。

更值得肯定的是，此书收录了部分新兴概念，如“应急语言服务”（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这精准地反映了新冠疫情后全球对语言服务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作用的关注，体现了

作者对学科发展动态的敏感性。此书还对核心术语作了进一步细分和拓展。例如，根据语言规划和

政策实施路径，提取出“宏观语言规划”“微观语言规划”“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自下而上的

语言政策”等相关术语；在语言资源与经济领域，提取了“语言资本”“语言经济”等概念，体现

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跨学科性。这种对术语的细化与拓展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语言政策与规划

领域的研究框架，充分表明该书并非固守理论经典，而是积极回应学科实践的前沿关切与社会发展

的时代需求，使其成为一本兼具经典性与时效性的参考工具。

五、结语

《语言政策与规划核心术语》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的两部丛书的 14本语言政策与规划

经典译著为基础，聚焦术语规范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破解了术语碎片化难题，规范了学

术译名体系，搭建了跨学科对话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了结构化认知路径，深化了语言规划理论研

究，对学科体系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堪称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术语研究的开创性成果。

然而，作为一部开创性著作，此书在以下几方面仍有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未来学

科术语工作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一，语料来源的局限性与本土案例吸纳不足。尽管该书基于经典译著构建语料库，但在一定

程度上呈现出偏西方中心的视角，未能充分吸纳非西方语境下的独特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是对中

国本土丰富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案例的挖掘和提炼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书在本土化理论构

建和实践指导上的潜力。未来可考虑将中国本土研究的原创性论著、期刊论文等纳入语料库范围，

以实现更全面的术语覆盖和更具本土特色的理论对话。

第二，新兴概念的动态纳入与理论脉络的深度阐释有待加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催生了诸

如“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语言伦理”（ language ethics）“算法偏见”

（algorithmic bias in language）等一系列全新的语言现象与术语。这些新兴概念虽未完全纳入此书，

但其对语言政策与规划实践的影响日益凸显。未来应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及时收录并解释这些前沿

术语，保持学科的时代性。此外，部分核心术语的理论演变脉络、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议与发展等，

在此书中虽有摘编，但仍可进一步系统化、深度化阐释，帮助读者更全面地把握其学术谱系。

第三，知识呈现方式的平衡可进一步探索。虽然字母排序便于检索，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

术语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和概念体系。未来可尝试引入主题分类、概念图谱或层级结构等多元呈现

方式，以期在提高检索效率的同时，更好地展现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与关联性。此外，第三篇常用专

有名词术语表如能补充重要学者、语言事件及机构的简要背景或贡献，将极大地提升读者的信息获

取效率，帮助其快速构建起学科的整体图景。

总之，此书作为关于语言政策和规划学科术语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其学术价值和工具实用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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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置疑。期待未来《语言政策与规划核心术语》能够持续迭代升级，不仅在术语数据库、术语图谱

和术语教学资源平台建设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更能在立足中国语境、保持国际视野的基础上，深化

本土化理论研究，推动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在学术话语构建和国际学术交流中发挥更为核心的

作用，真正实现学科的开放化、系统化和实践化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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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下网络语言的“蜕变”

——评《从社会方言到功能语体——网络语言新论》

田笑笑（Tian Xiaoxiao）1

摘要：《从社会方言到功能语体——网络语言新论》是一部关于网络语言的语言学著

作，它基于新时代下人际交往方式的重要转变，彻底摒弃了将网络语言简单归类为“社

会方言”的传统视角，以精密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论证了网络语言在信息时代中“功

能语体”的本质。该书以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采用语体变量配置的研究方法，对网

络语言的性质、特征和要素展开深入剖析。标志着网络语言研究迈入了一个更为成熟、

理性且充满洞察力的新阶段。

关键词：网络语言；语体变量；语言生活

Title: The “Metamorphosis” of Internet Languag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Review of From
Social Dialects to Functional Styles: A New Theory of Internet Language
Abstract: From Social Dialects to Functional Styles: A New Theory of Internet Language is a
linguistic work on internet language, which, based on th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ethods in the new era, completely abandons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simply categorizing internet language as a “social dialect”. Through precis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t argues that internet language is essentially a
“functional regist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book is grounded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employs a stylistic variable configuration research method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elements of online language. This marks a new phase in online
language research, one that is more mature, rational, and insightful.
Keywords: Internet language; stylistic variables; language life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网络语言一直被看做是一种社会方言。信息时代的到来，“面对面”的人

际交流逐渐被“端对端”的网络交流所取代，网络语言的功能语体特征逐渐凸显。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徐默凡副教授所著《从社会方言到功能语体——网络语言新论》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

学著作，它基于新时代下人际交往方式的重要转变，彻底摒弃了将网络语言简单归类为“社会方

言”的传统视角，以精密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论证了网络语言在信息时代中“功能语体”的本

1 田笑笑（Tian Xiaoxiao），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广州大学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电邮：64857068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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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该书以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采用语体变量配置的研究方法，对网络语言的性质、特征和要

素展开深入剖析。在当下网络语言研究多以批判性视角主导的背景下，其对网络语言文化创新性的

关注尤为可贵，对母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工具书编撰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

二、内容概述

《从社会方言到功能语体——网络语言新论》全书共六章。该书首先重新界定了网络语言的性

质，后从示情手段、修辞创新等方面对网络语言的突出特征进行多角度分析，同时，重点讨论了网

络语言中网络词语、流行语、无关谐音和网络会话的传播机制和核心特点。

（一）网络语言的性质——功能语体论（第一章）

此书开篇即亮明核心观点：网络语言是一种功能语体而非社会方言。由此奠定了全文的整体基

调，为后续从多角度解读网络语言埋下伏笔。作者通过分析报告和问卷调查，发现在上世纪 80-90

年代，网络语言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社群的成型而诞生，其使用者主要为城市中从事网络相

关工作的男性年轻白领，此时的网络语言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社会方言。21世纪以来，网络普及率的

提高使网民范围迅速扩张，网络交际已成为大众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网络语言也从一种社会方言

变为一种功能变体，并生发出一系列独特的语言特征。

后作者以语体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为基础，引入语体变量概念（包括交际者、传

介方式和交际内容），认为语体变量的配置方式可以定义其语体类型，特定语体的语言特征是在特

定语体变量的制约下产生的，以此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方法——通过语体变量和语言特征的互动研究

勾勒出特定语体的清晰面貌。

（二）网络语言的特征——示情手段和修辞创新（第二、四章）

第二章着重探讨了网络语体的示情手段，即交际活动中为了表现非命题性的情感或情绪而使用

的表达手段。徐默凡指出，网络语言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应该在于适应新的传介方式而创造出的新的

表达手段，示情手段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一般而言，示情手段可分为自然示情手段和语言示情手

段，语体变量对其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网络语体中，由于传介方式的变化，其有限的视觉化示

情手段难以满足实时的高示情需求，促使网络语体生发出全新的示情方式——“虚拟实示”，即利

用网络技术，将原本交际双方只能在同一空间现场中感知的示情成分，同时实示在分处两个空间现

场的两块电子屏幕上，从而使屏幕前的双方产生在同一空间现场感知它的效果。最为典型的就是表

情包。虚拟实示的实现需满足规约化、视觉化、线性化原则，其示情策略包括创设图像示情手段

（如表情符号、颜文字等）、拓展语言示情手段（如网络新叹词、新语气词、新示情词等）、增生

修辞用法手段（如特定句式、苦笑类拟声词、人体动词）等。

第四章作者选取了较为典型的新辞格——命名性辞格和关系反语，以及一种影响网络语言整体

面貌的形貌修辞，重点分析了网络语言的修辞创新。徐默凡认为，命名性辞格是一种不同于常规方

案的变通手段，即使用已有的词语来称述对象，但既不利用该词语的原有意义，也不进行引申，而

是在旧型基础上生成一个意义无关但词型相同或相关的新型，以此实现命名。例如“玉米”（指李

宇春的粉丝）“妻管严”等。并进一步分析了其理解过程、修辞特点和语言表现。关系反语是网络

流行语中的特殊转折关系，原本遵循前后复句评价相反的构式，在网络语言中却呈现出前后复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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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相同，甚至是递进的关系。例如“虽然我下班晚，但是我上班早啊！”徐默凡将其比喻为网络语

境下的语言游戏，目的是表达一种谐谑性质的讽刺。同时，本章还关注到网络语言中的形貌修辞，

即借助视觉符号的形状和排版来表达特殊修辞意义的现象，可分为符号形貌（如将“顶”写作“丁

页”“囧”）、句段形貌（包括网络撇语、重叠象形）和语篇形貌（包括诗化分行、图文混排、文

字修饰）。最后，作者指出形貌修辞的基本原则，强调了其研究价值，呼吁进一步分析讨论。

（三）网络语言的要素——网络词语和流行语、无关谐音和网络会话（第三、五、六章）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网络词语和流行语，作者在此书中将网络词语界定为在“网络语体”中产生

并得到主要应用的词语，与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类似，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体色彩”。网络新词语

需同时满足“新”（新鲜的能指和所指结构）和“稳定性”两个属性。看似纷繁复杂的网络词语在

此书中被清晰地归纳为三个特定类型：游戏词、缩略词和事件词，逐一展开讨论。随后，作为“杰

出”的网络语言代表——网络流行语也在本章中被深入解剖，作者以《主要看气质》的实例进行个

案研究，深入浅出地揭示其背后的游戏心态以及极致性、防拟性特点。

第五章从构造原则、理解机制和文化心理等方面层层切入，介绍了网络语言中一种常见现象—

—“无关谐音”。此现象利用了谐音的语言机制，但其谐音义和表达目的无关，如“油墨”和

“humor”。徐默凡认为其本质是一种融入网络语言生活中“常态化的语言嬉戏”，其动因依然是

网民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在本章的最后，作者着重强调了网络语言研究必须采取的多维视角：

不能只旁观猎奇，要体察细微；不能只看侵蚀影响，忽视创新因素；不能只关注语言，忽视文化和

心理。对网络语言的后续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第六章主要借助口语会话分析的研究成果对网络会话展开研究，比较分析了口语会话和网络会

话的异同。此书所述的网络会话主要指网络即时通信支持下的文字对话，是最有特色且应用最广的

网络交流方式，具有不同于口语会话的会话原则和会话方式。作者通过实例从会话的开端、主体和

结尾三个部分对网络会话的全过程作了详实的描述分析。同时，还特别注意到了时间因素、表情符

号在网络会话中特殊的交际价值。正如徐默凡在结尾处所述，相对于其他章节，本章内容稍显浅

略，但其重要价值在于已经意识到网络会话所生发出自身独有的、系统性的会话结构，网络语体也

在逐渐成为一种因传介方式变革而诞生的新兴语体，引发深思。

三、主要贡献

（一）深刻解剖“社会方言论”的局限性

徐默凡的洞见首先体现在对“社会方言论”局限性的深刻剖析。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背景下，

“网民”早已不是一个特定的、封闭的社会群体，网络语言也不再符合社会方言“在社群内部环境

中固定使用”的特点。仅凭使用者身份（如“年轻网民”）来界定网络语言，无法解释其为何能跨

越年龄、地域甚至阶层壁垒广泛渗透，更无法说明为何同一使用者会在不同网络场景中自如切换多

种表达方式。这种视角无法触及网络语言存在的核心逻辑——新传介方式下的功能性表达需求。网

络语言的生命力，并非来自使用者身份的标签，而是来自其适应新型交流环境的强大能力。由此，

作者引入“语体”概念，认为语体是一种功能变体。如果说社会方言是以语言使用者为基准而区分

的语言变体，功能变体则是按照语言的用途而区分的语言变体，其使用对象是全民而非特定群体。

显然，采取这种从社会方言向功能语体变化的观点来考察，无疑是为分析网络语言提供了一个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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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也更能准确地说明网络语言的实际发展情况。

（二）旗帜鲜明地提出“功能语体论”

徐默凡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网络语言绝非边缘化的“方言”，而是数字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崭新

“功能语体”。它围绕特定交际目的（如高效传递、情感宣泄、身份认同、娱乐互动等），在特定

媒介环境（如即时互动）中形成了一套高度适配的表达规范。无论是表情包对微妙情绪的精准替

代，还是特定缩写（如“yyds”“绝绝子”）在社群内瞬间达成的强烈共鸣，抑或是弹幕文化创造

的实时共享情感场域，都是这种语体为克服网络交流障碍、提升表达效能而进行的创造性适应。

（三）方法论创新结合扎实的实证研究

前人研究主要是借用了语言系统的要素体系（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对网络语言的特征进

行归纳描写，看到一个现象就讨论一个现象，其弊端在于诸多特征不分轻重的罗列，不成体系，且

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性框架对这些特征进行充分必要性的证明，缺少从功能变异到语言特点的演绎

解释。对此，徐默凡创造性地运用语体变量配置的研究方法，抽丝剥茧般提炼出“交际者、传介方

式和交际内容”三个核心语体变量，首次将网络语言纷繁现象纳入统一解释框架，实现从特征罗列

到机制阐释的质变。

在理论建构的同时，作者也展示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书中对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流变、表情

符号的语法化进程乃至“火星文”等现象，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功能分析。尤其可贵的是，徐默凡

并未停留在静态描述，而是动态追踪了语言形式如何随着平台特性和社群活动而不断演变分化，充

分展现了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功能语体，强大的环境适应性与内在活力。

（四）关注到网络语言的文化创新之处

在批判网络语言“语言污染论”的主流声浪中，徐默凡独树一帜地挖掘网络语言的创新性文化

价值：网络语言中的形貌修辞现象并非语言退化，而是利用媒介特性的适应性创造，拓展了汉语表

达的维度；表情包、颜文字等作为数字时代下示情手段的革新，可实现跨空间情感的“共时在

场”；无关谐音现象所隐含的是集体情绪的宣泄，亦是群体身份认同的密码。这些观点从细微处挖

掘网络语言的闪亮之处，扭转了对偏离规范的批判惯性，确立了网络语言作为信息时代语言创新的

合法地位。

四、结语

徐默凡的《从社会方言到功能语体——网络语言新论》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更是一部理解

数字生存的启示录。它深刻揭示，网络语言绝非语言的“退化”或“污染”，而是人类语言面对全

新交流疆域时迸发的惊人创造力。它提醒我们，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其服务于交流的功能本质。当我

们将网络语言视为一种功能语体，真正理解其运作机理、社会功能与发展规律，从而以更开放、理

性、前瞻的态度拥抱数字时代语言生态的深刻变革。这本书为语言学理论注入了强劲的时代活力，

也为所有关注语言与社会变迁的读者提供了理解当下与未来的关键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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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镜像中的社会变迁与权力结构

——《明清社会语言生活研究》评介

夏 仲（Xia Zhong）1

摘要：《明清社会语言生活研究》是一部以社会语言学理论为框架，以明清白话小说为

主要语料，系统考察明清时期语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学术著作。该书通过分析语言的时

代性、地域性、阶层变异、性别差异及行业语言等维度，揭示了明清社会语言生活的多

元面貌，并探讨了语言与社会变迁、文化传承之间的深层联系。该论著不仅丰富了历史

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也为当代语言规划、语言生活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明清白话小说；语言变异；语言生活

Titl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s Reflected in Language: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Life in Ming-Qing Society
Abstract: Research on Language Life in Ming-Qing Society is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that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using
vernacular fiction as its primary corpus. The work analyzes linguistic variations across time,
region, social class, gender, and profession, revealing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 practices in
Ming-Qing society and their connection to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is study
not only fills a gap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language planning and research on language life.
Keywords:Ming-Qing vernacular fiction; language variation; language life

一、引言

语言作为社会的镜像，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阶层分化等现象。明清时期是中

国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白话小说的繁荣为研究当时的社会语言生活提供了大量真实语料。梁洁教

授新著《明清社会语言生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基于社会语言学理论范式，选

取《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具有代表性的明清白话小说为研究语料，系统考

察了封建社会转型期汉语的社会变异特征。研究采用变异语言学与批判话语分析相结合的创新方

法，从三个维度揭示了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一，政治权力通过制度性干预重塑语言系统，表

现为满语借词的语义扩展与功能转化；其二，地域方言作为文化符号，其使用模式折射出复杂的阶

层区隔与社会认同，如“待诏”一词的语义演变；其三，语言实践中的性别权力结构通过詈词使用

1 夏仲（XiaZhong），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讲师，广州大学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

育。电邮：10943177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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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化分布得以具象化呈现。这一研究不仅拓展了社会语言学的历时研究视域，更通过语言

生活这一独特视角，为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逻辑与变迁动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二、内容简介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作者首先对社会语言学的研

究范畴进行了界定，区分了宏观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等）与微观社会语言学（聚

焦语言变体、语用变异等）的不同研究路径。并通过梳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

梅》《醒世姻缘传》及“三言”“二拍”等明清白话小说的语料价值，强调了这些作品在反映市井

生活、宗教信仰、科举制度、社会变革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语言材料基

础。

第二章着重探讨了明清时期语言的时代性、地域性和社会性特征。在时代性方面，作者通过详

实的文本考证，揭示了语言与政治变迁的密切关联，如《醒世姻缘传》中“检”改“简”的避讳现

象直接反映了崇祯时期的文字禁忌。地域性研究则聚焦方言词汇的地理分布，通过对山东方言词

“营生”“胀饱”等词的分析，展现了语言与地域文化的共生关系。社会性维度则系统考察了民俗

词汇、信仰用语和詈语等语言现象，如“洗三”“添盆”等生育习俗词汇折射出的民间文化，“玉

帝”“阎王”等信仰词汇体现的宗教观念，以及“淫妇”“贼野婆娘”等詈语反映的社会伦理规

范，这些研究充分展现了语言作为社会镜像的多维功能。

第三章深入分析了社会阶层对语言变异的塑造作用。作者将明清社会划分为上、中、下三个阶

层，通过对比官员、文人、商贩、农民等不同社会群体的语言特征，揭示了语言使用的阶层差异。

研究发现，上层阶级倾向于使用文言敬语和复杂句法结构，如“家父”“舍弟”等谦辞和多重修饰

的复句形式；而下层民众则普遍采用口语化表达，甚至频繁使用詈语。这种差异在《醒世姻缘传》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官员对话的文雅庄重与市井人物的直白粗俗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作

者特别指出语言变异与阶层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还受到年龄、教育程度和交际场景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这种非同步性现象体现了社会语言学的复杂性。

第四章专门探讨了性别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机制。通过对《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等女性角

色的语言分析，作者发现明清女性语言具有鲜明的特征。例如，频繁使用感叹句和反问句等情感强

烈的句式，大量运用方言俗语和詈词以及倾向于采用威胁性表达方式等。与之相对，男性语言则表

现出更强的理性特征。

第五章系统考察了行业语言与社会分工的互动关系。作者将行业语言细分为行政司法、工商贸

易、宗教信仰和戏曲艺术等多个领域，通过对“乡约”“保甲”等行政词汇、“银匠”“待诏”等

职业称谓、“住持”“超度”等宗教用语以及“生旦净丑”等戏曲术语的分析，展现了专业词汇系

统的丰富性。研究发现，某些行业称谓如“博士”（原指木匠）、“太医”（泛称医生）的语义泛

化过程，生动反映了职业地位的历史变迁。本章还特别关注了《醒世姻缘传》中通过谐音命名（如

“油葱”指厨子）实现的讽刺效果，以及数字隐语、江湖黑话等特殊语言形式在特定群体中的交际

功能，这些研究为理解明清市井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六章全面梳理了明清时期的社会称谓系统。作者将明清小说中的称谓分为亲属称谓和社会称

谓两大类。亲属称谓方面，详细考证了“太公”“家父”“拙荆”等不同辈分和亲属关系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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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社会称谓方面，则重点分析了“阁老”“巡抚”等官职称谓和“王八羔子”等詈称的社会功

能。研究发现，明清称谓系统具有鲜明的非对称性特征，如主仆之间“老爷”与“小厮”的称谓差

异，生动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通过对称谓系统的全面考察，为理解明清社会的权力结构和

人际关系提供了语言学证据。

三、简要评论

《明清社会语言生活研究》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力作，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

系统性上，更在于研究范式的创新性突破。该书以社会语言学理论为根基，创造性地构建了“语

言—社会—文化”三维分析框架，将传统的语言本体研究提升至社会文化阐释的新高度。作者通过

精细的语言变异分析，揭示了明清时期语言与社会结构的深层互动关系，这种研究路径既弥补了传

统汉语史研究偏重历时演变的不足，又为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典范。

1.理论框架的构建与拓展  

在理论建构方面，该著作突破了单一学科界限，将历史语言学、文学批评、社会学等多元视角

有机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特别是对“蒙式汉语”与明代官话接触过程的考

察，不仅丰富了语言接触理论的内涵，更生动展现了政治权力对语言演变的塑造作用，为理解语言

与权力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2.语料运用的创新性与批判性 

在研究方法上，该著作展现了严谨而创新的学术品格。作者对明清白话小说语料的运用堪称典

范，既充分发挥了文学文本的语言鲜活性和社会写实性优势，又通过多重互证机制确保了研究结论

的可靠性。这种多维度语料分析方法包括文本内证、跨文本比较和非文学史料佐证三个层面。在文

本内证方面，作者通过对比同一小说中不同社会角色（如官员与市井平民）的语言特征，揭示了语

言使用的阶层差异；在跨文本比较方面，通过《金瓶梅》与《醒世姻缘传》的对照研究，既呈现了

女性语言的社会现实，又剖析了文学创作中的性别立场；在史料佐证方面，则借助地方志、法典等

文献验证了小说语言的写实程度。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不仅解决了文学语料可信度的问题，更开辟

了文学语言研究的新路径。

3.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该书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其对社会语言学实证研究的示范意义。作者采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定量与定性相补充、共时与历时相贯通的研究策略，构建了完整而严密的分析体系。在微观层面，

通过对具体语言现象（如“着/了”的语法分工）的精细描写，展现了语言变异的细节特征；在宏观

层面，则将语言变异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阐释，揭示了语言演变的社会动因。定量分析方

面，作者运用数据统计方法（如詈词使用频率的计量）发现语言使用规律；定性研究方面，则通过

文化阐释深化了对语言现象的理解。这种多元方法的综合运用，既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又增强了

结论的解释力。

4.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性解读

作为人类群体生活、文化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各群体使用的语言文字反映的了该群体在

科技生产力方面的发展水准、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抽象思维的演绎层级以及各类知识体系的积

累。（菅志翔、马戎，2021）该书通过对明清时期语言现象的进一步剖析深入解构了明清社会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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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例如，对阶层语言非对称性的揭示，展现了封建等级制度在语言层面的固化表现；对詈词

性别化倾向的剖析，暴露了传统伦理对女性的规训机制；对行业词汇语义泛化的考察，则反映了社

会流动对语言的影响。这些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作者通过语言

这一独特视角，对封建社会的权力运作、性别压迫和社会流动等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体现

了学术研究的社会关怀。

四、结语

《明清社会语言生活研究》立足于中国语言生活所具有的中华民族悠久传统和东方社会文化特

色（李宇明，2025），通过严谨的跨学科方法和创新的研究范式，不仅重构了明清时期作为中国语

言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语言生活的立体图景，更推动了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该书对

语言变异与社会结构互动机制的深入揭示，既为汉语史研究树立了新标杆，又为当代语言政策的制

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其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研究结论上，更在于开创的研究范式对后

续研究的启示意义。未来研究可在语料拓展、理论对话和跨文化比较等方面继续深化，使这一兼具

历史深度和文化特色的研究领域展现出更加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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